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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背景

1.
1989年10月11日，律政司与首席按察司根据总督会同行政局于1980年1月15日授予的权力，要求法律改革委员会（下称“法改会”）研究“私隐权”这个课题。法改会的研究范围如下：
“研究对私隐有影响的现行香港法律，并就需否以立法或其他措施防止个人的私隐受到不适当的干扰和提供针对这些干扰的补救方法作出报告。研究报告须特别关注下列事项：
(a) 有关个人的资料及意见被任何人或团体（包括各政府部门、公营机构、个人或法团）取得、收集、记录或储存；
(b) 上文(a)段提及的资料或意见被人向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任何人或团体（包括任何政府部门、公营机构、个人或法团）披露或传送；

(c) 私人处所被人以电子或其他方法侵扰；及

(d) 不论以口述或记录方式作出的通讯被人截取；
惟任何研究不涉及法律改革委员会有关逮捕和违反保密责任这两个课题的研究范围。”
2.
法改会委出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现行的法律并拟定建议。这个研究私隐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为：
	马天敏法官，G.B.S. （主席）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

	白景崇博士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江伟先生
	江卓高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朱杨珀瑜太平绅士
	社会福利署副署长（服务）

	韦利文教授
	香港大学法学及法理学讲座教授

	黄国华先生
	亚洲二千有限公司中文编辑

	刘智杰先生
	香港上海滙丰银行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个人银行业务主管

	欧礼义先生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专员（宪制事务）

	鲍卓善先生
	Record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td. 
首席顾问

	苏礼贤先生
	前香港印钞有限公司总经理


3.
小组委员会的秘书是高级政府律师简嘉辉先生。
4.
小组委员会研究过有关下列课题的法律：(a)个人资料的保障；(b)监视和监听活动；(c)截取通讯的活动；(d)缠扰行为；和(e)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本谘询文件旨在研究除了《缠扰行为》、《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及《规管监察和截取通讯的活动》等谘询文件所提出的建议外，是否需要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市民的私生活免受新闻媒体的不当干扰。新闻媒体的工作性质独特，有可能侵犯个人私隐，是促使小组委员会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
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5.
传媒有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是源于美国的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研究。
 世界新闻评议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确认，自由的新闻媒体虽然毋须向政府负责，但它们必须向公众负责。该协会宣称，“自由的新闻界这个权力阶层所隐含和固有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力和履行职责。

6.
在1990年进行过一次关于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全面意见调查，
 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新闻工作者认为下列准则对新闻业是重要的：客观报道（95%）；迅速向公众报道（95%）；分析和诠释复杂的事件（92%）；监察政府（88%）；以及为民喉舌（80%）。约有65%的新闻工作者认为“教育公众”和“提高公众的文化水平”是重要的。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机构“迎合大众口味”和“提供娱乐”是重要的，而“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是新闻工作者在判断某事件是否有新闻价值时最关键的因素。
7.
然而，一些传媒机构较着重他们的经济需要。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1999年3月进行了一项意见调查，结果显示高达41%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较1997年9月所得的调查结果24%为高；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是“负责任”的，较1997年9月调查所得的结果41%为低。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也进行了一项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报章的问题是道德操守问题，与政治无关，而巿场竞争正是传媒采访新闻时妄顾道德操守的主因。
 这份研究结果也显示香港报章的公信力正日走下坡。

8.
香港所有传媒机构，除了属于政府部门的香港电台之外，全是牟利的商营机构。它们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崭新的媒体如收费电视、卫星电视、自选影象服务、以及在互联网上提供的各类服务，正蚕食本地出版机构和广播机构的巿场。传媒业竞争激烈，传媒东主最关注的自然是维持或增加巿场占有率，专业和道德操守因不敌商业竞争的需要而变成次要。一些传媒机构觉得难以抗拒采用其他机构有可能会在它们的报章或节目内抢先报道的资料。由于担心竞争对手翌日抢先报道独家消息，有些编辑和记者会受到压力，使他们在消息不涉重大公众利益的情况下也会侵扰他人的私生活。为了维持读者人数或提高销量，部分新闻媒体甚至把报章的编采风格转向煽情路线，原因是资料愈涉及私隐，报章就愈畅销。然而，传媒的道德操守会因煽情的报道而受到威胁，尤以搜集资料的方法和陈述故事的方式这两方面为然。
9.
《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在报业巿场的主导地位也惹人关注。在《太阳报》于1999年3月发行之前，《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的读者人数占香港报章总销量的70%。
 要是其中一份主流报章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不单会影响该份报章的公信力，也会连带影响整个新闻界的公信力。社会责任对于在这种环境下运作的新闻界尤其重要。正如约瑟夫‧普立兹(Joseph Pulitzer)观察所得∶

“没有最崇高的理想、仗义执言的志向、对所遇问题的精辟见解、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新闻事业便会沦为一个只顾商业利益、图谋私利、以及与公众褔祉为敌的行业。”

10.
《英文虎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公众应警惕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

“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的私隐权两者之间的界线有时很难划清，这点对于那些受到这种传媒滋扰的受害者来说诚属不幸。划清这条界线的责任很多时落在一小撮传媒工作者身上，他们所作出的决定也经常受市场支配，尤其是像香港这样的地方，市场决定一切。那些说这既不公平也不道德的人也许言之成理。不过，除非社会人士坦率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否则依然是由巿场决定一切。”

11.
美国新闻编辑人员协会所采纳的基本原则订明∶

“第一修订案保障言论自由不受任何法律规限、并保证人民可以透过新闻界享有一项宪法权利，故此报人须肩负特殊的责任。…… 采访和发布新闻和意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使人民知情来让他们可以就时事下判语，以改善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了自私的目的或没有意义的目的而滥用这个行业所享有的权力的报人，是辜负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
1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委托编写的《麦拜德最后报告书》指出：

“‘要负责任地行使自由’这个概念，必然会包含对专业道德的关注……。目前，像真实、准确和尊重人权等价值观并未全面获得落实。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责任感是不能藉政令来达致，也不能单靠个别新闻工作者的良好意愿来达致；而聘用新闻工作者的机构既可以改善但也可以妨碍他们的专业表现。……就如其他行业一样，新闻工作者和传媒机构都是直接为公众服务，因此公众也有权要求他们就他们的作为向公众负责。到目前为止，在各国为了确保传媒机构会对其作为负责而制定的机制之中，本委员会认为报业评议会、新闻评议会、报业申诉专员等机制，和如数个国家般，由评论新闻质素的刊物对业内人士的表现加以批评等等做法，均各有优点。……世界各地都有职业道德规范。许多国家所采用的道德规范都是由专业组织自行制定。在国家层面和（在某些情况下）在区域层面订立道德规范是可取的做法，但这些规范必须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由有关的行业自行拟定和采用。”

13.
我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下文所述的意见是获得公众支持的∶

“报纸和传媒事业，也不能绝对听从巿场导向，只管销量和盈利而不问社会效果。报纸和其他传媒，都是社会公器，对公众会造成影响，所以也得承担社会责任。新闻报道更是应该以真实、公正为原则，而传媒的操守应该受到公众监督。”
14.
我们深信社会责任可与新闻自由和新闻机构自主并存。自由与责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本谘询文件的结构
15.
我们会在第1章研究私隐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第2章会探讨香港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第3章会介绍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西兰、秘鲁、瑞典、台湾、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第4章会论述香港的新闻专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自律能否解决传媒侵犯私隐所引起的问题。第5章和第6章会探讨以《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和《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的架构去保障个人私隐免受传媒侵犯是否可行。第7章会研究立法成立一个独立组织去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是否可取。第8章会探讨这个独立组织的组成、功能和权力。
16.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新闻工作者”一词在本谘询文件中包括记者、摄影记者、专栏作家、新闻报道员、新闻行政人员和编辑。
第1章
私隐权与发表意见的自由
发表意见的自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1
在1997年7月主权交接之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各项权利与自由均藉着关于香港的《英皇制诰》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得以落实。而自1997年7月起，作为香港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取代了《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the Royal Instructions)。《基本法》第39条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
1.2
《基本法》的序言述明《基本法》是为了“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在《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具体说明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其中包含香港特区政府“保持香港原有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论〔和〕出版……自由”。

1.3
《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该条仅指明《基本法》所保障的某类权利和自由，而并非宣称禁止以立法方式限制这些权利和自由。第39条容许对《基本法》第三章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权利加以限制，但该等限制须依法规定，且须符合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4
发表意见的自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所保障的其中一项基本人权。该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及三款规定：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送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1.5
值得注意的是，在草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第十九条的总体意见》时，曾有人提出加入以下条文：“个人必须能够确实地享有这项权利，以确保他得以享有《国际公约》所保障的其他权利”
，但这项意见最终没有被纳入上述《总体意见》内。这可以说是表示发表意见的自由虽然重要，但仍不获赋予它在美国的宪法中所享有的超然地位。

1.6
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包括私隐权）。《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述明行使自由发表意见这项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这项提述是向缔约国明示可藉此对抗现代大众传播媒界的滥用权力行为。支持上述建议的国家均认为发表意见的自由既是珍贵的传统，亦同样是“危险的工具”。这些国家一贯认为，由于现代传媒对人类的思维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事务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行使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方面，应特别强调所带有的“义务和责任”。

1.7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只将这些义务和责任形容为“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与厘定个人权利实质范畴的各种限制及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而没有对其性质作出论述。但这些义务和责任一般被推定为包括真实准确和不偏不倚地报道新闻及提供资讯的责任；
 亦有人提出这表示发言者有责任不滥用其权力，以免损害他人。
 要决定这些“义务和责任”的性质，便需要找出有关人士的身分、所发表资讯的内容、及发表资讯的媒介。如果某人选择在报章上发表关于幼童、罪案受害者或其他易受伤害的人的私人资料，则可以说该人有特殊责任不让所涉的人受到伤害。
1.8
基于《国际公约》的规定，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受到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而有需要施加的限制。文弗烈．鲁瓦克(Manfred Nowak)指出，第19条并非完全禁止对发表意见的自由加以限制，可以施加的限制包括审查和禁止散播言论、没收作品，禁止在集会中发言等。
 他说要决定每一种类的干预是否可在某一个别情况下获准，须以第三款所列的限制为基础详细加以研究。而记录该公约的预备工作的文件显示它意欲完全禁止的只是对言论的事前审查。

1.9
任何可获准的限制须“由法律规定”，且只可为该条所指明的其中一项目的而施加，更须是为达致该项目的所“必需”的。将“必需”定为所须条件之一，暗示有关限制得在严谨程度和强度上与所寻求达致的目的相称。相比《国际公约》的其他条款，第19(3)条并无提述民主社会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辩说评核是否需要施加限制的有关准则并非民主的原则，反而是这些限制在某一个别情况下是否相称。

1.10
虽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它所提出的《总体意见》中，没有对第三款中所述得以施加限制的指明理由的范畴作出任何评论，但是该委员会曾经裁定基于某项节目会鼓吹同性恋行为、不能控制观众的反应、或不能排除会对幼年人产生坏影响等原因而施加某些限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鲁瓦克认为受到保障的“其他权利”亦包括第十七条下的私隐权，而保障这些“其他权利”是限制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充分理由：
“尽管草拟第19条的人把主动寻求资料的权利写进公约里，但这不会改变缔约国因第17条而需要负上的保障个人私隐不受煽情的新闻报道影响的责任。最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必须防止个人资料被人任意检取的情况发生。此外，公约第14(1)条明文规定可以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而限制公众（尤其是传媒）出席法庭的法律程序或取得有关资料的自由。

其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可通过由刑事法、民事法及／或行政法制定的措施而得到保障。举例说，公约第19(3)条是订定处理短暂或永久形式诽谤或嘲讽的刑事条文的充分理由，犹如该公约条文是订定保护版权的条文或支持荣誉遭破坏或私隐被侵犯的人根据民事法申索赔偿的充分理由。”

1.11
至于第19条所述的“保障道德”一词，既可隐含保卫整体社会的道德精神或道德标准，亦可包含保障某些人或某些种类的人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权益或福利，这是因为他们心理上未成熟、精神上残障或生活上须倚靠他人而需受到特别保护。
 就保障个人而言，这词语同时顾及心理以及生理健康的保障；如涉及儿童的话，亦涵盖保障儿童精神状况的稳定性和使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精神困扰。

1.12
即使某项限制不属于第三款所述的例外情况，仍可援引《国际公约》第5(1)条作为后盾。该条准许在少数情况下作出干预，以确保发表意见的自由不会被人误用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该条规定：
“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于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1.13
第5(1)条旨在防止公约所宣布的任何一项自由或权利遭滥用，以免另外的一项或多项自由或权利受损。能够被误用的权利，其中一项即第19条所述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故此，煽动种族歧视的人的言论自由可以被剥夺。目前要指出的，是第5(1)条有两方面须予注意。其一是对行使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任何约束，不得超乎公约所规定的；其次是行使该项权利的目的不可以是剥夺在第17条下的私隐权。
《欧洲人权公约》
1.14
《欧洲人权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10条亦保障发表意见的自由。欧洲人权法庭表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其中一个必要基础，亦是民主社会得以向前迈进和每一人得以自我充实的基本条件之一”，
 而这项自由适用于“使国家或社会任何阶层受到冒犯、震惊或困扰”的消息或思想。

1.15
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及欧洲人权法庭在阐述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基本原则时，十分重视公众能够对他们所关注的事宜在获悉有关资料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欧洲人权法庭因此对以下权利定下了不同层次的价值：最高层次的是政治意见的表达，其次是艺术表达，最低层次的是商业意念的表达。
 此外，该法庭注意到新闻报道方面的自由亦包括“可能借助于某程度上的夸大甚至煽情”这事实。
 虽然这方面的自由不得超越为保障他人的荣誉及为其他理由而设定的某些界限，但新闻界是有责任“按与其义务和责任相符的方式传送关于政治课题以及关乎公众利益的其他事宜的消息和思想。”

1.16
普通法承认新闻自由须与其他利益取得平衡。以个别案件而言，法官为取得上述平衡，会将他认为值得为公众利益而发表的东西和只属公众有兴趣知道的事情加以区别。何富文大法官(Hoffmann LJ)指出须受限于法官心目中的某些责任或须受制于公众利益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他在其判词中说道：

“自由就是可以发表政府及法官认为不应发表的东西的权利，即使政府或法官的想法是出于好意亦然。自由就是说出那些‘思想正确的人’视作危言耸听或不负责任的事情的权利。这项自由只受限于由普通法或法规所订的一些经清楚界定的例外情况。……
要强调的是除非属于那些经确定的例外情况，或属于国会依据它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义务而制定的任何新的例外情况，否则言论自由毋须与其他利益取得平衡。言论自由是一张战无不胜的皇牌。”（横线后加）
1.17
属《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的欧洲各个司法管辖区均视私隐权和言论自由为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权。这两种权利均受到为保障他人权利所必需的约束。
 该公约没有为各项权利定出等级以解决私隐权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情况。按照这个看法，必须权衡这两项权利的轻重，两者不一定压倒对方。

1.18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行使发表意见的自由须受到民主社会中为保障他人权利所“必需”的限制。欧洲人权法庭将“必需”这个形容词解释为暗示有“迫切的社会需要”。此外，有关干预须与“所谋求达致的合法目的相称”，而所提出支持干预的理由须“切题和充分”。
 是否相称的检定意味着在寻求该公约第10条所述的各项势均力敌的权益时，必须顾及公开讨论公众所关注的课题的价值。法庭在找出这些势均力敌的权益与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之间的一个公正的平衡点时，必须确保公众不会因为惧怕刑事或其他方面的制裁而怯于发表他们对众人所关注的议题的意见。

1.19
欧洲人权委员会同意以下观点：限制真实陈述是否“必需”的检定，一般而言须比限制虚假或误导的指称的检定更为严谨。但是该委员会认同不能够以消息的真实性作为容许将其发布的唯一准则，因为真实的陈述亦能干预到某些合法权益，而这些权益应该一如发表意见的自由般受到同样程度的保障，例如当私隐领域或个人的荣誉或名誉成为争议的焦点时，又或在违反法律上的保密责任的情况下作出的真实陈述，便会干预其他的合法权益。
 欧洲人权法庭亦肯定这个看法，并裁定：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尊重他人私隐的义务或对某些商业资料保密的责任之时((即使内容确实且形容真实事迹的消息亦可以被禁止发表。此外，正确的陈述亦可能且经常被加上各种评语、价值判断、揣测以至影射而变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个别的事件在公开之前或许应更仔细地加以审视，否则准确描述某一宗个别事件也可以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所描述的事件足以证明一种普遍现象。”

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案
1.20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订案的部分内容是：“众议院不得订立任何削弱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布兰狄斯大法官对第一修订案的起源有以下解释：
“为我们成功争取独立的先辈……把自由视作既是一种工具，亦是一个目标，并且珍而重之。他们相信自由是幸福的钥匙，而勇气则是自由的秘诀。他们相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发掘和传播政治真理的不可或缺工具；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切讨论都属徒然；但有了这些自由，讨论便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提供足够的保障，不会受有害的理论影响；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麻木的百姓；公开的讨论是一种政治责任，并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管治原则。”

1.21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订案支持新闻界须在不受审查、禁制或事先管制的情况下自由发布新闻这个看法：
“在第一修订案中，建国先辈们给予自由的新闻界必需的保障，使它能够在我们这个民主政制中担任其重要角色。新闻界的服务对象是受管治的百姓，而非管治百姓的官员。废除政府审查新闻界的权力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新闻界能永远保有其随时随地批评政府的功能。保护新闻界是因为这样可以使它能够将政府的秘密公诸于世，以免百姓被蒙在鼓里。只有自由而不受任何管制的新闻界才能够有效地将管治百姓时所使用的瞒骗技俩暴露于人前。”

1.22
然而，第一修订案没有赋予人民可发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东西而毋须肩负任何责任的绝对权利。《美国法理》(American Jurisprudence)的作者详细解释说：
“第一修订案藉保证言论和新闻自由而提供的异乎寻常的保障，带有一种性质类似受托责任的要求，要人们负责任地行使受保障的权利。这种责任虽获新闻界广泛认同，但却不时被新闻界背弃。对要行使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施加责任，要求他们合理地谨慎行事，并没有破坏这些自由的价值；鼓励发表言论者在传递信息前小心探求真相，以及使因个人品行被诬蔑而遭受实质损害的人获得赔偿，均与国家有重大利益关系。……每当有人针对有效管治权力的行使而坚持宪法所赋予的言论及结社自由时，两者便须作出调和，因而需要衡量各项所涉权益的重要性，以取得平衡。”

1.23
因此，虽然禁止对新闻界施加限制的规定在措词上不留余地，但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并非在所有时间及所有情况下均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不包括按个人喜好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发表言论的权利，而公开讨论的方式、地点或时间是可以在符合宪法的规定下受到管制的。

1.24
按照罗伦士．特立比(Lawrence Tribe)的解释，美国最高法院已为解决源自第一修订案的诉求而发展出两种取向。
 其一是针对思想或消息的政府规例（即那些旨在挑出因所表达的特定信息或观点而须受政府管制或须予惩罚的行为的法例）均被推定为抵触第一修订案。另一取向是若有关规例虽然不是针对思想或消息的，但却间接限制了言论的发表，则只要该规例没有不当地限制思想及消息的流通，便依然符合宪法。后述的取向需要在对立的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意思是自由发表意见的价值与政府的管治权益之间的平衡会基于每一宗个别案件的情况而作独立处理。因此，美国政府可以基于某些言论不属第一修订案的保障目标或未能符合该修订案的纲领而加以管制，例如被遏制的信息带有“明显及即时的危险性”，或属于不受第一修订案荫庇的言论类别，包括：(1)描述未成年人参与性行为，(2)侵犯版权，(3)宣扬色情，(4)以谎言诽谤他人，(5)藐视法庭，以及(6)陈述某几类关于原子能、军事或情报的资料。
1.25
新闻自由的权利在适当范围内会受到法例上的限制，这亦早有定论。虽然各州政府不能够破坏宪法所保证的新闻自由，但是报章杂志的出版人也没有特权可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因为出版人也像其他市民一般受限于一些合理的管制。政府对报章的规管只要不涉及遏制或审查言论，其规管范畴可一如对其他私人商业活动那样广泛。
 法院已裁定可以为公众健康、道德、安全或福利着想而管制报章出版人。
 然而，当任何报章报道了关于某项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事宜的消息时，只要该等消息是真实和循合法途径取得的，州政府便不能为这些报道而惩罚该报章，除非为维护州政府的某项极重要的利益而属必需。

如何协调私隐权与言论自由
1.26
私隐权在多大程度上可与言论自由协调，得视乎好几项因素：

“广义而言，支持言论自由的理据不是出于结果论便是出于权利论。前者通常援引米顿(Milton)和米勒(Mill)的论据（即追求真理或发扬民主），而后者则将言论视为个人得以自我充实的权利的不可分割部分。当我们要捍卫言论自由时，这两方面的论据总被混为一谈，甚至纠缠不清。举例说，汤马士．艾莫逊(Thomas Emerson)所识别出的四项基本理据便将上述两类诉求一起包括在内：个人自我充实、找出真相、争取社会人士参与社会和政治的决策过程，以及提供能使社会在稳定与变迁之间取得平衡的方法。

另一方面，支持‘私隐权’的人差不多完全倚赖立足于个人权利的论据。所以，爱伦．威斯丁(Alan Westin)在他的经典论述里提出私隐权对于保护个人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不用受他人操纵或支配、让感情得到宣泄、提供自我评估的机会，亦容许秘密可以在不会外泄及获得保护的情况下与人分享，以及为扰人心绪的行为定出界限。
问题随即出现。关于法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箝制那些损害个人‘私隐’的言论这个问题，经常被形容为一场由两个重量级拳手对垒的拳赛。但是，这可能只不过是两个虚幻的影子在对垒，……‘私隐法和维护新闻自由的法律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两者均是个人权利的基本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
1.27
随着互联网的急速发展，接触资讯变得更为容易，以致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愈益明显。所谓“资讯超级公路”为现今人类提供了以往无法想像的机会，可轻易取得或接收关于几乎任何题材的资料。
 为求理解言论自由的基础原则，我们会在下列各段研究也许是支持它被纳入有关国际公约内的各项政治上或哲理上的论据。按照传统的看法，言论自由这项原则有以下四种主要功用：(a)真相的确定和发表；(b)个人的自我发展和充实；(c)参与民主；及(d)安全活门的功用。

真相的确定和发表
1.28
按照这个理论，不受约束的公开讨论可以找出事情的真相。可是并非所有言论均受到言论自由这项原则保障。即使最自由的民主政体也禁制煽动暴力、干预司法或披露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的言论。
 同样，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保护儿童，实有需要禁制露骨的淫亵言论和作品。虽然关于公职人员或公众人物的报道如果与公众评估他们是否称职或是否值得被视为公众人物有关，是属于受言论自由保障的“言论”，但在报章刊登一篇披露某些普通人的私生活的报道，如果没有支持言论自由的任何一项理据支持，一般是不属于“言论”的。
 虽然原则上人人都应该有表达和发表事实真相的自由，但这项自由不应该用于那些会导致当事人懊恼或尴尬及将之发表亦不会为公众带来相应益处的真相。如果发布某人的私隐会侵扰到他的私人领域，而他的私隐又不是公众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情，那么即使发布的私隐是真确的，也应该禁止将其发表。
1.29
弗特烈．舒凯雅(Frederick Schauer)认为知悉真相不一定较活在误解中好。即使我们接受知悉真相永远胜于被错误的看法蒙蔽这种见解，但是获悉真相的人并非必然较蒙在鼓里的人处于较有利的位置。增加了的知识可能只不过是一些额外的知识，而不是以真实的知识取代虚假的知识。
 再者，个人知识的增加这事情本身亦不表示个人或社会因此会有所得益。知道一名身分可被确认的普通市民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或领取福利援助的人，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知道更多这类私隐只会损害个人的权益，但却不会为社会或发布这些资料的人带来相应的好处。
1.30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过份强调找出真相会对以人为对象的侦查式新闻工作和学术研究造成障碍：
“在找出关于人的事情真相的方法之中，那些较为可靠和有系统的方法，诸如学术研究和涉及‘人情冷暖’的负责任新闻工作，是有可能受小报作出的煽情及经常带有误导成分的报道拖累。有很多非常精采的报道是靠新闻工作者保证不会透露提供资料者或采访对象的身分而得来的，或是靠他们同意‘不会向外界透露’某些事情而得来的……。很多时，藉着保障私隐而不是侵犯私隐，人们更能发掘得到关于社会问题、生活方式及人类行为的真相。”

个人的自我发展和充实
1.31
言论自由对个人品德及潜能的实践是极其重要的。限制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单会压抑其个性的发展，还会冒犯其尊严。一个人只有透过公开讨论才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和在智力及精神方面得以发展。但爱伦．威斯丁指出私隐亦有助个性的发展：
“个性的发展在民主社会尤其重要，因为独立思考、有分歧的意见、不随波逐流等均被认为是个人值得拥有的特性。培养这种独立性是需要时间的，好让个人可以在受保护的情况下测试和验证不同的意念，在无惧嘲笑或惩罚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准备并加以实践，以及有机会在意见公开前作出修改。”

因此，言论自由和私隐权实在是相辅相成地达致个人得以自我充实这个同一的目标。
参与民主
1.32
自由发表言论亦可视为市民参与社会及政治决策的方法。涉及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公开讨论及辩论，有助市民了解这些问题和就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得出自己的见解，这亦进而使他们得以制止政府的不当行为和有效地参与民主社会的运作。因此，言论自由对代议政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发扬民主的论据尤其适用于新闻界，因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言论比通过其他方法发表言论更能推动民主对话。
1.33
然而，自由发表言论并不是促使市民参与社会及政治决策的唯一方法。民主的其中一项基本要求是市民在思想上可以自主。既然私隐能促进并鼓励自主，私隐对民主政府亦很重要。
 容许私下自由讨论有助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并能保护那些质疑主流思想及价值观的人。保障个人不被人在有违其意愿的情况下把他的资料公开，会促进公开讨论及民主政制的有效参与。如果个人私隐得不到对抗侵扰的保护，发表意念及意见的自由便会遭到破坏。
1.34
露芙．嘉韦逊补充说，保障私隐能够吸引有才识的人服务社会，原因是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私隐将不会因参与社会事务而在有违其意愿的情况下公开。
 要是坚称言论自由盖过一切，便会使有意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打退堂鼓：
“由于任何人均有可能被其他人发掘到一些关于他的尴尬事情，所以很多人可能因此而决定避免成为公众人物。故此一连串的调查及披露可能严重规限一些杰出人士的终生大计，使社会失去较有探索精神及创造力的领导者人选。于是，成为领导者的人很可能都是一些墨守成规、不求突破、从不挑战广为人接受的规范，以及从不犯错的人。”

1.35
就个人的自我充实及市民参与民主而言，私隐的权益与言论自由的权益是相符的。私隐权和言论自由支持同一的价值观，并互补不足：
“在很多个案里，私隐权与言论自由在表面上互相冲突，但在较深入的层面上，它们只不过是以两种不同形式实现相同的基础目标。至少在某些个案里，保障私隐较容许发表意见更能体现言论自由的价值。”

安全活门的功用
1.36
按照汤马士．艾莫逊(Thomas Emerson)的说法，
 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架构以化解在社会进步的过程所必然产生的冲突，以免社会因此而被摧毁。公开讨论可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因为人民若能参与作出决策的过程，便更容易接受违反他们意愿的决定。反过来说，遏制讨论会产生下列害处：
· 无法作出理性的判断，唯有以武力代替说理；
· 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使社会反应迟钝，以致不能适应不断变迁的环境，也不能发展出新的意念；及
· 掩蔽社会面对的真正问题，使公众的注意力偏离关键性的事宜。
新闻自由
总论
1.37
新闻界被挑选出来作为保护的对象，原因是它较个别的议论者更易被政府控制。若然没有宪法的掣肘，政府便可以对新闻界施加一些不能应用于个别议论者的限制，例如向出版人抽重税，要求创办新报章的人提供巨额的保证金，以及发出强制令禁止报社发行它拟于将来发行的报章。

1.38
为了解决新闻自由究竟属传媒东主的权利还是属新闻编辑或新闻记者的权利这一争端，有人提出新闻自由是属于整个界别的权利，而非个别新闻工作者和传媒东主所行使的自由发言权的集成。
 以这个观点来看，关于新闻自由的条款的主要目的是在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以外设立第四种机制，作为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额外掣肘。
 新闻界可以自由寻求和传送消息，尤其可以自由探查及监察政府的举动，方符合明达的选民的利益。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的对象既是整个界别，便表示政府有必要保留一些权力以酌情决定新闻界的架构。艾特温．贝卡(Edwin Baker)认为特别为新闻界而设的规则如非旨在破坏新闻界作为一个界别的完整性或使其不能独立于政府的运作，则不应因不符合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而被裁定为违反宪法。

1.39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须向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负责。《基本法》保证立法会的所有议员将来会由普选产生。在一个趋向民主代议政制的社会中，选民都想知道更多关于政府运作的资料和他们在立法机关的代表以他们的名义所作的事情。若要民主政体有效地运作，公众必需对政府官员和他们所选出来的代表的作为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不受掣肘的新闻界。欧洲人权法庭裁定：

“新闻自由在发掘和评定政治领袖的思想和态度方面，为公众提供了其中一条最佳的途径，特别是这项自由亦同时使政治家有机会反思和评论公众就其最关心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意见。这样，每一个人都得以参与无拘无束的政治辩论。这正是民主社会这个概念的精粹所在。”
1.40
云信．布拉斯(Vincent Blasi)认为发表意见的自由之所以珍贵，部分原因是它有阻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功能。
 他的研究揭示第一修订案的草拟者十分重视发表意见的自由在防范公职人员违反诚信方面能够扮演的角色。由于政府拥有的资源及政治权力非任何政治及私人组织所能及，实有需要以组织良好和财政充裕的新闻界与政府抗衡。新闻界可以扮演专业评论者的角色，因为它能够取得足够的资料对政府的作为作出判断，并将其资料及判断向公众传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宪法特别挑选了新闻界……扮演讨论公共事务的重要角色。因此，新闻界是化解政府官员滥权的强效药剂，这亦是设立新闻界的一个目的。而且它也是宪法所选定的媒介，藉以督促那些由人民选出来的官员向成为该官员的服务对象的所有选民负责。”
1.41
总括来说，传播媒介是“消息供应者和民间监察者”。
 它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途径，让他们公开讨论影响民生的问题。它确保政府须对公众负责，这不单是通过消息的传播而达致的，同时也藉着将腐败及滥权的恶行公诸于世而达致。新闻界在履行其监察和提供消息的功能时，必须受到宪法保护，使政府不能干预其内部运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42
新闻界根据《基本法》第27条得到宪法上的保护。该条保证新闻自由是香港居民所享有的一项特定权利。虽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欧洲人权公约》都没有明文提及新闻自由，但一般人均接纳新闻自由是这两份公约所保障的发表意见的自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43
香港的法院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会采用宽松的态度以及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
 当《基本法》的条文引致任何疑难时，法院可根据《基本法》本身及《基本法》以外的有关资料（包括《联合声明》）确定这些条文所宣示的原则及目的，并藉着落实这些原则和目的来解决疑难。法院也可藉着用语传统及文字的惯用法则去了解有关条文中的用语的意思。

1.44
虽然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文件和商议内容没有公开，但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新闻自由最后报告》让我们可以领略到起草委员的意向和《基本法》的新闻自由条款的涵义和目的。
 这份报告可以当作是用来确定起草委员意向的《基本法》以外的辅助文件。在陈述新闻界的功能的段落中，该报告说道：

“在现代社会中，资讯的自由流通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商业活动，都有赖于迅速和自由地拥有资讯才可以参与竞争，而新闻业在这方面就为大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务。此外，为了使其成员积极地、明智地参与地区或国家的事务，市民必需对日常的事务有足够的认识，才能使他们在选举时可以作出公平的决定，并使他们对管治者有适当的警觉性。因此，现代的社会要求对事情有清楚及准确的报导，包括事情发生的背景与原因，给市民作为讨论及批评的资料。……
此外，基于新闻业能产生舆论压力，影响政府的人事和政策，新闻业可以说是继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外而成为第四种制衡的力量，监察政府工作及促进社会发展。”
1.45
《新闻自由最后报告》指出可以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司法公正和个人权益而限制新闻自由。值得玩味的是该报告在讨论个人权益所涵盖的范畴时，特别提到个人名誉和隐私权的保障。

1.46
该报告指出新闻自由的内涵有经营大众传播业的自由、采访和传递消息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接受消息与意见的自由，继而提到香港新闻业普遍认为应在《基本法》内加入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才可以确保新闻自由。
 该报告总结认为应以香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惯例与法庭判例来解释新闻自由。

一般法律适用于新闻媒体

1.47
虽然新闻自由在实现其他权利和自由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表示新闻界可以毫无约束地调查或发表它们想调查或发表的事或读者想知道的事。英国研究报刊业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解释说：
“报刊东主、撰稿人及编辑必须接受为了协调经常互相冲突的诉求而对发表意见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同样，公众亦坚持获得准确资料及中肯评论的权利，但这权利得与国家安全的诉求及个人就其名誉及私隐获得保障的诉求取得平衡，除非这些诉求被公众利益凌驾。不过，公众有兴趣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牵涉公众利益。新闻界必须小心避免滥用这项权利，并美其名为新闻自由。”

1.48
杨格委员会认为，假如能够证明做出较严重的侵犯私隐行为的目的是为“维护公众利益”而提供消息，该等行为便有充分理由支持，但如果目的是要提供纯粹是公众感兴趣的消息，则很难称得上有充分理由这样做。
 该委员会总结认为法律在对待侦查式新闻工作所涉及的调查过程这方面，不应与其他新闻工作所受到的对待不同。原则上，侦查式新闻工作是新闻界的正当功能，“但新闻界在发挥这项功能时，必须遵守不论是一般市民或是一般在职新闻工作者均须遵守的规则。”

1.49
美国的新闻界也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修订案而获得宪法的保护。不过，汤马士．艾莫逊指出，这并没有赋予新闻界强迫他人提交私人资料的权力：
“新闻界在宪法上有权从非官方的资料来源处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获取资料，但却没有任何宪法上的权力可强迫对方提交这些资料。此外，他们可以采用的方法也受到若干限制。因此，在搜寻资料方面，新闻界是受到针对侵犯行为、盗窃、欺诈、搭线窃听等罪行的传统法律所管制。这些一般人都认同的限制与那些为了保护私隐权不受实体侵扰而施加的限制相似，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矛盾……。”

1.50
美国最高法院确认第一修订案并非是新闻界可以违反普遍通行的法律的凭据。该法院注意到有“一系列早经确认的判决”裁定普遍通行的法律不会单单因为其执行会对新闻界采访及报道新闻的能力有影响而违反第一修订案。
 最高法院以下的联邦法院及州立法院亦拒绝接纳宪法中的新闻自由条款免除新闻界的刑事及民事责任这种论点。在Dietemann v Time一案，第九巡回法庭裁定，宪法所保证的新闻自由，从来没有被解释为给予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做出侵权行为或干犯刑事罪行的传媒免被起诉的权力：
“我们同意新闻采访活动是发布新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不同意隐蔽的机械装置是新闻采访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侦查式的新闻报道自古已有；远在微型摄影机和电子仪器发明之前，这种报道手法已十分成功。第一修订案不是新闻界潜入或以电子仪器侵扰他人的家居或办公室的凭据。它也不会仅因为受侵扰的人是被人合理地怀疑犯了罪而成为这种凭据。”

1.51
在香港，传媒一直受刑事法律所施加的限制所规管，这包括关于版权、盗窃、欺诈和其他同类罪行的法律。《基本法》下的新闻自由只给予新闻工作者可以从非官方的资料来源处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获取资料的权利。它没有赋予新闻界迫使市民在他不情愿下透露关于他自己的资料的权力，也没有让侵扰他人的独处或与外界隔离境况的新闻工作者可获豁免负上法律责任。禁止使用侵扰他人的手法来收集个人资料不会损害传媒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传媒一向无需采用侵扰他人的手法也可进行侦查式的新闻工作。就新闻采访活动而言，新闻自由是指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采访新闻的自由，而不是以非法或不公平的方法采访新闻的自由。从读者和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可以继续享有接收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取得的资料的权利。
1.52
另一个要点是香港的报界不受任何发牌制度的管制。本地报章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办理注册只不过是手续上的程序，当局只收取象征式的注册费，而且对于谁人可拥有一间报社基本上也没有限制。假如新闻媒体在采访新闻方面享有特权，任何人（包括私家侦探、骗徒和罪犯）只需注册为报章的东主，便可利用这项特权。这样的特权显然有可能被严重滥用。既然执法人员须依法行事，并须受限于制度中的一切制衡力量，那么毋须向任何专业团体注册和毋须向雇主以外的任何人负责的新闻工作者也不应例外。关于传媒可获豁免被起诉的提议，科达士法官(Fortas J)在美国的Time v Hill一案提出的以下意见，很能代表我们的看法：

“法院不可以容许政府、私人机构或个人审查新闻或对新闻报道施加限制，也必须不容许这些行动。不过，这项责任的部分目的，是要维护某些价值观和做法；这些价值观和做法使一般市民确信新闻界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使他们确信新闻界因其特别和重要的职能而获授予的特权，与新闻界履行这些职能的需要是合理地相称的。要是本法庭以直接或婉转的方式完全豁免新闻界被起诉，而豁免范围又远超过新闻报道、对公众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其他同类事宜的需要，这不单会对新闻自由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会引起公众对新闻自由的敌意。”
1.53
《基本法》第27条所载的新闻自由，必须受到《基本法》所指明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制衡。而与我们的研究课题特别有关的，是第29条所指的免遭“任意或非法……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的权利，以及第30条所指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 获得保护的权利。除获法律承认的少数特权外，新闻界不应享有普通市民没有的特殊权利。
寻求、接受和传送消息的自由
1.54
《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送各种消息和意见的自由”。联合国会员大会上曾出现以“收集”(gather)取代“寻求”(seek)这字眼的动议，以排除主动探究的权利，但这项动议没有获得通过。投票反对该项动议的会员国声称主动采取步骤以取得并研究消息的活动应该受到保障，而第三款的限制条款亦足以防止新闻工作者滥用上述自由。
 寻求消息的权利对新闻界尤其重要。支持新闻界拥有获取消息的权利的理据，在于选民如果有所需的知识去评定政府的各项决策是否明智，会是一件好事。西敏大法官(Lord Simon)说：
“首要的公众利益是民主社会里的讨论自由。除非人们能充分获悉与那些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有关的事实及论据，否则他们便不能充分影响这些决策。要找出这些事实及论据必需由他人代劳，而属公众传媒的新闻界就是主要的工具。这正是支持侦查式和倡议式新闻工作的理据。”

1.55
没有市民能够私下取得为明智地履行其政治及社会责任而需要的一切消息。公众很多时都是在新闻界散播有关消息后才发觉某一事宜应受到大家重视。美国最高法院承认“自由的新闻界在唤醒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关注、揭露政府官员与公职雇员贪污以及向普罗大众报道关乎公众的事件或情况方面，向来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催化剂。”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第一修订案为新闻界设立取得消息的特权，但它承认“如果探求新闻的行为不受到某些保护，新闻自由便可能成为没有内涵的空话。”

1.56
然而，新闻界的其中一项功能是令公众获悉社会问题的消息这一论点，只能作为它们有权在没有不当干预的情况下传送或接受消息的理由，却不能以该论点为依据而赋予新闻界特权去迫使其他人披露他们不愿传送的消息，亦不能据此赋予新闻界利用侵犯私隐的手段获取其他人欲保密的个人资料的权力。第19条所指的寻求及接受消息的自由，并没有规定任何人有责任披露他不愿披露的资料，也没有规定任何人有权向不愿发表言论的人套取资料。

1.57
《欧洲人权公约》清楚指出，自由接受消息及思想的权利是一项不受公共权力机关干预的权利。
 这项权利只适用于从一般途径得来的资料，它没有赋予任何人从不愿传送资料的人取得资料的权利。
 因此，这项权利只不过是在没有公共权力机关的不当干预下接受由愿意发表意见的人所提供或传送的资料的自由。若有人申请强制令制止个人资料的发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便有可能受到影响，但若申请强制令的目的是要制止新闻界非法侵扰当事人的私生活，便谈不上会损害到言论或新闻自由。

1.58
由于发表意见的自由预先假定有一名愿意发表意见的人，因此新闻界所理解的公众“知情权”实非言论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有任何应受法律保护的“知情权”，也只限于获知由愿意发表意见的人所传送的消息的权利，而且须囿于《国际公约》第19(3)条所容许的一切限制。
《天天日报》的社论这样说：
“记者为求达到采访目的，不择手段地日夜跟踪公众人物，并偷拍照片，这早已为社会人士指责。香港传媒亦有同类行径，并成立所谓「狗仔队」，滋扰他人、揭人阴私，然后夸大报导以吸引读者，这是毫无操守可言，更属卑鄙所为……自由的原则是不应妨碍或伤害别人。香港既享有新闻自由，便不该破坏自由的原则。虽然公众有知情权，但所要知的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私隐和感情事宜。……现在不少传媒已不再是为民喉舌、不再是伸张正义去揭露社会黑暗面，只是滥用「公众知情权」作为他们不择手段采访的护身符。”

1.59
“知情权”并不赋予每一个人可以按其意愿知道任何人的事情的权利。我们无权知道我们的亲属或朋友在睡床上跟他的配偶说了些什么；亦无权知道他的病历、查探他曾否召妓、他有多少资产、或他欠银行多少钱。《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的社论指出：“〔如果〕你无权知道那些事，新闻界便无权向你报导那些事。”
 《信报财经新闻》的一篇文章指出：

“广义而言，人民的知情权是在一个民主问责的政府底下的一项民主权利，它的范围是涉及与民生及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政府的公共政策或计划。凡与此有关的资讯，均属民众的知情权范围之内。个人的私事，与公共利益挂不上鈎的私人生活，均属私隐的范围，与大众的知情权无关。公众无权知社会上某个人的私人生活资讯，不管他是名人或〔寂寂无闻〕的平民百姓。既然社会对个人私隐无知情权，用大众知情权来支持侵犯他人私隐可谓荒谬到极！”

1.60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很重视人的权利，而私隐权正是人权的一种。因此，要取得某人的个人资料，便须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何有此需要，而不应要求该人提出他意欲保有其私隐的m理由。

第2章
香港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

2.1
由于经济衰退，加上传媒业竞争激烈，新闻工作者发觉要在如此环境下维持良好的传媒道德操守愈来愈困难。
 香港记者协会的年报指出，传媒专业水平和道德操守的下降已“〔蚕食了〕基于公众利益负责任地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

“事实上，的确有迹象显示，《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的进取性市场策略((某程度上，是建基于煽情和有违新闻操守的处理手法，……确实导致传媒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下降。这样的发展并不符合公众利益。
就专业操守来说，过去一年形势欠佳，尤其是多份销量高的报章，为了增加市场占有率，都日趋煽情。在印刷传媒方面，水平和操守下降体现于煽情照片的刊登，其中一些令人极之不安和侵扰人的悲伤不幸。《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这两份主要报章，争相刊登过火和令人目瞪的照片，例如台湾拔河比赛意外的断臂、见习律师上吊，例子多不胜数，侵犯了不幸受害者和其亲友的私隐，并给他们带来伤害。即使公众人士有很多投诉，记协也公开批评，情况没有改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一个由「自由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只要这些照片继续刺激销量，他不会停止刊用。”
2.2
记协的操守委员会也在1998年11月发表一份报告，指出记协在过去三年查明属实的投诉个案中，有接近一半“是有关失实及误导的投诉，当中亦涉及侵犯投诉人私隐的问题。”
 由明光社进行的一次意见调查结果显示，《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及《太阳报》这三份销量非常高的报章在不当报道手法指数及失实指数两方面均占头三名位置。

2.3
关于传媒侵害个人私隐权的投诉，主要属于两类：
 (a) 以令人反感的方法（例如暗中录音或拍摄）取得资料作刊登或广播之用；及
 (b) 非应要求而公开关于某一个人或其事务的资料，或在违反该人意愿的情况下公开这些资料，不论这些资料是以何种方法取得的。
2.4
虽然当局制定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但仍然有传媒侵犯私隐的情况发生。为了阐述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涉及的范畴，我们在本章引述了一些牵涉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个案。它们大部分都是随机取自本港销量高的中文报章。我们选择不载述这些个案的出处，以免已经由传媒发布的私隐再次被宣扬。
2.5
假如某宗个案是关乎在报章刊登某张照片，该宗个案之所以令人反感，可能是新闻工作者进行拍摄或取得该张照片的行为，也可能是出版人在报章上刊登该张照片的行为，又或者兼指这两种行为。有些令人反感的个案是与拍摄照片的行为有关，但其他个案则与报章把照片刊登有关，主要视乎个别个案的情况而定。无论如何，必须紧记获取照片的手法与刊登照片的行为，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如果宣扬关于某人的私隐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话，把这些事实公开一般是应该获准的，但某些事实可以基于公众利益而公开并不表示可成为使用非法或不公平手段搜集供发布的资料的理据。正如普通市民不能搜查别人身上的财物或闯进别人的房屋以搜集可以基于公众利益而发布的资料一样，新闻工作者也不应只因发布拟取得的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而获准使用非法或不公平的手段搜集资料。
罪案和不幸事件的受害人
2.6
新闻媒体在向市民提供与公众息息相关和公众感兴趣的资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当有罪案或不幸事件发生，新闻工作者都会在现场拍摄照片，并访问事件的当事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些新闻工作者会拍摄身体受伤和不愿意被人拍照（或因身体不适而根本没有能力表示同意拍照与否）的受害人的照片；他们可能正在现场接受急救、或躺在担架床上、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医院。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时可能提述受害人的姓名、年龄、地址和职业的详情。如果受害人不想别人知道他的伤势或引发该宗罪案或不幸事件的详情，此举会使受害人感到困扰或尴尬。虽然有些报道会略去受害人的姓名的其中一个字，或只简略提及受害人的地址和职业，但受害人的亲属、朋友、同事、邻居和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不难认出他，尤以是当该篇报道附有一张他头部的特写照片为然。有些照片可能把受害人的眼部弄模糊，但就大部分的个案而言，这仍无法使认识受害者的人认不出他。为了使报道的新闻“生动传神”，有些报章会钜细无遗地报道事件细节，即使这样做会对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也置诸不理。详细报道新闻是一回事，但在详尽报道之余披露有关人士的身分却是另一回事。有些资料，例如一名可被辨认身分的人身患癌症或其他疾病、他的生殖器官因意外受伤、他有婚外情、他的家庭出现严重经济问题和他遭家人虐待等，￱属敏感资料，在没有足以凌驾其他因素的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是不应在新闻报道中披露的，除非有关报道将他的身分保密，则作别论。一般来说，报道新闻时即使没有披露当事人的身分，也同样可以达到发布新闻的目的。
2.7
有人指出，报道当事人的身分对确立新闻的真确性十分重要。披露当事人的身分能让报章安心地作出评论，因为假如某项评论可被理解为适用于另一个人，就会令报章负上法律责任。凡涉及意外或疾病的新闻，报道必须明确，以免读者产生误会或把事情联想到在另一人身上。
 亦有人指出，尽管文字报道如何传神，也需要刊登当事人苦况的照片，才能让公众明白当事人的内心感受是多么深刻。然而，在大多数个案里，报道一名身分可被辨认的人的私隐，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假如当事人能被其邻居和亲属认出，这可能会令当事人更加尴尬和痛苦。因某事件而成为新闻人物的当事人也有保持尊严和获得尊重的权利。对于罪案的受害人而言，作出不揭露其身分的决定不单会保障他们的私隐权，还可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和鼓励其他受害人举报罪案而不用害怕泄露身分。
2.8
此外，刊登自杀获救的人的全名、照片及其私生活详情亦可能令人反感。新闻界宜小心衡量自杀案的新闻价值与当事人可能丧失尊严两者孰轻孰重。德国报业守则规定在报道自杀案时必须克制，除非事件“在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广受公众关注。”同样地，台湾的报业道德规范表明，“与公共利益无关之个人私生活照片，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刊登。”
 积．百克(Jay Black)等人建议，在拍照或录影前应考虑下列问题：

· “我是否正侵犯他人的私隐？如果是的话，是否基于恰当理由才这样做？
· 是否有需要将这个悲伤和痛苦的私人时刻呈现在读者或观众眼前呢？
· 这张照片能否讲述我打算讲述的新闻故事？另一张照片会否更为恰当呢？
· 我是否在一处不会冒犯当事人或不会使当事人有可能再度受伤害的距离之外拍摄他的情况呢？
· 我拍摄时是否有同情心和尝试体恤别人的感受呢？”
他们补充说，编辑应考虑有关照片有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或历史意义，以及刊登该照片会否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假如该照片无助读者理解有关报道，或只是为了版面设计的理由或煽动读者的情绪，编辑便应避免使用该照片。

2.9
有些人认为，除非情况特殊以致有理由披露牵涉入新闻事件的人物的身分，否则公众无需知道他们的身分，而传媒亦无权将他们的身分公开。报道新闻的内容不披露当事人的身分，通常已足以引起公众关注和引发公众讨论社会问题。根据这个观点，应该将受害人的身分保密，除非将之公开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则作别论。举例说，瑞典的报业、电台及电视道德规范就有以下条文：

“小心考虑发布当事人的姓名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有害的后果。除非发布当事人的姓名明显符合公众利益，否则应避免这样做。
16.
假如不发布当事人的姓名，便应该避免发布当事人的照片、职业、职衔、年龄、国籍和性别等资料，以免当事人被人认出。”
2.10
我们认为编辑在考虑应否在新闻报道中披露当事人的身分时，应顾及披露他的身分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此外，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照片前，应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我们相信下列由德国的报业评议会制定的指引，有助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罪案和不幸事件时作出适当的决定：

“一般而言，没有充分理由支持在报道意外事件、刑事罪行、刑事调查或法庭程序时刊载犯事者或受害人的姓名和照片。在这些个案里，必须小心衡量公众的知情权与当事人的个人权利。意外或罪案的受害人有权获得特别保护，使他们的姓名免被披露。受害人的身分对了解与意外或罪案有关的事情没有相干，除非该宗新闻涉及对当代历史具影响力的人物或其情节触及广受公众关注的问题，则作别论。至于与事件无关的受害人亲属，尊重他们的正当个人权利在原则上必然较公众的知情权更为重要。”
2.11
下文是新闻媒体在报道罪案及不幸事件时把受害人的私生活或他们所遭遇的个人厄运一并公开的例子：
 (c) 一名男子的阴茎意外地被钉枪射出的钉严重伤害。某报章刊登了他的姓名首尾两个字和他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
 (d) 一名男子在保护其朋友的财物免被劫匪抢走时被劫匪刺伤下体。某报章披露了该名男子的全名和年龄。
 (e) 一名男子在戏院观看色情电影时中风。某报章披露了他的姓名首尾两个字和年龄，并附有他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照片中他的样貌清晰可辨。
 (f) 一名女子因试图制止丈夫在街上小解而给丈夫踢出车外，以致受伤。某报章刊登她在街上哭泣和面上染血的照片，并报道她曾受丈夫虐待，还披露了她的全名和年龄。
 (g) 某报章刊登一张在车祸中受伤的女子的照片。照片中，伤者正在马路上接受急救，读者可以清楚看见她的内裤。
 (h) 一名男子自杀不遂。某报章披露他的全名和年龄，并刊登他在担架床上不省人事的照片。该报章还报道他没有在澳洲完成学业，事发时在一间银行工作，薪金约一万元。
 (i) 一名男子从桥上跳海企图自杀，但被水警救回。某报章披露他的年龄和姓名首尾两个字，以及他任职的政府部门名称。该报章报道，当事人告知警方，他因患有小肠气而情绪低落。
 (j) 一名女子企图自杀。有最少两份报章刊登她手持利刀坐在地上哭泣的照片，并披露她的姓氏、工作地点和企图自杀的原因。她的同事、邻居和亲属可以轻易把她认出。
 (k) 一名太太在与丈夫乘坐邮轮时在船上企图自杀。某报章报道，她怀疑丈夫在内地另结新欢。报道披露夫妻二人的全名，并刊登妻子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
 (l) 一名丈夫在未能强令妻子喝下有毒液体后引火自焚，妻子在试图救火时同被烧伤。某报章报道该名丈夫在内地有情妇，并披露该名妻子的年龄和姓名首尾两个字，还刊登了她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医院时的正面照片。
 (m) 一名学生在学校被蜜蜂螫伤。某报章报道他身患白血病（即血癌），现正接受治疗，并披露他的年龄和姓名首尾两个字，以及他就读的学校名称和班级。该报章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所见他正走出救伤车，虽然照片中他的眼部已被弄模糊，但仍可被人认出。
 (n) 一名寡妇的临时栖身之所被火烧毁。某报章刊登一张她在捡拾余下财物的照片，照片中还有她的两名女儿（其中一名八岁）。该报章刊出该名寡妇及其两名女儿的全名，并报道她一直向政府领取经济援助；而火警发生当日她曾向朋友收集旧衣物。
 (o) 一名女士在住所内睡觉时被火严重烧伤。有最少两份报章刊登她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为了方便使用电子仪器替她急救，救护员把她的胸围由中间剪开。照片所见，两边胸围软垫垂在她的肩膀上。救护员在她的乳房上放了两个垫。所用的毛毡没有遮盖她的胸部。她的胸前有一小点给弄模糊。其中一份报章还报道了她的全名和年龄。
 (p) 一名女子在大学宿舍内遭人非礼。某报章披露了该座宿舍的名称、受害人居住的层数，以及她就读的年级和学系名称。该篇报道还附有一张受害人正登上一部车辆的照片，受害人的面部已弄模糊。后来警方发表声明，表示即使照片中的受害人的面部已弄模糊，但受害人的身分仍可被辨认。警方批评该报章的行为不道德，理由是泄露受害人身分的照片将令受害人精神极为痛苦及十分尴尬。

 (q) 某报章报道一名女子被一名涉嫌非法入境者抢劫和强奸，并披露了受害人的年龄和案发地点。该处是新界某指明地区的一条村落。报道附有一张受害人正与一名便衣探员同行的照片。虽然照片中的受害人的眼部已弄模糊，而该报道也没有披露受害人的姓名，但警方说受害人仍可被认出，并谴责该报章的行为不道德。

 (r) 一名警员在澳门赌博时欠下债项，后来由于未能还债，被收债人恐吓和放火烧他的住所，结果受伤送院。某报章刊登了受害人站在病房内双手掩面逃避镜头的照片。
 (s) 一些投资者担心他们存放在一间财政出现问题的证券公司的存款会全部失去，因而走到街上抗议。其中一名抗议者是家庭主妇，她告诉记者由于蒙受损失，所以她的子女只得吃面包作午餐，又说不能想像丈夫发现她失去所有积蓄时会有何感受。虽然她向记者披露了上述资料，但一名摄影记者仍拍下她的侧面照片，而她当时显然是不知情的。该照片其后在报章上刊登。虽然该报章只披露了她的姓氏，但倘若其丈夫、邻居或亲属阅读该报章，他们毫无疑问会认出她。
 (t) 一名秃头工人在建筑地盘工作时受伤。某报章报道他坚持在被送往医院前戴回掉下的假发，并刊登了他的全名和两张他正接受救护员治疗伤势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所见，他的头颅是光秃的。
 (u) 一名妇人为了在短时间内减肥而服下过量药物，结果被送进医院。一份报章披露她的全名和年龄，并刊登她丈夫陪同她往医院的照片。
2.12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假如受害人不是一般巿民，而是一名富商或是可能与黑社会有关系的有势力人士，则某些新闻机构大多不会公开他的姓名。近期的例子是一名“富商”据称被其投资代理人欺骗。该富商曾把大笔金钱交托该代理人代为投资。报章甚至连他的姓氏也没有透露。这显示新闻界并非对当事人的私隐权漠不关心，问题在于某些新闻机构似乎较为照顾财雄势大的人的私隐，但忽视普通市民的私隐，理由是财雄势大的人可能对侵犯他们私隐的新闻机构采取行动。
极度悲伤或精神痛苦的人
2.13
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时都会尊重他人的私隐、尊严和身心健康，在要求访问或拍照时，通常会体恤极度悲伤的人的感受。然而，一些新闻工作者偶尔也会在意外及不幸事故发生后，侵扰一些因该宗意外或事故而悲伤的人。举例说，在1998年12月，一名76岁小贩因裁判官颁令没收他售卖的货品而在法庭内引火自焚。该名小贩在送抵医院后证实不治。数天后，死者的儿子发表公开声明，恳请新闻界勿再要求死者的家人接受访问，尤其不要再要求访问同样是76岁的遗孀。
2.14
为了替某些侵扰极度悲伤的人的行为辩护，有人指出受害人及其家属觉得向传媒讲述他们的惨况有治疗作用。赫士特(Hurst)和韦达(White)对这种论点有如下意见：
“负责纾解悲伤的辅导员……认为遗属在突然知悉至亲的死讯后，是不能马上就他们是否想接受访问作出理性的判断，而且他们也可能受到传媒的摆布。有些新闻工作者也有同样的忧虑。一名以前替《当代》杂志(The Age)采访警方新闻的记者表示侵扰当事人是惹人讨厌的。她说：‘我认为人们在最脆弱的时刻是最常被人利用的。他们可能只想找人哭诉，新闻工作者遂成为他们的哭诉对象。我肯定有许多受害人和他们的亲属事后都懊悔自己这样做。’……犯罪学家彼德．加宝斯基(Peter Grabosky)和保罗．威尔信(Paul Wilson)发现，有些曾与他们会晤的新闻工作者承认，他们在向心乱如麻的家属套取资料时会显得咄咄逼人，有时甚至会摆布这些家属，以达到套取资料的目的。其他新闻工作者则谈及业内人士哄骗遗属交出照片的诡计。当中一名记者指责他的竞争同业偷去遗属家中壁炉架上的照片。这两名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对许多新闻工作者来说，发掘新闻以供报道的压力迫使他们埋没道德方面的考虑’。”

2.15
路易斯．何捷士(Louis Hodges)在评论新闻界派遣记者前往发生火警的房屋拍摄和访问受害人的做法时表示，当受害人不想与传媒交谈时，如果新闻工作者仍然坚持与他谈话，只会增添他的痛苦。假如受害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拍摄，他在掌握自己生命方面所失去的，尤甚于火警所造成的损失。何捷士指出，虽然发生火警的房屋、起火原因和波及的范围，以及泄漏煤气的管道等资料对公众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资讯，但受害人个人的悲伤对公众来说却不是。新闻界可以只报道灾情而不访问或拍摄受害人。
 我们与何捷士的看法一致。

2.16
由于受害人或生还者通常在紧接罪案或不幸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觉得混乱和迷惘，所以如果传媒的作为加深受害人和生还者那种受侵犯、不知所措和不能自主的感觉，便会使他们再次受到伤害。我们应该让受害人及其家人平复心情和不再想起这些痛苦的经历。以侵犯私隐的方法报道他们的境况只会使他们更加痛苦。据报一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指出，近十年入职的新闻工作者访问受害人时所表现的态度愈来愈嚣张。有关报道引述他说：
“人家的亲人刚在车祸过身，已经好凄凉，但有些行家大声夹恶，审犯般问人：‘点呀！你屋企情况点呀！’人家怎会接受。”

2.17
我们同意美国的全国受害人中心(National Victim Center)的看法，受害人在应付传媒时应该享有某些权利，包括：

· 拒绝接受访问；
· 阻止儿童接受访问；
· 拒绝回答任何令他觉得不安或认为不恰当的问题；
· 如果报道的资料不正确，可要求作出更正；
· 要求不要在电视上播放或在报刊上刊登冒犯他人的照片或片段；
· 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只以不见面貌的轮廓像示人，而接受报章访问时则拒绝拍照；及
· 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宣泄悲伤之情。
2.18
设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国受害人中心提出的意见也很恰当：
“千万不要因为你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卷入一宗公众关注的事件而觉得必须亲自向公众交代事件的详情及／或你的感受。如果你决定让公众知道你所受的伤害是多么深刻和不公平，你是不会因此而自动失去你的私隐权。只要你认识你的权利和要求别人尊重你的权利，你的陈述是可在你的权利不受侵犯的情况下获得报道。……你有权在不受他人打扰的情况下宣泄悲伤之情。宣泄悲伤之情是极其私人的事，假如你不想别人看到，你有权要求记者在你哀伤的时候离开。”

2.19
澳大利亚的Herald and Weekly Times Limited定出一套专业守则，其中包括关于如何对待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受访者的详细条文：

“8.1 应该体恤所有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人（这包括公众人物）的感受，并很有礼貌地对待他们。
8.2 卷入新闻事件的普通市民不认识新闻工作，但不应利用此点以达到目的。

8.3 如欲征求一名受害人或痛失亲人的人同意接受访问或同意拍照，尽可能透过一名中间人（例如他的家庭成员、朋友或辅导员等）与当事人作初步接触。只有找不到中间人时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

8.4 假如当事人拒绝要求便不要坚持。（不过你可以留下联络电话或名片，让当事人可以在压力稍为纾缓后再次考虑你的要求。）

8.5 在没有向一名负责职员表明身分或没有取得当事人、代表他们的中间人、或他们的医疗／福利／法律顾问或监护人的明确准许下，不要进入任何照料和辅导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机构（例如医院、福利机构、殡仪馆厅堂或附属教堂、礼拜堂等）属于公众人士不得进入的地方。

8.6 受害人或痛失亲人的人有权随时终止访问及／或拒绝拍照，而他应在访问或拍摄开始前获告知这项权利。

8.7 如当事人在访问过程中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向他提议终止访问。

8.8 进行访问时须明白到访问过程可能对受访者造成困扰，亦须明白到发表受访者在悲伤中透露的资料可能给他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审慎处理。

8.9 假如你在任何时间觉得〔接受你访问的〕普通市民有可能不明白他们的说话的含义，便要提出这点与他们讨论，并给他们撤回这些说话的机会。
8.10 提点监督你的编辑部主管，请他注意任何有可能是特别敏感的材料和图像，或任何有可能促使你从你的稿件中略去某些资料的情况。

8.11 受害人或哀伤的人的照片应该只在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和私隐之后才发布。

8.12 应该遵守由家属或中间人在提供照片时所定出的任何关于使用照片方面的条件。

8.13 应该避免对受害人的身体或身体某部分的状况作出不必要或给他带来痛苦的提述。

8.14 在悲剧或罪案发生后的周年重提旧事要审慎处理，不要为受害人或他们的家人带来不应有的痛苦。”

2.20
公众获悉意外和不幸事件的详情，尤其是它们的成因和给社会带来的任何影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但这不一定表示必需在受害人的配偶或父母仍然处于悲恸和震惊的状况下访问他们。一个人在痛失亲人或极度悲伤的时候所享有的私隐权应该受到尊重。为了受害人的家人的利益着想，当他们仍然处于哀伤或震惊之中，向他们查询资料或发布有关资料都应以同情和谨慎的态度处理。不应向这些悲恸的人施压令他们接受访问。在拍摄或录影悲恸的人时，应以不会增加他及他的亲友的痛苦或哀伤的方式进行。即使关于一宗意外或灾难的资料是在公共地方拍摄得来的，也必须确保并非是为了满足读者或观众的偷窥欲或淫秽意趣而使用这些资料。有可能加深当事人的哀伤或令他痛苦的图片只应在他同意或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发布。

在医院内摄录
2.21
新闻工作者如果已获得某机构的管理层批准在该机构内进行拍摄或录影，那么他的镜头所拍得的任何人假若只是不经意地出现或只是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公众人士而出现，则新闻工作者毋须取得该人的同意便可进行拍摄。但是，如要在例如医院等容易泄露私人资料的地方拍摄他人，除非不会揭露他们的身分，否则一般而言应事先取得他们的同意方可拍摄。
2.22
新闻工作者为了采访新闻，可能会到医院搜集资料，例如摄影记者会拍摄抵达医院的伤者的照片。伤者走下救护车、躺在担架床上、坐在轮椅上、或在医院的候诊室等候治疗或入院的情况，均可以经常在报章和电视上看到。这些照片和片段很多都是在伤者不情愿的情况下拍摄的。受害人抵达医院时不是伤病便是不知所措，甚至不能活动或作出反应。不能因为被新闻工作者拍照的受害人或病人没有提出反对便推断他们同意拍照。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护理人员有时会用文件夹或双手遮掩他们的面部，以免他们被摄入镜头。在某宗个案里，当一名交通意外的伤者躺在担架床上被送往病房时，医院的工作人员甚至不厌其烦地用一块布盖着他整个身体。
2.23
虽然所有医院都限制公众人士进入病人接受治疗或住宿的地方，但希望知道更多关于受害人经历的人仍可能会漠视住院病人的私隐。新闻工作者可能冒充受害人的亲友进入病房。除了搜集受害人的资料和事件缘由之外，新闻工作者还可能给躺在病床上的受害人拍照，即使他们当时清楚知道受害人正在睡觉、已瘫痪、不省人事、精神不稳，或因身体不适而无能力表示同意新闻工作者拍摄他的照片亦然。应该留意的是，即使某病人口头上同意接受访问和拍照，但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令他不适宜接受访问和拍照，或令他不能在顾及所有情况下同意接受访问和拍照。
 不过，《医院管理局附例》只规定访问和拍照时须征得病人同意。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可以考虑修改附例，规定新闻工作者如想给病人拍照，亦须征得医院的同意。但是，有人认为医院中只有少数病人不能在顾及所有情况下给予同意，如果还须取得医院的同意，不但对大部分病人来说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会随时被人指责为侵犯病人与新闻界自由接触的权利。我们欢迎医学界和公众人士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2.24
传媒在医院侵犯病人的私隐是严重的侵犯私隐行为。美国的一个法庭裁定：“无论报刊、小报或新闻片制作公司是凭什么权利可以在公众地方拍摄他人的照片和片段并可以使用这些照片和片段，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一张图片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和在他患病或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或休养时拍摄的，则任何形式的私隐权均必会为当事人提供保障，以禁止这张图片向外发布。”
 台湾的报业道德规范和电视道德规范均订明，新闻工作者应尊重医院的规定，在医院采访新闻时应取得当事人同意，特别是不得在当事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拍摄他的照片。
2.25
我们在《规管监察和截取通讯的活动谘询文件》中建议，在未经合法占用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医院内病人接受治疗或住宿的地方使用记录仪器，应属刑事罪行。
 新闻工作者除非获得医院和有关病人的明确同意，否则不应在医院内病人接受治疗或住宿的地方拍摄照片。为保障等候治疗或入院的病人的私隐和健康，医院的候诊室一般应禁止拍照。
2.26
以下的事例说明传媒侵犯私隐的情况可能在医院内发生：
 (v) 一名前艺员做了眼部手术后不久，即被一名新闻工作者偷拍了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并在一份杂志内刊登。照片所见，她的眼睛仍盖着纱布。
 (w) 一对香港夫妇在深圳遇上交通意外。某报章报道该名丈夫四肢瘫痪，并刊登一张他在深圳一间医院闭目躺卧病床上的照片。该报道披露了该对夫妇的全名。
 (x) 六名男子在离开深圳一间舞厅时被匪徒袭击。某报章刊登一名受害人的照片。照片所见，他俯伏在医院的病床上。该报章报道他的双手和背部有多处被刺伤。
 (y) 一名建筑工人因棚架倒塌而从29楼堕地受伤。有最少两份报章刊登她闭目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其中一篇报道说她惊魂未定、泪盈于睫；另一篇报道则说她情绪不稳。
 (z) 有许多妇女在深圳一间妇科及儿科专科医院接受外科手术后受到病毒感染。某报章刊登一名深圳妇女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报道指该名妇女曾剖腹产子。照片所见，她的腹部没有衣物遮盖，睡裤也没有完全穿上，而下体则只盖上一块白布。这篇报道公开了她的全名，而照片中她的面部并未弄模糊。不过，同一份报章在报道另一名丈夫是香港居民的深圳妇女的情况时较为克制。照片所见该名妇女坐在病房内，报道没有公开她的名字，而照片中她的眼部已弄模糊，以免别人把她认出。
 (aa) 一名妇女在意外中受伤。她坐在轮椅上在医院的候诊室等候入院接受治疗时，一名记者拍下她的照片。在另一宗新闻里，某报章在一篇报道中刊登了一名老妇坐在轮椅上在医院的候诊室等候的照片。照片所见，该名老妇闭上双目和头部靠着臂膀。该照片是用来说明很多人染上感冒，使医院挤满了病人。
 (ab) 一名香港商人的妻子在深圳一间酒店的火警中严重受伤，她后来一直昏迷不醒，她的丈夫向酒店索偿。某报章刊登了一张她躺在医院病床上不省人事的照片。
 (ac) 一名中年男子在家中放火自杀不果，由消防员救出送院，送抵医院后发现他的情绪不稳。某报章报道他在留院观察期间外逃，怀疑他是为了避开记者采访而离开医院的。该报章更刊登警方把他送回医院的照片。他在照片中的面部并没有弄模糊。
 (ad) 为了说明医院内有很多病人吸烟，某报章刊登了一名住院病人的一幅20厘米乘15厘米的侧面照片。照片中该名身穿病人衣服的病人正在吸烟。他的一个鼻孔仍插着一条胶管。虽然他不是面对镜头，但照片中其面部并未弄模糊。该幅照片的说明文字披露了他的年龄和姓氏，并报道他因患上肝癌而切除了部分肝脏，留下了一条明显而长达14寸的伤疤，后来又验出他患上脑癌，所以需要再度入院。
2.27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上述个案里，有关的医院和病人是否同意新闻工作者拍摄那些照片，以及是否同意让那些照片刊登在报章上。从上述个案可见，有证据显示香港的报界侵犯了深圳市民的私隐。我们认为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即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搜集拟在香港使用的资料，也应遵守适用于香港的专业标准。对于在深圳居住或旅居的人的私隐，香港的新闻媒体实应给予同等的尊重。
尚在生的受害人和亲属
2.28
在一次讨论如何改革香港新闻界的会议上，某电视台的高级行政人员说香港的新闻采访工作对不幸事件的受害人或生还者没有丝毫恻隐之心：
“新闻界对死亡事故和其他不幸事件没有尊重之心((对死者或受害人固然不尊重，更甚的是对尚在世的人也毫不尊重。摄影记者为了把认尸完毕步出殓房的人摄入镜头，不惜实实在在的把摄影机置于这些痛失至亲的人面前；那些所谓记者也从后缠着他们，为的只是问他们‘痛失至亲有何感觉’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

2.29
尚在生的受害人及亲属可以为新闻工作者提供重要资料，帮助他们了解事件的背景，或向公众解释某个社会或经济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新闻工作者在决定是否报道受害人及其亲友的私生活时，要体恤他们的感受。传媒应尊重受害人尚在生的亲友的感受，不应只是利用他们达到新闻工作的目的或商业目的。除非公开受害人亲友的身分符合公众利益，否则传媒不应这样做。

2.30
我们亦认为新闻工作者在决定是否刊登（或再次刊登）一张受害人尸体的照片或死者生前的家庭照片时，应该谨慎行事，并应切记刊登这些照片可能会影响死者尚在生的亲属（尤其是死者的未成年子女）的私生活。在英国的一宗案例里，
 一份地区性报章报道了海伦．沙福(Helen Sandford)在1987年逝世的消息。一份医学期刊也讨论了这宗案例。三年后，某电视台播放一辑关于生理过敏反应的节目，其中播出了三个人的照片，包括一张海伦的照片，上面加上英文字“dead”(死亡)。海伦的父母在事前未获告知节目内有关于海伦的材料。他们只是很偶然地看到该节目。英国的广播投诉委员会(Broadcasting Complaints Commission)裁定，在没有事先告知海伦的父母的情况下播放该节目，是不当地侵害了他们的私隐权。上诉法院亦裁定，某事件纵使曾经是公共领域之内的事情，但这事实不能使日后（这可能是许多年之后）重新唤醒公众对该事的记忆的人免被指控侵害了当事人的私隐权。上诉法院提述《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表示如果将私隐理解为仅限于关乎投诉人的事宜而不包括其家人的事宜，则这种诠释实在偏狭得令人难以接受，而且也有违常理。

2.31
新闻工作者应该抚心自问，如果受到传媒审视的是自己，而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的又是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声明：“凡良心未安，誓不下笔。”
 正如美国博德传媒学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建议，新闻工作者应考虑下列问题，以确保他们的决定符合道德标准：

· “谁在这件事情上有利害关系(( 这是指谁会受我的决定影响？他们的动机为何？哪些动机是正当的？
· 如果角色对调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假如我身处其中一名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境况，我会有何感受？
· 我的行动可能带来什么后果？短期的？长期的？
· 我有什么方法既可尽全力履行报道事实的责任，又可尽量减少伤害呢？
· 我能否向我的同业、有利害关系的人和公众人士清楚而完全地证明我的想法和决定是有充分理据支持的？”
2.32
以下的例子说明尚在生的受害人及亲属的私生活如何会被新闻媒体侵扰：
 (ae) 一名男子嫖妓时心脏病发，在医院接受治疗后逝世。他的全名、年龄和在生时的照片均刊登于某报章上。

 (af) 一名丈夫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某报章不只刊登了他的全名、年龄和在生时的照片，还披露了他妻子的年龄和姓名的首尾两个字。有关报道附有一张该住所客厅的照片，照片中该名妻子正在查看一个抽屉内的东西，一名来照顾她的亲戚也同被摄入镜头。报道指该名妻子患有精神病。另一份报章刊登了一张她的丈夫躺在担架床上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两星期后，同一份报章报道已从其紧急援助基金拨出五千元济助该名妻子。报道的标题为：“四岁女与精神病母失依靠”。该报再次刊登死者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

 (ag) 一名男子在交通意外中丧生。某报章刊登他的结婚照片，照片中的他与妻子互相祝酒，而妻子的面部并未弄模糊。
 (ah) 一名大学生在交通意外中丧生。一年后，一名新闻工作者探访他的父母，在门阶拍下该名母亲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用隐蔽摄影机拍摄的。该份报章透露该名母亲患有心脏病，每当有人提及她儿子时都会感触落泪。死者父亲已向有关司机提出民事索偿诉讼。该份报章进一步报道死者父母在接受访问时均不禁落泪。
 (ai) 一位已逝世的过气名人生前立下遗嘱。其中一名受益人在加拿大一个电台节目内透露该人的遗产会如何分配。某香港杂志刊登了有关详情，包括受益人是谁和各受益人可获得多少遗产。该杂志声称死者现居于香港的配偶不获分配任何遗产。
 (aj) 一名男子为说服已离异的父母复合而自缢身亡。某报章刊登两封声称载录死者遗愿的信，其中一封是给其姊姊的。据称他在信中要求弟弟不要选择政治作为职业。该报道透露了弟弟的全名和年龄，并刊登了他在殓房外打电话的照片。

 (ak) 某杂志的封面故事透露一名已故的女保险经纪生前曾与不少男人有性关系以争取更多保险生意。新闻界曾报道该名女经纪是有丈夫和儿女的。
2.33
我们察觉有数份报章会刊登尸体被布盖着、装在袋里、或死者躺在地上的照片。数年前，某杂志因刊登遭勒索者杀害的十岁男童的尸体照片而广受批评。在另外三宗分别涉及歌星、专业人士及匪党首领的个案中，有新闻工作者甚至拍下安放在殓房或棺木内的尸体的照片。虽然死者的遗属可能会因而受到伤害，但有关的编辑仍准许这些照片在报刊上登载。由九龙明爱社区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家长中有89%认为将未覆盖的尸体相片刊登是不适当的，而92%的家长认为将死者露出内衣裤的相片放大刊登也是不适当的。
 由于私隐法的目的是保障在生人士的私生活不受他人不当干扰，所以严格来说，已去世的人的私隐如给报刊报道，并不会涉及侵犯私隐的问题，除非这类报道不当地干扰了在生人士的私生活，则作别论。
 然而，一个人在保持尊严下离开世上这个权利，是一般社会人士所认同的信念。即使不幸事件牵涉某公众人物或在公众目光下发生，新闻工作者报道该事件时亦应怀着恻隐之心。我们留意到，研究私隐问题的加尔吉委员会建议报章在报道刚逝世的人的新闻故事时，应该与报道在生的人的新闻故事一样，坚持如实报道和尊重私隐的原则。

丧礼
2.34
如果死者是一宗有新闻价值事件的当事人，或死者的丧礼有公众人物出席，新闻工作者或会报道死者的丧礼。我们认为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丧礼时，应避免作出侵扰的行为，例如近距离拍摄神情哀伤的人的照片。据报在嘉禾电影公司创办人之一何冠昌的丧礼举行期间，电影明星成龙曾因为大批摄影记者逼近灵车拍照而大发雷霆。
2.35
在灵堂内拍摄照片，如果有违死者亲属的明确意愿，便属于侵犯私隐的行为。在一宗个案里，有五名女子被发现在九龙某住宅单位内死去。在其中一名死者的丧礼正式举行前，其亲属在灵堂的门上贴出告示，禁止新闻工作者拍摄灵堂内的情况和拍摄出席丧礼的亲属。据一份报章报道，当死者的朋友发觉有新闻工作者不理会上述告示而拍照时，他们便把灵堂大门关上。这篇报道附上一张灵堂内的照片，相信是在死者的朋友把大门关上前拍得的。照片所见，数名人士坐在死者亲友送来的花圈旁边。即使拍摄该照片真的没有违反死者亲友的意愿，但人们可合理推测，将该照片刊登在报刊上是有违他们的意愿的。
2.36
下述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员守则》的条文，阐述新闻机构应如何报道丧礼：

“一般来说，电视节目只应在死者家人同意下才可报道丧礼。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不理会死者家人的意愿。我们应确保报道丧礼时，体恤死者家人的感受，避免作出侵扰的行为，例如近距离拍摄神情哀伤的人的照片。”
诉讼当事人及证人的身分

2.3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1)条规定，刑事或民事诉讼案的当事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于并非所有市民都能够或有时间到法院旁听聆讯过程，因此坐在法庭记者席上的新闻工作者都被喻为“市民的耳目”。据罗拔逊(Robertson)及尼高(Nicol)解释，报章报道法庭案件有很多重要的效用：

 (al) 公开报道是公义的灵魂。它能防止司法机关出现错误或不当的举措。
 (am) 它阻吓证人不敢犯伪证罪，因为假如证人知道传媒可能会把他说出的谎话报道，从而促使其他人出庭指证他并不可信，他是较有可能说出真话的。
 (an) 它有助市民认识和理解法律的运作。
 (ao) 它有助加强刑事审讯在阻吓犯罪方面的功用。
 (ap) 它使一些真正是公众关注的事宜得以披露。
2.38
与英国和美国的报章相比，香港报章在报道法庭新闻方面的水准普遍不高。法庭案件的报道偶尔会流于煽情。虽然诉讼当事人和证人的身分，以及在法庭文件所载录或聆讯中所披露的细节，都属于公共领域之内的事宜，
 但新闻媒体在报道与申索案有关的指称事实或在法庭内提出的证供时，如果也同时披露诉讼当事人的全名，便可能影响当事人或其亲友的私生活。若某人在一宗人身伤害案中索取赔偿，在法律程序中披露的事实便可能是一些与他的家庭生活、性生活、经济状况，以及身体和心理状况（包括生殖能力）有关的敏感资料。同样地，报章也可能刊登在刑事审讯中披露的罪案受害人的私生活详情。假如受害人的身分可被辨认，这些事实便可能属于高度敏感的资料。此外，罪案受害人的姓名和地址如被侵扰他们的人从新闻报道中知悉，便会危害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公开受害人的身分亦会使其他受害人因为害怕泄露身分而不敢举报罪行。
2.39
美国最高法院注意到：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法庭上的争议详情，对于推动无拘无束地辩论那些被视为给《纽约时报》一案的裁决提供主要支持理据的公共事务议题，差不多完全没有裨益。……虽然在某些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一般而言(或只限于该宗诉讼的目的而言)，可以恰当地称为‘公众人物’，但是大部分与讼人更可能只是犹如本案的答辩人一样，在他们不大愿意的情况下被迫踏上公开的法庭，以争取他们唯一可以取得的补救或针对国家或其他人提起的诉讼作出抗辩。”

2.40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1)条规定：“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公约的所有其他限制条款均包含“公共道德” 的提述，但是在第14条中，“道德”这词语却没有连上“公共”一词。这或许表示与私人道德而非公共道德较有关系的理由可接纳为不准记者和公众出席审判的理由，例如当私生活的私隐成为案中争端之时便是。
 这样看来，在法庭审讯某些例如涉及性罪行的案件时，可以基于“道德”理由而把公众人士以及新闻界拒于法庭之外。如果有关法律程序牵涉家庭事务、性罪行或其他情况，而公开这些情况可能会侵犯诉讼当事人的私人或家庭领域， “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便成为案中要考虑的问题。

2.41
只要与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有关的事实是在公开的聆讯过程中披露，新闻界一般可随意作出报道。然而，这并非表示新闻界在报道不涉公众利益的私生活事实时毋须有所克制。十年前，一名大学生被控高买，其后被判有罪。当有报章公开她的姓名和其他个人资料之后，她便跳楼自尽。虽然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坚持有关报章没有违法，并指它们可随意报道公开的审讯，但是香港记者协会认为在报章头版报道该宗盗窃案的处理手法与该案的严重性完全不相称。该协会质疑详细报道被裁定犯轻微罪行的人的身分有何新闻价值。在另一宗案件里，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的受害人￱诉肇事司机以索取赔偿。该名受害人因该宗交通意外以致身体瘫痪和性无能。有报道指孙国治法官要求报刊在报道法庭案件时，应对受害人的感受抱同情和体恤的态度。他相信报界愈了解受害人的创伤，便愈可能会避免拍摄受害人的照片。

2.42
近期有一宗案件，该案的被告人被控以虚假借口促致另一人进行非法的性行为。主审法官颁令禁制传媒披露受害人的身分。在审讯期间，关于被告人要求与受害人进行肛交及口交的证据在法庭上提出。尽管法庭已发出禁制令，但有数名新闻工作者仍然在受害人离开法庭时拍摄她的照片。据报当受害人看见这些记者的摄影机纷纷指向她时，显得惊惶失措。虽然她用雨伞作为遮掩以免被摄入镜头而暴露身分，但是某报章报道她还是逃不过“厄运”，因为单凭她一人之力根本不足以抵挡那些强行拍摄她照片的记者。有关的新闻机构除非刊登或播出这些照片或片段以致揭露了受害人的身分，否则不会只因拍摄她的照片或片段而被控告藐视法庭。
2.43
根据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新闻伦理公约草案》所述的一般原则，“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新闻工作者应尊重新闻当事人的私隐权；即使基于公共利益，仍应避免侵扰遭遇不幸的当事人。”
 我们认为报界应致力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法庭案件的报道，尤其应对罪案受害人的感受抱同情和体恤的态度。对于曾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供而身分可被公众辨认的受害人，报章应特别避免以煽情方式报道他们在案中所受到的伤害。
2.44
下列事例说明有报章披露曾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供的受害人的私生活详情：
 (aq) 两名被告人被控非法禁锢和刑事恐吓。最少有两份报章披露受害人的全名和年龄。该两份报章报道，受害人当时是某间指明的警署的军装警员，在澳门赌博时输掉30万元。其中一份报章更刊登了他步出法庭的照片。
 (ar) 一名受害人在审讯中作供指证被控刑事恐吓的被告人。某报章刊登了受害人的全名、年龄和照片。报道指被告人承认与受害人的妻子有染。
 (as) 某报章在报道一宗刑事案件时，披露被告人把受害人的裤子从上面割开，然后把易燃液体倒在受害人的下体上，并点火烧受害人。该报道的部分标题如下：“放火烧受害者下体逼签借据”。该报章披露了受害人的全名和年龄，又刊登一张受害人的照片，照片中他正在高等法院附近奔跑（估计是试图避开记者的纠缠），并用双手掩面（估计是试图不让记者拍摄他的容貌）。

 (at) 一名被告人因殴打一名嫖妓后拒绝付款的男子而被裁定有罪。某报章刊登了该名被殴打的受害人的全名、年龄和职业。
刑事记录

2.45
报刊偶尔也会披露某人曾因为犯了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消息。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中指出，刑事记录属于公共记录，不应以侵害私隐权为由而限制在报刊上发表。然而我们亦留意到，有论者指因轻微刑事罪行被定罪的人，是应该有权让别人把这个记录忘记。该等论者指公众对某项罪行的认识和防范，可以在不透露犯事者身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来达致。泄露这些记录会破坏犯事者重新建立的声誉，并可能毁了他们的将来，令亲友远离他们。我们相信让刑事罪犯改过自新重投社会的怀抱，成为有用和遵守法纪的公民，对社会是有利的。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裁定∶
“社会和我们实行的惩罚制度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让误入歧途的犯事者改过自新，让刑事犯重新做人。……作为社会上明理的人，我们是应该让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在光明正确的道路上继续迈进，而不是促使他重投耻辱或罪恶之中。”

2.46
在美国，如果有关资料没有新闻价值，则即使该事情曾经属于公共记录，也可以基于它涉及私隐而受到保障。下文是美国一本名为《侵权法再述》的著作所作的评论，文中阐释时间的流逝是决定是否公开某人的刑事记录的因素之一：
“仅是因为使原告人成为公众人物的事情已成为过去，甚至是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不会使被告人失去宣扬原告人的私隐的权力，或失去再次宣扬他的私隐的权力（如果宣扬原告人的私隐的权力是先前授予的话）。以往发生的事情和活动可能仍然是公众有正当理由感兴趣的，而重提旧事，即使是多年前发生的事，就向公众提供资讯和教育而言，也可能是有趣味和有价值的。然而，如果有关报道揭露了一名已重新过着社会上大部分人过着的非公开、合法和平淡的生活的人的事实，法庭在决定该次报道是否达到不合理的程度时，时间的流逝这项因素便须与其他事实一并考虑。例如披露一名已经改过自新的罪犯现时所采用的姓名和身分，并将他已抛诸脑后的过去再次抖出来，使他的新生活受到彻底的破坏，便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2.47
我们相信，新闻界在平衡公众知道某人的刑事记录的权利与个人避免被人提及他曾因犯了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权利时，应顾及下列因素：
· 他是否公众人物。如果是的话，他被裁定有干犯的刑事罪行与他的公职或任命有否关连；
· 有关的刑事罪行与他的公众形象是否相符；
· 该罪行的严重性；
· 他是在多少年前被定罪的；
· 他是否已完全改过自新；及
· 是否有其他理由支持把他的身分公开。
牵涉在法律程序之中的少年
2.48
发布犯事的少年人的身分会使他们备受公众注目，妨碍他们改过自新。此外，少年人应该有权从错误中学习，不应被亲友认定为罪犯而终身蒙羞。另一方面，少年犯案数字不断上升，愈来愈受到社会人士关注。当今的青少年人较以往的更为成熟和世故。要是一名少年犯事者触犯了一项严重罪行，并完全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实在没有充分理据保护他，不让传媒报道他的身分。然而，让公众认识少年犯案所带出的问题，是可以在不影响少年犯事者的私隐权益的情况下达致。一般来说，除非少年犯事者对他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否则，少年犯事者改过自新的权益是首要的考虑。
2.49
台湾的新闻评议会认为保障少年人的权益非常重要，因此特别就报道涉及少年人的法律程序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

“少年之可塑性甚大，即使偶触法网，亦应加以悯恕，期其改过从善，变化气质，卒成好人。……新闻记者报导少年事件，自不应该发表该少年之姓名，以免伤害其自尊或妨害其自新，即使该少年之移付法庭审理或竟判处罪刑，如未经法庭公布，亦仍不得刊登其姓名或照片。他如职业籍贯或住所等，凡足以从而知悉其为何人者，亦应一律避免。至其家长或家属既非当事人自更不应刊登其姓名。以发扬新闻道德。”
2.50
在香港，根据《少年犯条例》（第226章）的规定，报刊不得揭露与少年法庭
 的法律程序有关的未满16岁的儿童或少年人的身分。
 不过，并非在少年法庭审讯的少年人则没有这方面的保障。因此，少年犯的身分有可能被传媒披露。
2.51
台湾的报业道德规范订明，“对未成年嫌犯或定罪之未成年人，不得刊登其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认其身分之相关资料。”该规范又订明不得刊登涉及罪行的未成年人的照片。
 台湾的新闻评议会委托了三名学者撰写报告，报告认为不刊登被告人姓名的第二个字的做法是不能真正保护少年犯，他们建议应完全避免提及少年犯的名字。

2.52
英国的加尔吉委员会建议：“即使法律没有禁止，报刊也不应披露牵涉入性罪行案件的未满16岁儿童的身分，不论他们是受害人还是证人或被告人，亦应如此。”
 获得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认可的作业守则大体上跟随加尔吉委员会的建议，惟被控犯性罪行的未满16岁的被告人并未被列入保障范围之内。英国的广播标准委员会所采用的《关于公平和私隐的守则》规定，“牵涉入与性罪行有关的警方调查或法院程序的未满16岁儿童的身分，不得在新闻报告或其他节目中被辨识或可以被人辨识。”

2.53
下列事例显示香港的报章有披露牵涉刑事法律程序的少年人的身分：

 (au) 七名未满18岁的青少年在裁判法院被控非法禁锢和猥亵侵犯的罪名。某报章披露了六名被告人的全名，其中一人年仅14岁，而其余被告人的年龄为16或17岁。
 (av) 一名少女在15岁时和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一个月后，她声称怀孕而向该名男子敲诈六万元。她因勒索罪而接受审讯时年仅16岁。某报章披露了她的全名。
 (aw) 一宗刑事案有五名被告人，其中四名被控强奸、猥亵侵犯和非法禁锢。某报章报道他们的年龄介乎15至17岁，并把所有被告人的全名刊登。另一份报章则没有披露年仅15岁的被告人的身分，只刊登了他的姓氏。这五名被告人中，最少有四名其后被判无罪。
 (ax) 一名15岁男童被控贩毒。某报章报道他在庭上认罪，并刊登了他的全名。
 (ay) 有两份报章报道新界一条小村有七名8岁以下的男童和女童被一名有娈童癖的男子猥亵侵犯。虽然该两份报章均没有披露受害儿童的名字，但其中一份报章披露了该条村的名称。由于该条村落人口稀疏，这项披露使居于村内的所有未满8岁的小童都被怀疑是受害儿童。
2.54
我们认为，为了保护少年人的将来，新闻媒体在报道少年犯罪案件和报道涉及少年人的法律程序时应该小心谨慎。我们考虑过香港是否适宜采纳加尔吉委员会的建议，假如是适宜的话，究竟这种做法应否扩至其他罪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留意到披露被控例如谋杀或误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未成年人的身分，有可能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即使有关罪行并非令人发指，但仍可能被认为是严重的，例如强奸或“使他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便是。
2.55
关于应否报道一名少年犯的身分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少年犯的年龄和所犯罪行的性质。可供选择的方案有数个之多。例如将加尔吉委员会所提议的16岁年龄界限降低至15或14岁，未达这年岁的儿童即使被控犯刑事罪行也不应被披露身分，尽管披露他们的身分并非违法也应如此。其他方案包括∶只限于被控犯“轻微罪行”的儿童才可获得这项保护；将加尔吉委员会建议的保障范围扩至被控犯了最高刑期不超过七年（或并非是终身监禁）的罪行的儿童；将被控犯任何罪行的儿童的身分保密，除非及直至他干犯的是“严重罪行”（或可被判终身监禁的罪行）并被判罪名成立；或简单地将这个问题交由编辑按其专业判断处理。
2.56
我们初步认为《少年犯条例》所提供的保障应该扩至所涉法律程序并非是在少年法庭进行的未满16岁的儿童。不过由于保护少年犯的身分免被辨识这个问题牵涉私隐权以外的问题，所以在未谘询公众意见之前我们不宜就此事下定论。我们因此诚邀公众人士就此事发表意见，尤其是应否保护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儿童（无论他们是案中的被告人、受害人或证人）的身分免被传媒报道，以及如应该保护的话，应怎样定出界线。
大批新闻工作者聚集某处进行采访
2.57
为了有效执行职责，新闻工作者可能要追缠新闻事件的主角和向他们追问问题。不过，虽然新闻工作者到事主的办公室或住所以期拍摄照片或进行访问可能是正当的做法，但一大批来自不同新闻机构的新闻工作者群集某处进行采访，所造成的整体效果对采访对象而言可能具有威吓性。英国广播公司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向节目制作人员发出下列指引：

“我们必须严禁以不断打电话、不断敲门，或采访对象进出时阻挡他们的去路（如果这在私人物业内发生，可能会构成属于严重侵犯的刑事罪行）等方式不公平地骚扰他们。也许可以或适宜采取由部分身在现场的记者进行采访，然后将采访成果与其他记者分享的做法；或如果明确知悉事主无意现身，英国广播公司的人员便全部撤离现场的做法。如果事主要求在现场的英国广播公司采访队离去，采访队应就此向编辑请示。采取什么措施才算恰当，需视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但须紧记下列考虑因素：
· 事主是普通公民还是公众人物？
· 事主是受害人、坏人，或仅是有利害关系的人？
· 事主有否明确表示一定不会或不欲现身或接受访问？
英国广播公司在某些情况下会认为撤离现场是适当的做法，即使我们或者会因此而错过一些其他机构搜集到并将之发表的资料亦然。”
骚扰和尾随
2.58
以下的报道是一名记者亲历其境的描述，让我们了解新闻工作者如何为了争取一次访问机会而骚扰当事人：

“〔艺员罗嘉良因为患上急性甲型肝炎而〕入咗医院之后，啲记者仲不断咁打电话搵佢，又call爆佢个唱片公司老板娘余倩雯机，仲离谱嘅系踩上医院猛推门，搞到〔罗嘉良〕无得瞓。都系要集齐啲记者手足一次过讲清楚，等佢真系可以休息，于是上星期六响医院都要搞记者会，完全系俾啲记者‘逼’出嚟嘅。”
2.59
香港新闻工作者锲而不舍地搜集资料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多达62%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认为“缠着不愿提供资料的人来采访新闻”是恰当的做法，只有15%的新闻工作者认为这做法不恰当。
 我们在《缠扰行为谘询文件》建议，一个人如在没有合法权限下做出一连串对另一人构成骚扰的行为，应属罪行及被视为有做出侵权行为，除非在当时情况下做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则作别论。我们在该文件提议无需在法例内加入骚扰一词的定义，原因是法院完全明了这个概念的涵义。然而，如能就什么行为会构成骚扰提供一些指引，对新闻工作者和市民而言，也是有用的。例如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作业守则规定，除非报刊能证明其采访手法符合公众利益，否则必须遵守以下关于骚扰行为的规定：

 (az) 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不得藉恐吓、骚扰或不断追缠的方式搜集或试图搜集资料或照片。
 (ba) 他们不得在未获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身在私人物业……内的人的照片，若他们被要求停止致电、询问、追缠或给当事人拍照，便不得坚持这样做。若他们被要求离开当事人的物业，便不得继续在该处逗留，更不得尾随当事人。”
2.60
新闻工作者可能会利用公开或秘密的方法搜集资料。他们可能会在一名公众人物居住或常到的地方外面守候，尤其是如果有关的公众人物涉及婚姻问题或婚外情，新闻工作者便更加可能会这样做。他们可能驾驶电单车跟踪他，或用汽车阻挡他的去路，甚至冒发生交通意外或与对方发生冲突的危险，以图拍摄他的照片。据报道数名艺员和明星曾经为了摆脱新闻工作者的追缠而被廹妄顾安全地驾驶。
2.61
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就缠扰行为所提出的建议获得落实，当事人如果不知道他正被新闻工作者尾随或注视的话，他是得不到保障的。《苹果日报》进行了一项意见调查，结果发现340名受访者中，有88%认为记者尾随公众人物是侵犯私隐的行为。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曾就新闻界以“跟踪手法”采访新闻的做法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者不赞成传媒在采访新闻时使用这手法，不反对传媒这样做的只有24%。有52%的受访者认为传媒不应使用藉跟踪名人或公众人物而取得的独家资料作为提高销量或收视率的方法；接受这种做法的人只有28%。

2.62
我们认为，无论对象是否公众人物，新闻工作者都不应尾随他人，除非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则作别论。新闻工作者尤应注意，不应在没有涉及公众利益理据的情况下，在当事人要求停止采访后仍继续尾随他或拍摄他的照片。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当然还须符合法律。
2.63
以下是新闻工作者监视或尾随采访对象的事例：
 (bb) 一名歌星据报为避开驾车追踪他的记者而发生交通意外。
 (bc) 一名流行歌手的旧同学被新闻工作者跟踪了数天，目的只是要证实该名歌手不再视他为男朋友的谣言是真确的。
 (bd) 《东方日报》的新闻工作者一连三天尾随一名上诉法庭法官，并在他家门外守候，目的是要让他知道“狗仔队的真面目”。高等法院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一案裁定：“这次行动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是要报复法院作出对东方报业集团不利的裁决，并惩罚作出这个不利该集团的裁决的法官。”

 (be) 某杂志报道一名香港小姐在香港一间大学上课时被该杂志的新闻工作者跟踪了数天。他们暗中拍下她在演讲厅上课的照片，并同时刊登一张她的男朋友在大学外等候的照片。
 (bf) 某杂志的新闻工作者用了七天跟踪某艺员、她的男朋友和一名谣传是她的新男朋友的演员，以图找出更多关于该艺员的感情生活的资料。据该杂志报道，该艺员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她的男朋友曾和一名中年妇人外出；该名演员则曾与他的同事约会。这篇报道也披露了他这名同事的姓名。
 (bg) 一名新闻工作者花了最少一天秘密跟踪一名妇人和她的孩子。该名妇人的丈夫是一名公众人物的儿子。夫妇二人那时正就儿子的管养权问题进行法律程序。
拦途突击的采访方式
2.64
为求追寻和报道真相，新闻工作者可能会在公共地方、私人物业内或私人处所门前，未经预约便当面质询当事人。这种策略一般称为“突击访问”或“拦途突击的采访方式”。当新闻工作者寻找机会向不愿意接受访问或拍照的人索取资料，或希望摄录私人物业内的情况，而管有该物业的人大多不会让新闻工作者进入，则新闻工作者便很可能采用这种策略。这种访问方式是惹人反感的，理由如下∶

“首先、被突击访问的人如被录影作广播用，他表现出来的惊愕神情往往使人觉得他犯了错，尤其是如果被访者在与传媒打交道方面是缺乏经验的话，当他面对坚决和穷追猛打的记者时，试图避开这些突如其来的追访，会令他看来摇摆不定和心虚。
其次，突击访问可以违反新闻业所应具备的持平和公正的原则。成为传媒采访对象的人（这甚至包括怀疑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有权断言拒绝接受访问，或最起码有权经深思熟虑才回应记者的提问。”

2.65
有见及此，这种策略也许只应在采访对象对邀请访问一事不作回覆或相当可能不作回覆，以及有表面证据显示有犯罪行为或严重反社会行为时才使用。

2.66
有两宗个案值得一提：
 (bh) 在第一宗个案里，一名男子与媳妇争执后把她刺死，继而自杀。有一名或多名新闻工作者在晚上十一时探访死者儿子，但住所无人应门。新闻工作者致电警方求助，辩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当事人做出傻事。警方破门入屋后，发现他只是独自沉思。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没有白费，最后成功访问了他。某报章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所见是当事人坐在住所内，他身旁的一名便衣警员正在搜查他的钱包。该篇报道也刊登了他的全名和年龄。
 (bi) 另一宗个案是一名被告人被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案情透露一名摄影记者声称遭被告人袭击。被告人当时正与其他七人一同护送刚出席完一宗藐视法庭案的马先生离开高等法院。裁判官发现该名摄影记者在混乱中抓着被告人的外套，然后拉着他。裁判官留意到该名摄影记者“故意冲向保护〔马先生〕的人墙。这是一次执意以武力进行的冲击。”
 裁判官裁定，“摄影记者绝对有权拍摄已离开法院大楼的人，但他们无权阻止在公众地方步行的人合法前进。”他继而指出，虽然发布有新闻价值的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但是摄影记者应以“克制和非对抗性的态度”工作。

用暗中进行的方法搜集资料
2.67
新闻工作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追寻和报道真相。然而，人们常常隐瞒对公众来说是重要但如果给公众知道的话便会使他们尴尬或受伤害的资料。在这情况下，新闻工作者会考虑使用暗中进行的方法找出真相。他们因此可能在未得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在私人处所或公众地方使用隐蔽的摄影机或录音机，也可能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电话谈话录下来。要是新闻工作者不使用这些方法，他们便无法进行侦查式的新闻工作，而关于罪恶、反社会行为和官员办事缺乏效率的证据亦可能永不会被发现和揭露。不过，新闻工作者必须自我警惕，避免在没有合理理由下侵害他人的私隐权。新闻工作者除了须确保采访活动符合刑事法和民事法之外，还须遵守一项原则，就是因使用暗中进行的方法而引致他人私隐受侵犯的程度必须与调查中的事情的严重性相称；仅是因为某事情是市民有兴趣知道的，并不足以成为新闻工作者使用暗中进行的方法搜集资料的理据。
2.68
香港记者协会的操守委员会注意到公众所提出的投诉有部分牵涉以不“正直”的方式取得新闻材料。

“在某些情况下，摄影记者以隐蔽式摄影机或摄录机拍下投诉人的片段或照片，事先却未取得他们同意，令他们不满。亦有同业虽然事前同意保密资料，事后却不守协议，同样引起被访者的不满。”
2.69
操守委员会指出，在这些投诉个案中，有部分并不牵涉凌驾一切的公众利益因素。他们认为，以不正直的手段取得新闻材料的个案“骤增”，此一趋势实在“令人忧虑”。他们相信传媒机构有责任确保其搜集的新闻材料是从正当的途径得来。

2.70
关于新闻自由和私隐权在以下情况如何协调的问题，会在下文详细探讨：

 (bj) 在公众地方偷录；
 (bk) 在室外监视室内的情况；
 (bl) 使用欺骗手段搜集资料；
 (bm) 在私人处所内偷录；
 (bn) 获得一方同意而录下口头或电话谈话的内容；和
 (bo) 截取电话谈话的内容。
在公众地方偷录
2.71
身处公众地方的人所享有的私隐与身处自己的私人住所或办公室的人所享有的私隐，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身处公众地方的人可以被其他人看见，而他们的私人谈话也可以被其他合法地在现场附近出现的人听到。既然他们并非独处或与外界隔离，而他们在公众地方出现又并非是一件私事，则将他们的谈话或活动记录下来，无论记录过程是公开或暗中进行，一般都不受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提述的将侵扰个人独处或与外界隔离的境况的行为定为侵权行为的建议所规范。不过，暗中偷拍可能对被偷拍的对象不公平，也可能侵害了他们的私隐权。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偷拍可以是不公平收集个人资料的方法，因而是违法行为。
2.72
根据我们在有关民事责任的谘询文件所提出的建议，因公开披露他人私事而被控侵犯私隐的被告人，可以基于公开了的私事是属于公共领域作为辩护。不过，准确报道这些事可能为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忧虑。我们认为单凭有关的个人资料是属于公共领域这一事实，不足以成为可供新闻媒体报道的理由。人们在某些类别的“公众地方”有可能可以享有合理的私隐期望。当一个人身处教堂、诊所、社区中心、公厠、或酒楼内，他或者可以有理由预期不会受到传媒注意的。
2.73
有部分传媒利用这个灰色地带，暗中拍下知名人士身处公众地方的照片。一些知名商人、专业人士和演艺界人士，在进入或离开酒楼、夜总会或酒店时被偷拍。有数宗事例是男事主与年青女士在街上结伴同行时被偷拍。假如事主已婚，公开这些事实很可能会导致家庭纠纷，甚至婚姻破裂，而他们的子女将需要承受父母分居或离婚所带来的所有苦果，但公开这些事实却可能完全不涉及任何公众利益。

2.74
即使当事人身处公众地方，使用隐蔽装置搜集个人资料作刊登或广播之用，也是令人反感的行为。我们认同英国的独立电视委员会所说：“使用隐蔽录音机和摄录机偷录不知情的人的声音或影象这种采访手法，只有在所录得的资料对于确立某新闻故事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是重要的，而该故事本身亦是明显地涉及重要的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接受。”

在室外监视室内的情况
2.75
新闻工作者可能未经当事人或有关的私人处所的占用人同意便在私人处所外使用仪器，偷录处所内的活动。其中一个事例是，某杂志的新闻工作者使用远摄镜头摄影机，拍摄某艺员的男朋友在大屿山的自置单位内的情况的照片。该杂志刊登了数张照片，照片所见该艺员正在客厅内与其男朋友吵架。该杂志在同一篇报道内刊登了另一张同样由他们的新闻工作者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该艺员正在其位于西贡住所的房间内收拾私人物品。该房间的情况显然是路人可以看到的。该艺员发现自己被监视后立即把窗帘拉上。另一事例，是某杂志的新闻工作者在某艺员的住宅外，从晚上守候至翌日清晨，一直监视她在住宅内的情况，并拍摄她在书房内工作的情形，其中两张照片在该杂志刊登。
使用欺骗手段搜集资料
2.76
新闻工作者可能会透过作出虚假陈述或使用诡计获取个人资料或照片。他们可能揑改或虚报他们的身分，假装是顾客、病人、雇员、公职人员或访客，以图进入私人处所或与采访对象以电话通话，藉此取得本应不能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也可能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随身携带的隐蔽摄影或录影机拍摄。
2.77
一名曾在香港某份声誉良好的报章担任记者的女士表示，她对于香港新闻工作者在搜集资料时所采用的一些手法不敢苟同。她说有些新闻工作者冒认是交通意外伤者的亲属，混入医院的急症室或病房查问伤者当时的情况。她曾经目睹一名伤者因此受到“极大的困扰”。
2.78
另一宗被报道的事例涉及一名影星。她指称一名新闻工作者藉向她的女佣冒认是她的朋友而获准进入她家。该名记者其后在她家内拍摄了多张照片。
2.79
虽然使用欺骗手段可能让新闻工作者得以揭露非法活动和社会丑恶面，但这样做可能会破坏公众对传媒的信任和损害新闻工作的公信力。长远来说，这会对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工作有不良影响。使用不诚实方法获取资料还会遭人责难，因为以不当的手法来揭露一件不当的行为，不可能是正当的做法。此外，还有一个关于伪善的问题：
“既然新闻界的功能（或最低限度有部分功能）是寻访和揭露不当行为，为了避免被指伪善，最好不要同样犯上它们所揭露的别人所犯的过错。这即是说，新闻工作者是有道义责任如实报道和揭露恶行。因此，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在要求别人遵守或努力遵从某些道德规范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必须贯彻始终地尊重这些道德规范。”

2.80
有人认为，对于一个要求同业在搜集和报道资料时必须诚实的行业来说，使用任何形式的欺骗手段去获取资料都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们认为在罕有的情况下，如新闻工作者有理由相信他们所需要取得的资料对公众利益而言至为重要，而有关资料是不能以没有欺骗成分的手段取得，则使用并非不合法的欺骗手段是可以接受的，惟使用的欺骗手段的性质和当事人受欺骗的程度必须与拟揭露的恶行的严重性相称。我们认同美国博德传媒学院的看法，在考虑使用隐蔽摄影机或虚报身分时，应采用以下的准则：

· “所获得的资料至为重要。这些资料必须涉及非常重要的公众利益，例如揭露高层的重大‘系统失误’，或可以防止市民遭受严重的伤害。

· 所有可以取得同一资料的其他方法都采用过。
· 有关的新闻工作者愿意披露欺骗的性质和使用欺骗手段的理据。

· 有关的新闻工作者和他们所属的新闻机构是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凭借出色的专业技巧、投入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全面追寻故事的真相。
· 透过欺骗手段而揭露的资料所可以防止的伤害，大于欺骗行为所导致的伤害。
· 参与其中的新闻工作者就有关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协力进行有意义和慎重的商议才作出决定。”
2.81
博德学院指出不得引用下列准则，作为支持使用欺骗手段的理据：

· 赢取奖项。
· 击败竞争对手。
· 以较少时间和资源取得新闻。
· 这样做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
· 事主本身的行为不道德。
2.82
我们认为下述德国的《报业守则》所订定的指引，有助我们明白在哪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欺骗手段采访新闻：

“侦查工作是新闻业的正当工具，但必须在宪法、法律和尊重一个人的尊严的规范下进行。原则上，一名从事侦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就他自己的身分或他所代表的刊物作出虚假声明，是作出了与新闻界的角色和崇高地位不相符的行为。
在某些个别个案里，如果秘密进行的侦查工作能够揭发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的资料，而有关资料又是涉及特殊的公众利益，便有足够理据进行秘密的侦查工作。
在意外或灾难事件中，新闻界应紧记拯救受害者及身处险境的人的行动较公众的知情权更为重要。公众的知情权亦不能作为新闻工作者使用非法手段取得新闻材料的理据。”

2.83
香港记者协会的专业守则第5段规定，新闻工作者只有在“公众利益凌驾一切”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是“正直”的手段取得资料和照片。
 我们在此补充一点，新闻工作者不应使用非正直的手段取得新闻，除非(a)使用这些手段就刑事法和民事法而言是合法的；(b)没有其他合理可行的方法可以取得有关资料；(c)侵扰的程度与所调查的事情的严重性相称；以及(d)这些手段的使用是可以有关使用是符合公众利益作为辩解。
在私人处所内偷录
2.84
视象证据可使有关报道更令人信服。新闻工作者因此可能用隐蔽摄影或录影机来报道危险或非法活动。然而新闻工作者也可能用隐蔽仪器记录私人处所内的私人活动。例如有一份报章报道某私人会所内的情况。该篇报道声称该会所经常有同性恋者光顾。文中刊登了数张在大厅、厠所和淋浴间内秘密拍摄的照片。虽然所有当事人的眼部都打上格子，但是一名在另一份报章投稿的专栏作家指出，熟悉当事人的人不难从相片中把当事人认出。他声称认识一名当事人，而该人正踌躇如何面对父母的责难。该专栏作家透露当事人有可能因为身分暴露而失去工作或与家庭破裂。
2.85
根据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提出的建议，假如被控侵犯私隐的被告人的作为或行为对于保护他自己或另一人的人身或财物是合理地需要的，他便毋须负上法律责任。因此，一名合法身处私人处所的记者，是可以在没有获得私人处所的占用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私人处所内放置窃听器，或携带隐蔽的摄录仪器，但他必须能提出理据，证明有需要这样做，以保护香港某类居民（例如病人或消费者）的人身或财物。然而，放置或使用隐蔽仪器的做法可能与侵扰的正当目的不相称。例如调查一名医生有否违法向病人出售禁药的记者，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辩称他假扮病人时携带隐蔽的摄录机或录音机对于保障病人而言是合理地需要的，但是如果他把记录仪器暗藏在该名医生的诊症室内，使他可以日夜监视或监听医生的活动，他的行为便太过分了。

2.86
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不应以隐蔽式摄录机和录音机记录不知道它们存在的人的资料，除非以这种方法取得的材料对于建立拟报道的新闻故事的可信性是重要的，而故事本身又涉及重大的公众利益，则属例外。此外，使用无人在现场操控的记录仪器的准则，应远较使用新闻工作者随身携带的记录仪器的准则严格。假如有证据显示有罪行或严重反社会行为，是应该可以使用记录仪器收集个人资料作刊登或广播之用，但无人在现场操控的摄录机或录音机，除非有证据显示有人犯严重罪行，否则不应使用。所采用的手段必须与调查的事情的严重性相称。以下载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的条文，就如何定出界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无人现场操控的记录仪器（放置秘密记录仪器）((英国广播公司绝不会在未得私人物业的业主、占用人或其代理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在私人物业放置无人在现场操控的记录仪器，除非是为了获取严重罪行的证据，但事前仍必须获得负责编辑政策的监督同意方可。该监督将要求有关人员提供明确证据，证明将被记录声音或影象的目标人物曾犯有关罪行。
其他的秘密记录方法（随身携带隐蔽式摄录机或录音机）((假如未获私人物业的业主、占用人或其代理人同意，英国广播公司一般只会在有表面证据显示那些声音或影象将会被记录的目标人物曾犯罪或曾作出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时，才会在私人物业使用隐蔽式摄录机或录音机。节目制作人员必须解释为何采用公开地记录声音或影象的方法很可能不成功，以及录得的材料对于制作有关节目而言是有需要的。……”
获得一方同意而录下口头或电话谈话的内容
2.87
根据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提出的建议，假如获得电话谈话的一方同意，是可以把电话谈话内容录下来的。因此，打出电话的新闻工作者可继续在没有知会对方的情况下把电话谈话内容录下来。录下口头或电话谈话可确保报道准确，并可保障新闻工作者，使他们不会被指错误引述受访者的说话。偷录也可能是探取关于非法活动的资料的唯一方法，使公众获得他们本来不会获得的资料。然而，这种偷录行为虽然不算违法，但有可能被认为不道德。虽然新闻工作者应获准录下口头或电话谈话，以方便补充笔记的缺漏，和在可能针对他们提起的法律诉讼中用作自辩的证据，但是我们认为除非对方一定不会同意和有表面证据显示有罪行或严重反社会行为发生，否则不应偷录口头或电话谈话的内容作广播之用。要是有关情况不符合上述条件，新闻工作者便应表明自己的身分，解释他希望对方提供的资料是会在节目内播放。此外，即使采访对象答应接受访问，有关的谈话内容也不应在节目内播放，除非他也同意有关内容可供播放，则作别论。

截取电话谈话内容
2.88
除了把电话谈话内容录下来，某人（可以是新闻工作者）也可能在没有取得谈话各方的同意下截取电话谈话的内容。截取得来的资料是可能刊登于报刊上的。1999年3月，某报章把由一名据称是该报读者的人所截取的一段电话谈话内容刊登，声称该段谈话是一位歌星和一位名人的电话谈话。香港演艺人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偷听电话和报界把偷听得来的资料刊登的行为。他们在声明中指出，不论内容孰真孰假，把以截取方式得来的材料刊登是新闻媒体漠视社会责任的表现，足以摧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明报》指这项报道是一项侵犯私隐的行为，不能以公众利益作为辩解，且会间接鼓励未经许可截取通讯的侵犯私隐行为。
公众人物及其家庭成员
2.89
公众人物及其家庭成员较可能成为传媒侵扰的对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众人物”一词在演绎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案时有下列意义∶

“大体而言，称得上公众人物的人，是在社会事务上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些人身处的位置所享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使他们在各方面而言均被视为公众人物。较常见的情况是被列为公众人物的人，主动介入与某公共事务有关的争议的中心点，以图影响有关问题的解决。”
2.90
香港演艺人协会在1995年7月就部分新闻媒体的侵犯私隐行为作出公开抗议，其声明如下：

“最近有某些报纸周刊，对艺人甚至其家属展开连串偷拍、跟踪及揭私隐行动，甚或作夸大报道，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误导公众，更意图冲入私人地方拍照，滋扰艺人及其家人生活。……令艺人们惶恐终日、无援及极度不安，更对艺人家属及亲友带来滋扰、恐惧和巨大心理压力。”
2.91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普遍反对新闻媒体报道立法局议员和电视艺员的私生活：

 (bp) 超过60%的受访者反对传媒揭露立法局议员的私生活，约有55%受访者反对传媒报道电视艺员的私生活。
 (bq)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公众有权知道立法局议员的学历、国籍、年龄和病历，但他们倾向认为立法局议员的家庭背景、个人财富和私生活应予保密。
 (br) 受访者普遍认为关于电视艺员的报道与新闻自由或公众的知情权无关。
2.92
我们同意《美国法理》的观点，即凡以明示或默许的方式让自己受到公众注意或批评的人，必须认同他们所享有的私隐较别人为少，这点起码在正当地报道与他们的公开活动有关的事情方面是对的：
“某人因其成就、声名、或生活方式，或因其从事的专业或行业而使公众对其作为、事情和品格产生正当的兴趣，可以称为公众人物，他因而至少放弃了部分的私隐权。……若某人从事的事务或投身的职业要求公众的认可或支持，该人实已同意让那些可能会认可或支持他这样做的人审视其私生活，但这种审视仅止于对于评定认可或支持他的做法是否明智及恰当是必需的才会被视为他已同意让该些人如此审视其私生活。”
（横线后加）
2.93
美国的《侵权法再述》也有类似的看法：
“任何人因参与公开活动，或在关注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或类似公众利益的机构或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或把自己或自己的工作交由公众判断，而自愿地使自己置身于公众目光底下，则当他获得他所渴求的宣传时，即使那些宣传对他不利，他也不能有所埋怨。单就该人的公开露面和公开活动而言，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没有私隐，因为这些不再是他的私事。”
（横线后加）
2.94
因此，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的结论是：关于某人的私事，如果完全与他是否适合担任某公职或从事某专业无关，或与他是否有能力执行公职或专业职务无关，则一般应禁止发布。如果新闻界发布的是关乎一些与他的公职或专业角色无关的私人活动或行为，则法律不应只因该人是公众人物而不保障他。
2.95
以下节录自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的声明，最能说明如何将新闻自由与担任公职的公众人物的私隐权益互相协调：

“公众人物的地位虽然特殊，但仍可享有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公众应获提供与公众人物获取公职、保留公职或履行职务的能力或适合性有关的事实。至于他们的私人行为，只要是合法和不会引起重要的和更广泛的问题，一般来说公众是无权知道的。
作为一般原则，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不应报道公众人物的私人合法行为，除非其行为本身或其行为因渐为人知而带来的后果会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单因为其私人行为是‘属于公共领域’（指有人已加以报道）并不足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也予以报道的理据。”
2.96
因此，只要公众人物的活动是公众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情，新闻媒体是可以报道的。然而，它们除了披露有必要使公众获悉问题所在的资料之外，不应进一步披露其他详情。例如∶虽然公开某高级公务员患重病可能符合正当的利益，但是发布该名公务员的详细病历则是过分和不合理的做法，即使该等资料是合法地落入编辑手中亦然。
2.97
至于搏取宣传的艺员和名人方面，他们公开露面或参与公开活动时固然不能保有私隐，但传媒仍应尊重他们的私生活，除非将其私生活公诸于世的正是他们本人，则作别论。
2.98
新闻媒体也喜欢报道公众人物的家庭成员的情况。我们认为某人的作为不应单因为他与一名公众人物有家庭关系而被传媒报道。传媒只应在他做了一些对社会有特殊意义的事情才报道他的作为。
2.99
以下事例说明了传媒喜欢报道现在或以前属于演艺界的公众人物的私生活：
 (bs) 某杂志的新闻工作者花了最少两晚在一幢大厦外监视在该大厦居住的一名前任亚洲小姐。有一次，有人看见（和偷拍）她与一名男子返抵该幢大厦的正门。据称该名男子是一间上市公司的老板，并已在不久前结婚。该杂志更报道，该名男子在凌晨二时三十分才离开该大厦。该杂志的新闻工作者在该男子被发现在该大厦外出现后两天再跟踪他，看到（和偷拍）他与妻子俩在一间戏院的楼梯上愉快地交谈。该杂志把这些照片全部刊登，并在文中披露了该名男子和其妻子的全名。
 (bt) 某杂志报道，一名女演员与一名导演在酒店房间内共度超过四小时后，在早上四时左右离开酒店。
 (bu) 一名前演员怀孕四个月。某报章报道，她在寓所如厠时发现下体流出血块后被送往医院。该报章刊登了一张她躺在担架床上的照片，并报道她以往曾参演不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但自1993年后便退出娱乐圈。该段报道附有一张她当演员时拍摄的性感照片。
 (bv) 某杂志报道一名歌手的住所是由一名富有的女子拥有。该报道披露了该名女子的姓名。
 (bw) 某杂志报道一名前任香港小姐与她的分居丈夫以前的性生活详情。这些资料由该名分居丈夫披露，令该名前任香港小姐尴尬。
 (bx) 某杂志报道，一名艺员被传投资失利，在股票市场中损失了不少金钱，并刊登了一张看来是发给她的信用卡月结单。虽然月结单上的地址和信用卡号码已被涂去，但所载的财务资料却清晰可辨。该报道暗示她的财政状况欠佳。
儿童
2.100
儿童可能成为传媒的采访对象。儿童可能犯罪或作出反社会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刑事罪行或反社会行为的受害者。关于儿童企图自杀的新闻也时有所闻。当一名成年人因一宗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成为公众人物时，新闻媒体可能会报道他的子女的反应。新闻工作者可能尾随一名公众人物的子女，以找出更多关于其父亲或母亲的资料，即使他的子女的私生活并非公众所关注的事情亦然。偶尔也会有父母自愿向新闻媒体透露其子女的私隐。很多时，揭露某儿童的资料和侵扰他的私生活，只不过是为了使报道更煽情和更富趣味。
2.101
传媒侵扰儿童的私生活和将某儿童的身分公开，会不必要地令有关儿童及其父母尴尬和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尤以有关儿童是性虐待案的受害人为然。这些侵扰不仅影响有关儿童的自我形象，更会妨碍他的复原进度，使他难以从创伤中复原过来，重过正常生活，展开人生旅途的新一页。
2.102
英国的广播标准委员会采用的《关于公平和私隐的守则》规定：

“儿童是易受伤害的一群，广播机构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他们的私隐权，不应因为其父母声名显赫或声名狼藉，或是因为学校的活动而受到损害。小心不要利用儿童的纯真和对人的信任。不应向他们查问其家事，或查询他们对一些很可能是他们理解能力以外的事物的看法。一般情况而言，就一些重大事宜向未满16岁的儿童提问前，应该先征得其父母或处于生父或生母地位者的同意。如果没有征得有关人士同意或实际上遭该等人士拒绝，任何关于进行采访的决定，只有在有关的新闻故事与凌驾一切的公众利益有关连和让儿童露面是绝对有需要的情况下，才是有据可依的。……”
2.103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的私生活不应受到他人任意或非法干涉。他们有权享受法律的保护，免受这种干涉，并有权获得令他们身心健康的呵护和照顾，
 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可在免受任何传媒的不当干涉的情况下完成学业这项权利。报刊不得只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增加销量而牺牲儿童的私隐。父亲或母亲是公众人物的儿童的私隐特别容易受到传媒侵犯。刊物如侵犯了儿童的私隐，是不能以侵犯其父亲或母亲的私隐是符合公众利益为由来作辩解。儿童的父亲或母亲的名声地位，是不能作为报道儿童的私生活的理据。一般来说，即使其父亲或母亲是公众人物，儿童也有权反对新闻工作者尾随他或拍摄他的照片。除了儿童与其父亲或母亲的关系外，在不牵涉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应在违反儿童的意愿或有损儿童利益的情况下，报道儿童的私生活或刊登他的照片。
2.104
以下是儿童的私生活成为传媒报道焦点的事例：
 (by) 一对分居夫妇就儿子的管养问题发生争执。该名分居丈夫是一名公众人物的儿子。在他们的儿子参加学校运动会当天，一名新闻工作者暗中跟踪分居妻子，当运动会结束后，又尾随该母子二人往一间快餐店，并偷拍他们在店内进食的照片。该张有该儿童的照片在某杂志刊登，他的姓名也在文中披露。
 (bz) 某杂志在封面刊登某艺员的两名儿子的照片。该艺员在四十多岁时参加选美。该杂志报道她的两名儿子分别为9岁和12岁，同在香港一间国际学校读书。
 (ca) 一名曾于1989年在内地参加民主运动的工人向入境事务处申请在香港延期逗留。他的家眷都在香港，包括两名儿子，大儿子今年四岁。某报章披露了该两名儿子和父亲的全名，并刊登一张他们的照片。照片所见，父亲正在填写表格，但其大儿子却以双手掩面。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当爸爸因居留问题而成为传媒焦点之际，坐在身旁的儿子却不肯面对镜头。”
 (cb) 一名母亲为了保护其11岁儿子免被汽车撞倒而严重受伤。某报章报道，儿子在横过马路时可能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并刊登了母亲的全名、儿子姓名的首尾两个字，以及一张儿子坐在母亲身旁的家庭照。虽然该报章可能是以合法手段取得该张照片，但将照片刊登在报章上却有可能令该儿童为他的同学及朋友憎恨或鄙视。另一份报章亦有刊登同一张照片，但已把儿童的面部弄模糊。
 (cc) 一名13岁女学生用刀割伤自己的手。某报章说她是个“问题少女”，性格孤僻和反叛，无法投入学校和家庭生活。该篇报道披露了她的姓氏（并以“X”标示她姓名的第二个字，因而透露了她的姓名只有两个字）、年龄、住址（包括屋邨名称、大厦名称和楼层数目），以及她就读学校的名称和班级。该篇报道更指出她情绪不稳、与人沟通有困难、与家人关系欠佳、以前曾因偷钱被判入女童院一个月、受社会福利署监护、曾被命令在某间指明的医院的精神病科留院接受观察和辅导，并有割手的习惯。该篇报道还刊登了她在医院候诊的照片。虽然该照片已把她的眼部弄模糊，但如她的同学、朋友和亲属阅读该篇报道，应不难把她认出。
 (cd) 为了报道预防某种肠病毒在香港蔓延的措施，以及向读者介绍某间学校指示学生在洗手间内穿着拖鞋的情况，一名新闻工作者拍摄了一张三名男童在学校洗手间内小解的照片，照片中一名学生露出了臀部。
 (ce) 一名17岁学生从大厦天台跳下企图自杀，她最后堕于放在地面的气垫上。据某报章报道，她是一名中四学生，居于沙田某座指明的大厦。该报引述她哥哥说，她可能与男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该篇报道还附有一张她从大厦天台跳下的照片。照片并没有把她的面部弄模糊。
 (cf) 某报章报道，一名63岁的失业汉因经济拮据而需要在盂兰节轮候食米。报道指他已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并有三名年龄介乎9至13岁的孩子，他们均在1998年从内地来港。该篇报道刊登了一张他正手抱白米，女儿坐在他身旁的照片，并披露了女儿的姓名。
 (cg) 一名香港居民因为绑架、偷运枪械和偷运弹药等罪名而在内地被判死刑。某报章在头版刊登他两名分别是4岁和7岁的儿子的照片。该照片是两名儿子在法院就他们的父亲的上诉作出决定前到覊留所探望父亲后离开广州一间酒楼时被拍下的。照片中两名男孩的面部并未弄模糊。
 (ch) 新闻界报道一名流行歌星与她的丈夫关系出现问题。某报章刊登了她的女儿的全名和她即将入读的幼稚园的名称。另一份报章的撰稿员指出有部分新闻媒体在幼稚园外访问该名儿童，尾随她、拍摄她的照片、并将关于她的、从其他途径取得的资料公开。
报道的准确性
2.105
报章期刊被指报道不准确的个人资料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
 (ci) 某杂志的一篇报道指称一名知名商人患上癌症。当该名商人决定控告杂志诽谤之后，杂志编辑承认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据称撰写该篇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只有19岁，学历不超过中五程度。

 (cj) 某报章在头版指称一名前中国高级官员自杀身亡。两日后，事主在北京接受电话访问，证实他仍然健在。

 (ck) 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在街上遭人袭击。某杂志刊登了一张他头部受伤的照片。不过，由于照片经过处理，他在照片中的伤势较真实的情况严重。

 (cl) 一间公众公司的主席向报界谈及一家杂志的操守。他说他曾准许该家杂志的新闻工作者在他办公室拍摄数张照片。然而，他声称该杂志把一张他不曾放在办公室的照片加插在其中一张刊登于杂志内的照片里。他说当他邀请该杂志的新闻工作者到他办公室时，他的办公室并没有放那张照片。

 (cm) 一名哈佛大学的学者接受政府委托对香港的医疗开支和服务制度作出研究。据报道，他曾向某报章说，香港一份周刊的新闻工作者曾到访他在美国的办公室。虽然他拒绝接受访问，但同意让该名新闻工作者拍摄照片。其后，该周刊刊登一篇关于这个“访问”的报道。他说他现在领悟到，只要让新闻工作者拍到照片，他们便可以写出一篇访问稿。

 (cn) 某报章刊登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名商人正出席由一间公司投资兴建的酒店的奠基仪式。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站于该名商人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其后，该公司刊登了一则启事，指有关的报道是错误的。

2.106
某报章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某报的编辑决定以一宗少年犯罪案作一宗大新闻来处理，但摄影记者没法拍摄到少年犯的照片，摄影记者是有可能随便在街上拍下另一名少年的照片顶替。该文章表示，这样做的报章之所以不尊重该名无辜的少年的权利，是因为他既无金钱，又无声誉，所以向该家报章提起法律诉讼的机会很微。该文章也关注到有报章以其他人的照片当作是案中受害人的照片来刊登的“现象”。
 

2.107
我们认为，新闻媒体应小心避免刊登不准确或有误导成分的个人资料（包括照片）。

戏剧化的案件重演

2.108
广播机构可能会重演一宗罪案或某种反社会行为，以教育公众或探讨某个社会问题。这种戏剧化的案件重演的做法，可能会把受害人或犯事者的私隐公开。虽然广播机构可以基于有关事情是真正值得公众关注为由而这样做，但亦应该谨慎处理，免致干扰当事人及其近亲的私生活。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订明，如果受害人已经去世，应通知其家人该节目拟播放的时间。

为娱乐观众而偷拍
2.109
电视节目可能为娱乐观众而在公众地方进行偷拍。假如未获被偷拍的人同意便将偷拍片段播放，该人便有可能受到委屈，尤以他因此而被人取笑的情况为然。因此，应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才可播放偷拍片段。如当事人要求销毁片段，广播机构亦应遵办。
其他个案
2.110
某报章报道，另一份报章的新闻工作者强行进入一名亚洲小姐候选人的寓所内，并且不理会她的反对在屋里拍照。
2.111
某报章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所见是一名香港居民的寓所前门，该名居民当时正因被控绑架和偷运枪械罪在内地受审。照片中有四名相信是摄影记者的人正在该屋的水泥围墙或站或坐，围墙旁边有四把约一公尺高的梯子。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公开的秘密((摄影记者试图进入〔该名居民〕位于金巴伦道的家。”
2.112
一些报章杂志刊登女士不慎露出内衣（例如内裤或胸围吊带）的照片。虽然披露的资料或者可以被认为属于公共领域内，但有些读者仍觉得这些报道令人反感。
总结
2.113
本章提及的个案显示部分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也正好说明了社会有廹切需要保障巿民的私生活免受传媒的不当干涉。增加对上述个案所透露的私隐的认识，对于巿民能否在获得所有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与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关的决定是无关宏旨的。公开受害人及其亲友的身分，不论是透露他们的姓名或地址，还是刊登他们的照片，通常不会令读者或观众对社会问题有更透彻的了解，亦不能有助他们评定政府的决策是否明智和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负责任的判断。不过，公开这些人士的身分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尴尬及羞辱。
2.114
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虽然当局已制定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私隐专员亦努力强调个人资料私隐的重要性，但是新闻媒体侵犯个人私隐的情况仍有发生，现时规范新闻界的法律架构并未能阻止传媒的专业水平下降。值得一提的，是主流报章也牵涉在本章所提及的侵犯私隐个案之内，但代表新闻界的利益的多个专业团体，仍然未有认真尝试制约这些侵犯私隐的采访活动和报道。
2.115
既无财富亦无权势的人，尤其容易受到传媒侵扰。传媒采访财雄势大的人的时候或会有所克制，因为他们担心过分的行为会引致当事人向他们采取法律行动。至于普通市民的私隐权益，却往往因为传媒要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和在市场上超越竞争对手而被牺牲或忽视。
 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所处理的个案，有大概90%是普通公民遭报章以他们不希望受到的或没有充分理据支持的方式对待，只有约5%的个案牵涉被认为是公众人物的人。
 我们认为所有人的私生活，不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权势如何，￱应受到保护，免受传媒的不当侵扰。

2.116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马骥伸把新闻工作者的笔比喻为一件锐利的武器。他比喻新闻工作者的笔尖“能伤人入骨、杀人不见血、任意挥舞，人人可危”。他又指出，由于新闻媒体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声势和影响力，传播速度快速而普遍，如运用不当，“伤害之深之重，岂止于一支武器的力量”。他期望新闻伦理在推广传媒自我反省和自律方面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2.117
我们会在下一章探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自律经验，然后研究可否依赖自律来解决香港传媒侵犯市民私隐的问题。
第3章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自律情况
3.1
香港一些评论员指出，环顾世界各地的报业评议会，能有效发挥作用的例子可谓少之又少。为了说明成立报业评议会并不是杜绝报界作出不当行为的可行办法，美国全国新闻评议会的失败个案就曾被引述为例子之一。然而，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设有报业评议会。设有报业评议会或同类组织的司法管辖区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比利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丹麦、埃及、斐济、德国、火奴鲁鲁、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曼尼托巴省、明尼苏达州、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安大略省、俄勒冈州、秘鲁、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台湾、坦桑尼亚、荷兰、土耳其、英国、和华盛顿。
 李瞻曾于八十年代就16个报业评议会和同类组织作比较研究。我们会在这一章探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秘鲁、瑞典、台湾、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

澳大利亚

3.2
澳大利亚的“传媒、娱乐及艺术联盟”属下的新闻工作者组别采用了一套有提及如何处理私隐事宜的道德规范。任何人都可就上述规范所提及的行为针对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作出投诉。大部分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都是该协会的会员。澳大利亚每个省份都有一个隶属该协会并由该协会的会员组成的裁判委员会。若有协会会员被裁定违反了道德规范，便会被谴责、罚款或革除会籍。
3.3
一些出版人与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商讨后，成立了澳大利亚报业评议会。
 评议会的经费来自报章和杂志同业的捐助。评议会的会章订明∶出版人、新闻工作者和公众的代表人数必须平均；主席必须不曾与报界有关连，而依照一贯的做法，主席一职是由一名有法律背景的知名人士担任。评议会的首任主席是一名退休高等法院法官，而现任主席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名荣誉退休教授。
3.4
评议会由13名业内人士和8名公众人士（包括主席）组成，其中10名业内人士是由大城市、近郊地区、区域性和乡间的出版团体提名，余下的10名成员的任命，即7名公众人士、2名新闻工作者和1名编辑人员的任命，则是评议会按主席的提名作出。担任成员的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人员通常都已经退休、或是并非直接受雇于隶属评议会的成员机构的自由个体新闻工作者或从事学术研究的新闻工作者。评议会内大部分公众成员是主席从申请人中选任的，他们都曾就所属地区刊登的招聘广告应征。有时候，主席也会委任他认为会对评议会有贡献的人担任成员。现任的公众成员中有一名教师、一名曾在护士学校担任生物伦理学讲师的兼职研究员、一名法律学教授、一名资深大律师、Accord Cross Cultural Developments的总经理、以及南澳大利亚省弱能服务办事处的行政董事。此外，各成员在投票时只代表他们个人，而并非代表提名他们的组织投票。会章也订明，代替成员可在成员缺席时代他行事。评议会对曾向他们投诉的人士进行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认为应增加评议会内公众成员的人数，调查结果的中位数显示，公众成员的数目应达评议会总人数的50%，而余下的50%席位应由各占一半的出版人和新闻工作者担任。

3.5
除维持新闻自由外，评议会负责处理公众提出的关于报章杂志看来抵触了专业守则的投诉。这份守则是评议会在谘询业内人士后与出版人及其编辑合作订定，订明首先由评议会秘书处尝试藉调解订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协议。如无法达成协议，便会把有关投诉转交评议会仲裁。投诉委员会有成员七名，其中大部分（包括主席在内）是公众人士。评议会的权限完全视乎出版人是否愿意尊重评议会的意见，因为评议会是无权惩罚那些不遵从该议会定下的标准的出版人，也无权强制有关出版人发布其受到谴责的声明。在1988至1993年间，约有10%被裁定作出不当行为的报章杂志没有在其报章或杂志刊登有关的谴责。在该项对曾向评议会投诉的人进行的意见调查中，虽然约有60%的回应者主要关心的并非是金钱的赔偿，但是大部分回应者强烈表示，评议会应有权对违反守则的报章杂志惩处罚款。

3.6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评论，由一个如报业评议会的调解机构作出谴责，看来“不足以补偿受屈者”。该委员会认为，虽然违反守则的出版人有可能受到谴责，但这显然不能对侵犯私隐的出版人产生有效的阻吓作用。
 赫士特和韦达指出，数个澳大利亚省份在七十年代试图制定私隐法例，以及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希望可以藉提出保护公民私隐权的草案初稿来保障公民的私人资料免被发布，其主要原因正是报业评议会没有权力施加制裁。

加拿大
大西洋沿岸四省

3.7
大西洋沿岸四省报业评议会是一个自发组织，接受由公众作出的关于报界操守的投诉，和裁判由业界人士作出的关于某人对待报界的态度的投诉，并就这些投诉作出裁决，希望可以藉此维持大西洋沿岸四省新闻工作者的高度专业水平。评议会的成员包括∶每间提供捐助的报章各自派出一名业界成员，各报章亦会选出一名公众成员以概括代表他们的读￱。这评议会并无订立一套正式的作业守则。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8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业评议会的11名成员均经选举产生，其中5名来自成员报章，另外6名来自公众人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所有日报和逾100份的社区报均为评议会的成员报章。评议会的职能是处理公众就成员报章的操守所作出的但未获妥善解决的投诉。它只处理针对报章的投诉。评议会评估投诉是以该评议会的作业守则为依据。所有投诉均视为针对刊物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投诉是针对非成员的报章，则评议会只会在征得该报章的同意才会受理该项投诉。所涉报章有责任如实刊登有关裁决。
3.9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业评议会主席是一名对社会服务富有经验和表现卓越的御用大律师休斯(E N Hughes)。他在移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前曾于萨斯喀彻温省出任法官差不多有20年之久。该会的公众理事包括∶一名前任市长、某主要公营机构的一名工会会员、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委员会一名成员、和一名长期参与社区和公民服务的成功商人。至于五名业界成员之中，有三名出版人和两名编辑。
曼尼托巴省

3.10
曼尼托巴省报业评议会是一个独立、不属于司法体系的组织，目的是推广高质素的新闻业。其宗旨包括维护新闻自由，并审理由公众人士和业内人士作出的投诉。但如投诉牵涉法律诉讼或投诉人打算采取法律行动，或有关投诉所牵涉的报章并非评议会的成员，则有关的投诉将不会获得处理。评议会有九名理事，其中四名业界成员来自报界，而另外五名成员（包括主席）则代表曼尼托巴省的社区。
安大略省

3.11
安大略省报业评议会是安大略省报界的自发组织，旨在透过裁判公众的投诉和以保护公众利益的大前题捍卫新闻自由来提高报业的质素。评议会也审理由业内人士针对某人或组织的行为所作出的投诉。所有安大略省的日报均为评议会的成员。
3.12
评议会有成员21名，除主席外，有大体上代表安大略省各社会阶层的公众成员十名、余下的十名成员是提供捐助的报章选出的，他们大体上可以代表整个报界。所有成员都是在周年大会中被选出的。候选人的名单由一个成员包括主席、两名公众成员和两名业界成员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定出。业界成员必须广泛代表出版人、编辑人员和广告部雇员。评议会致力于将业界成员的席位分配如下∶两名出版人、七名编辑人员（当中有两名编辑或行政编辑、两名部门编辑和三名编辑）、和一名从事广告工作的代表。
3.13
评议会设有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有关投诉。调查委员会有五名评议会成员，其中三名，包括主席在内，均是公众成员。调查委员会提交建议之后，评议会便会作出最后决定。成员报章有责任在其报章显眼的位置刊登裁决的内容。
3.14
评议会的主席曾经是一家杂志的编辑，他是西安大略省大学新闻学研究院一名颇具名望的学者。其余的公众成员包括一名大学校长、一名退休前担任会计师事务所主席的公众人士、一名退休前当大学校长的公众人士、安大略省工会联会的司库秘书、一名大律师／事务律师、John Howard Society的行政总裁、约克郡圣公会会吏总、一名乳牛牧场的主人、哈密尔顿市的前任总行政主任，和一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
德国

3.15
1985年的德国报业评议会是以现已解散的英国报业评议会为蓝本。它在当年有20名成员，其中半数代表出版人，另外半数代表新闻工作者各个公会。所有成员均独立于所属的组织。虽然可以委任不超过五名公众人士进入评议会，但当年的评议会并没有这样做。该会的宗旨包括处理和化解投诉人的不满、就针对某些指定刊物作出的投诉进行调查，以及保障可自由接触新闻来源。投诉是由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名有名望的法官。立法机关确认评议会的重要性，提供了部分经费以确保报业评议会的独立性。
3.16
根据当时是民法教授的哈尔密．戈尔(Helmut Kohl)的观察所得，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和出版人的代表是持着同一信念加入报业评议会这个假设是不切实际∶

“出版人埋怨工会没有派出具智慧、经验和信誉的独立人士，而只是派出一些争取工会利益的工会人员。新闻工作者则指报界已失却了致力激发公众思考的热忱，很多时甚至只当作另一门生意来办。他们对于《道德规范和编辑工作指引》要针对的出版人坚持拒绝刊登〔报业评议会的〕谴责一事极表愤怒。”

新西兰

3.17
新西兰报业评议会负责就关于报章的编辑内容的投诉作出裁决，但只限于与报章出版人协会或社区报业协会的成员报章有关的投诉。报章出版人协会是新西兰报界的公会，新西兰的所有日报和星期天报章均为该协会的成员。评议会有一名独立的主席，成员来自公众人士、出版人和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公众人士的代表占评议会的成员的大多数。
秘鲁

3.18
秘鲁新闻评议会是由12名全国性报章的出版人联合组成。它们代表着15份报章和5份杂志。其辖下的操守审裁委员会负责回应人们对评议会的报刊成员所出版的刊物的投诉，并对针对任何印刷媒体的违反新闻道德的投诉的指称作出回应。操守审裁委员会有五名成员。他们由评议会的理事会的五名成员和另外五名具威望和诚信的人士选出。后一类别的成员包括一名联邦申诉专员、一名大学校长和一名神职人员。操守审裁委员会可就针对传媒的投诉发表公开声明，如果投诉涉及违反新闻道德的指称，即使有关的新闻机构并非评议会的成员，操守审裁委员会也可发表声明。
瑞典

3.19
瑞典在1916年成立了全球首个报业评议会。该会名为报业合作评议会。成员包括出版人联会、瑞典新闻工作者联会和瑞典报章出版人协会。该会采纳了一套适用于报界、电台和电视台的道德规范。这三个报业组织也联合成立了一个报业评论委员会。克勤．史林保这样介绍这个委员会的特色∶

· 在确保印刷媒体遵守新闻道德方面，该委员会担任了荣誉法庭的角色。
· 委员会由五名成员和一名主席组成。上述三个报业组织各自委任一名成员，余下两名成员是由立法机关的申诉专员和大律师公会的主席共同委任。之后再由这五名成员委任一名法官担任主席。
· 所有个案均由一名报业申诉专员交予委员会评定。报业申诉专员是由一个由立法机关申诉专员、大律师公会主席和报业合作评议会主席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委任的。
· 报业申诉专员的职能是确保报章和期刊遵守新闻道德。
· 报业申诉专员可主动采取行动或调查他人作出的投诉。
· 报业申诉专员的酬金是由该三个组织为此目的而特别成立的基金支付。
· 投诉人可向报业评论委员会直接作出投诉。
· 报业申诉专员可就黑白分明和情节并不严重的投诉作出裁决。然而，编辑或投诉人可向委员会上诉。
· 如委员会裁定报章或期刊败诉，可命令有关的机构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在没有不当延误的情况下、一字不漏地刊登整份意见书，或刊登一份更正启事或作出回覆。此外，也可命令犯错的报章或期刊支付委员会和报业申诉专员的费用。但是，遵从委员会的命令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并不是法律责任。
· 委员会不会判予受损害的一方损害赔偿。
3.20
史林保指出，虽然瑞典报界自律的情况整体来说“尚算不错”，然而，把报界的越轨行为交予其同业的代表裁决这个做法是否合理仍有待商榷。他认为，报业评论委员会无能力判给损害赔偿肯定是一个弱点。
台湾

3.21
在1988年国民党政府撤销所有对新闻自由的主要箝制之前，台湾的新闻界是受政府控制。当时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犹如政府人员。1963年，在台北市报业公会主催下成立了“台北市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该会是台湾第一个新闻自律组织。八年后，台北市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被“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取代，以处理涉及报章、电视广播、电台广播和通讯社的投诉。该新闻评议委员会有权主动作出调查，研究某新闻机构有否违反该委员会的道德规范。为确保其裁决不偏不倚，它的会章规定政府官员和现任新闻工作者不得出任为该委员会委员。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于1974年发展为一个范围遍及整个台湾的新闻评议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代表新闻工作者、新闻编辑人员、报界和广播界等界别权益的多个组织。该新闻评议委员会就台湾的报界、电视广播及无线电广播通过了三份道德规范。
 陈桂兰等人认为该评议委员会未能有效规管台湾新闻界的操守，原因如下：

“一是评议会的权限不够完整有力，其裁决没有强制与制裁权，因而很难产生真正的效用。有的当事报纸甚至无视该会的裁决，或者在发表裁决书时玩弄花招以减弱其道义上的威力。……二是新闻评议会的历届委员，虽非现职新闻从业人员，但大多与新闻界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另外该会的经费完全由新闻界捐助，因此在裁决案件时往往力求委婉，协调多于制裁，其制衡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三是评议会的经费过少，专职人员严重不足，因而无法进行长期而深入的调查、分析、比较与研究。”
3.22
自1988年起，台湾的新闻界发展蓬勃，它们享有高度的自由，这是台湾实施戒严令时所不曾享有的。虽然该新闻评议委员会不像以往般具代表性，但是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在1995年公布的《新闻伦理公约草案》确认，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否则新闻工作者应尊重新闻当事人的隐私权。
英国

报刊投诉委员会
3.23
“报业议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Press)((英国于1947年委任首个研究报业的皇家委员会。当时公众和国会都关注到报章质素下降的问题，并且对报界出现垄断的趋势感到忧虑。根据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报界作为一个社会界别，并没有充分的自我检讨。基于没有一个团体监察整个报业的健康发展，故此该行业难以达到一个持平和负责任的标准。该皇家委员会因此建议报界成立一个报业议会，成员最少有25人，分别代表报刊东主、编辑、和其他新闻工作者。至于业外人士则应占全体成员的20%，包括主席在内。该皇家委员会认为应由业内人士自行对报业的操守下判语，并预期该议会的裁决，会像医学会和律师公会的裁决般有效力。由于国会威胁会通过一条成立法定报业评议会的私人法令草案，报界遂于1953年成立报业议会，但其所有成员均来自报界，而主席则是当时《泰晤士报》的东主。在25名成员中，有15名是编辑人员（包括7名新闻工作者）和10名管理代表。报业议会没有任何执行其判决的权力。
3.24
“报业评议会”(Press Council)((第二个研究报业的皇家委员会成立于1961年，其职能是探讨影响英国的报章和期刊的制作和销售的经济和财政因素。皇家委员会在批评报业议会的组成欠善后，给予报界另一次机会，让它们可以成立一个由业外人士组成的具权威的报业评议会。假如它们未能把握这个机会，便应成立一个法定组织。因此，报业议会于1963年被报业评议会取代。新成立的报业评议会的主席是业外人士，成员当中有20名是由报界提名，另有5名是业外人士。第一任主席是Devlin勋爵。他退休前是上议院的法官。凡对报界的作为感到不满的人士，均可向报业评议会投诉。报业评议会在1976年公布《关于私隐原则的声明》。
 该评议会的宗旨包括下列各点：

 (co) 维护新闻自由；
 (cp) 按照最高的专业和商业水准来维持报界的风格；
 (cq) 研究关于报界操守的投诉；
 (cr) 以任何看来可行和适当的方法处理这些投诉；以及
 (cs) 对关乎公众利益和对公众来说是重要的资料的提供所可能受到的限制，不时加以检讨。
3.25
《杨格报告书》(The Younger Report)((研究私隐问题的杨格委员会在1972年研究过报业评议会在私隐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该委员会指出它不认为“报业评议会可以期望公众信任它有能力理解公众的反应，除非该评议会当中最少有一半的成员是有资格代表普罗大众说话，则另作别论。”
 因此，皇家委员会建议评议会应修订会章，使其中一半成员是来自公众，而评议会应为每一个公众成员的空缺提供多名候选人，以便从中选任适当人选。该委员会进一步建议，评议会应成立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人选应该能令人信任他们是完全独立于报界之外，具有丰富的社区服务经验，并获公众敬重。虽然报业评议会后来将其业外成员的人数由5名增加至10名，但却同时把成员的总人数由21名增加至31名，使业外人士仍然属于少数。虽然评议会对侵犯私隐的一般裁决已有汇编，但该会仍然反对发表一份正式的作业守则。
3.26
虽然报业评议会的其中一个宗旨是“按照最高的专业和商业水准”来维持报业的特性，但第三个皇家委员会批评报业评议会着重维护新闻自由多于维持最高的操守标准。报业评议会的成员大多为业内人士，他们并不介怀业界不能达到严格的标准。虽然它的裁决已辑录成为案例，但是这些裁决是根据什么原则达致却并不清晰。此外，公众缺乏一套用以评定报业表现的标准。因此，第三个皇家委员会建议报业评议会应：
 (ct) 取得各报章承诺他们会在报章头版刊登获评议会判处成立的投诉；
 (cu) 主动作出更多投诉，特别是透过监察和公布屡次违反守则的报章的犯错记录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cv) 支持有实效的答辩权；
 (cw) 为新闻工作者制定行为守则；以及
 (cx) 为其所作的决定提供详尽的理由。
3.27
由于有人批评报业评议会在顾及公众反应的能力方面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报业评议会遂更改其成员的组成比例，使业外人士与业内人士成员各占半数，而主席一职也由业外人士担任。该报业评议会的业外成员由一个“委任委员会”(Appointments Commission)任命，而“委任委员会”的成员是由报业评议会选任。报业评议会不能要求犯错的报章刊登道歉启事或支付赔偿。如它裁定某项投诉成立，投诉人可得到的唯一补救是犯错的报社会在其报章上刊登报业评议会的裁决，但这有赖该报章合作。报业评议会不会坚持要求犯错的报章在该报的头版刊登裁决，也没有制定一套行为守则。后来，无视《关于私隐原则的声明》的情况愈来愈严重，而犯错的报章拒绝以显著的篇幅刊登报业评议会的裁决也时有发生。
3.28
《加尔吉报告书》(The Calcutt Report) ((在1988/89年度的国会会期内，共有两条关于私隐保障和答辩权的私人法令草案提交国会。两条草案均已在下议院完成委员会审议阶段，但当政府成立加尔吉委员会以研究需要订定甚么措施来进一步保障个人私隐免受报界的活动侵扰时，立法工作便停顿下来。由加尔吉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私隐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
 指出，人们不认为报业评议会是独立的组织，部分原因是其经费依赖报章和杂志出版人的捐助。报告书认为，报业评议会既要捍卫新闻自由，又要在纠纷中扮演公正的裁判，这两个角色互有冲突。
 捍卫新闻自由的责任和处理对报界的投诉的责任，两者并没有足够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以致有必要由同一个组织负起这两项责任。报告书因此建议报业评议会应由一个“报刊投诉委员会”取代，专责就有关报界不当行为的投诉作出裁决。由于报刊投诉委员会必须令人信服是权威、独立和公正的，所以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均应由一个独立于报业的“委任委员会”任命。该报告书又建议，报刊投诉委员会应由一名独立人士担任主席，成员则不应超过12人。为取得报界的支持和信任，大部分负责裁决的人应有报业经验。
3.29
《加尔吉报告书》建议“报刊投诉委员会”应具备下列特点：
 (cy) 该委员会必须对整个报界有管辖权，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以及必须提供一个途径让市民可寻求阻止报界报道侵犯他人私隐的材料。
 (cz) 该委员会应公布、监察和实施一套全面的作业守则，为报界和公众提供指引。
 (da) 在某些情况下，该委员会的裁决应包括一项关于向投诉人致歉的建议。
 (db) 如投诉是关于某份报章拒绝让投诉人有机会就对他的攻击作出答辩或拒绝让他更正错误的报道，该委员会应可就有关答辩或更正的性质和形式作出建议，包括在合适的情况下，建议应在报章哪一处刊登有关答辩或更正。
 (dc) 该委员会应有明确的调解及裁决程序，务求尽量避免延误处理投诉。
 (dd) 该委员会应有特定的职责和处事程序，可在其认为有需要时主动作出调查。
3.30
《加尔吉报告书》清楚表示，如报界不成立和不支持报刊投诉委员会，或该自律机制明显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便应设立一个法定的审裁机构取代报刊投诉委员会，而该审裁机构应有法定权力和有执行一套法定作业守则的责任。
3.31
“报刊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加尔吉报告书》发表后，英国报业在1991年成立报刊投诉委员会，其首任主席是麦家觉勋爵(Lord McGregor)，他亦是第三个研究报业的皇家委员会的主席。人们期望由独立人士担任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主席，会确保委员会可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报刊投诉委员会的成员有九名来自报界，另外六名则是业外人士，但所有成员均由报界委任。报刊投诉委员不会特别着眼于新闻自由。它的工作目标是执行一套作业守则，就关于报章违反该守则的投诉作出裁决。罗拔逊和尼高根据以下观察所得，认为当年的报刊投诉委员会并不能达到加尔吉委员会的期望：

 (de) 报刊投诉委员会有裁决权而没有制裁权。虽然各项裁决均刊登于该委员会的公报之内，但委员会无权规定受谴责的编辑必须刊登有关谴责。该委员会也不关注其裁决是否刊登在报章显眼的位置。因此，该委员会无法杜绝违反守则的情况。

 (df) 报刊投诉委员会对于那些自行其是的报章感到束手无策。这些报章漠视裁定它们犯错的判决，继续作出煽情的报道。在缺乏有效制裁的情况下，必然有报章不尊重该委员会的裁决。
 (dg) 报刊投诉委员会所执行的作业守则是由报界制定和监察，不是由委员会自行制定和监察的。
 (dh) 报刊投诉委员会不愿意承担监察报界有否遵守该守则的责任。除非和直至有公众人士对犯错报章作出投诉，否则该委员会不会采取行动。
 (di) 报刊投诉委员会不一定安排机会让投诉人表达他的意见。假如委员会裁定投诉人的投诉不成立，投诉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作出的投诉得不到公平的审理。
 (dj) 报刊投诉委员会的成员并非由一个与报界无关的独立团体委任，而是由报界成立的一个团体委任。由于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报界，投诉委员会被视为被报界利益主导。
 (dk) 没有上诉程序可供投诉失败的人提出上诉。
3.32
《加尔吉检讨报告书》(The Calcutt Review)((英国政府于1992年邀请御用大律师大卫．加尔吉爵士就报业自律的成效进行评估。《加尔吉检讨报告书》总结时指出，在报刊投诉委员会监察下的报业自律成效不彰。
 该投诉委员会得不到报界和公众的信任，也不能不偏不倚地平衡报界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它本应是个独立组织，但事实上却非如此。该投诉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由报界成立、由报界提供经费、由报界主导、执行一套由报界设计和过分偏袒报界的作业守则的组织。”
 《加尔吉检讨报告书》指出，必须进行下列改革，以纠正有关情况：
 (dl) 由政府和报界协议邀请一名地位崇高的独立人士来任命一个“委任委员会”。
 (dm) 由该名独立人士任命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
 (dn) 由该独立的“委任委员会”任命“报刊投诉委员会”。
 (do) “报刊投诉委员会”须表明它的职能不包括积极促进新闻自由。
 (dp) 作业守则须由“报刊投诉委员会”自行制定。
3.33
法定的“报刊投诉审裁处”(Statutory press complaints tribunal)((《加尔吉检讨报告书》建议应按照《加尔吉报告书》所述的模式，成立一个法定的报刊投诉审裁处。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也应该可以提出申诉，处事程序亦应尽量简捷。它应有下列职能和权力：

· 制定和不时检讨作业守则；
· 限制发布违反该守则的材料，除非出版人可证明他有充分理由作为辩护；
· 接受关于涉嫌违反守则的行为的投诉（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诉）；

· 就这些投诉展开研讯；
· 在没有接获投诉的情况下，主动进行调查；

· 要求有关方面就研讯作出回应；
· 尝试调解；
· 进行聆讯；
· 就涉嫌违反守则的行为作出裁决；
· 提供指引；
· 发出警告；
· 要求刊登道歉、更正和答辩的启事；
· 强制执行关于刊登其裁决的决定；
· 判予赔偿；
· 判处罚款；
· 判予参与研讯所需的费用；
· 检讨审裁处的运作程序；及
· 发表报告书。
3.34
《加尔吉检讨报告书》更建议，审裁处的主席应由法官或资深的律师担任。他应与两名裁判员一起聆讯。该两名裁判员可从一个由有关部长委任的委员团选任。每次审裁聆讯宜最少有一位曾在报界任高职的裁判员列席。
3.35
英国政府在一份名为《私隐权及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的白皮书中否决设立一个法定的报刊投诉审裁处或法定的报刊申诉专员职位的建议，理由是施行法律管制可能为规管报章杂志的内容打开方便之门，因而可能使英国政府被指进行新闻审查。英国政府亦认为，就这个行业而言，将关乎何时可提供法定补救的决定权下放至例如审裁处的规管机构并不适当。
 艾力．巴宁特(Eric Barendt)评论谓保守党政府不愿施行法律管制，原因是报界的支持对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的机会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保守党政府不欲引起报界的不满。

3.36
现时的“报刊投诉委员会” ((目前的报刊投诉委员会有九名公众成员（包括主席）和七名报界成员。他们全是由有五名成员的委任委员会委任。
 虽然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报界委任，但除了因其主席身分外，他不可以从事出版报章、期刊或杂志的业务，也不可与这些业务有关连或有利害关系。现任主席是韦克曼勋爵(Lord Wakeham)，他是前任能源部部长，现任掌玺大臣和上议院院长。
3.37
委任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为业外人士。这项安排是确保公众成员的委任是由一个并非由业内人士主导的组织作出。委任委员会的主席是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主席。其他成员是“报刊操守财务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三名由报刊投诉委员会主席提名的独立人士。他们分别是御用大律师麦希尔勋爵(Lord Mayhew)（前任首席政府律师和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杰弗里．贺兰爵士(Sir Geoffrey Holland)（埃克塞特大学校长）和大卫．克莱曼蒂(David Clementi)（英格兰银行副董事长）。
3.38
任何公众成员都不能从事出版报章、期刊或杂志的业务。除了因为其成员身分之外，也不可与这些业务有关连或有利害关系。其中一位公众成员同获委为私隐专员，并获授权调查与私隐有关的紧急投诉，然后将之交给委员会裁决。公众成员包括一名牙科医生、一名律师、一名前任内务部终身大臣、一名社会行政学教授、“精神健康法令委员会”主席、“爱丁堡节汇粹”主席、上议院众委员会的首席副主席，以及一名主教。报界成员必须具有在报界担任高级编辑人员的经验，使委员会的工作因他们的编辑经验和专业知识而受惠。
3.39
有证据显示，报章和杂志出版业致力在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监察下自律。报刊投诉委员会成立后的首八年，每份由委员会批评报章的裁决都获得犯错报章一字不漏地在其报章以显眼篇幅刊登。虽然作业守则是由一个编辑委员会编订，但守则是获报刊投诉委员会认可的。报刊投诉委员会报告，英国大多数编辑的雇佣合约和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的雇佣合约均已加入须遵守业内的作业守则
 的条文。此举为自律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制裁机制，是其他建筑于报业评议会的自发机制所欠缺的。此外，报刊投诉委员会的所有裁决均会在季刊中刊登，该季刊是发给所有编辑、国会议员和其他有兴趣的人士。报刊投诉委员会在培训见习新闻工作者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再者，由于很多报章杂志现时已将有关刊物上载互联网，报界在1997年同意该作业守则和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除了适用于印行本之外，还适用于已经同意遵守作业守则的出版人在网上发布的版本。因此，现时的报刊投诉委员会与御用大律师大卫．加尔吉爵士在1992年进行检讨时的报刊投诉委员会并不相同。
3.40
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经费是来自“报业标准财务委员会”(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这个财务委员会是一个负责向整个报章和杂志出版业收取费用的组织，报刊投诉委员会在1996和1997年的支出分别为132万英镑和117万英镑。这项安排可确保报刊投诉委员会有稳健而充足的经费，而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因为大多数成员均为业外人士而得到保证。再者，出版人在报章或杂志上捐出版面刊载关于报刊投诉委员会的资料的广告。业内人士自发提供经济支援，获公认为业界致力促进有效自律的表现。
广播标准委员会
3.41
虽然本章是阐述报业自律的情况，但是，我们打算在这里用一些篇幅说明《1996年广播法令》的资料。该法令改变了英国广播传媒的规管架构。
3.42
“广播标准委员会”(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是根据《1996年广播法令》成立，由以前根据《1990年广播法令》成立的“广播投诉委员会”与“广播标准议会”合并而成。
 广播标准委员会的成员全由政府委任，人数不超过15名。凡看来与广播节目的筹备或提供有关连或有利害关系的人，均没有资格获委任为成员。
 成员不得有任何可能会影响他们执行其成员职能的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
3.43
广播标准委员会有责任制定和不时检讨一套供广播机构遵从的守则，就包括下列事项的事宜提供指引：(a)在那些由英国广播公司所播放的节目中或在获发牌的广播机构所提供的节目中所出现的不当私隐侵害；和(b)与搜集包括在这些节目内的资料有关的不当私隐侵害。
 所有英国的广播机构均须依循这套守则的一般精神办事。
3.44
广播标准委员会必须对关于节目内出现的不当私隐侵害的投诉，或与搜集包括在节目内的资料有关的不当私隐侵害的投诉，进行审议和裁决。
 虽然投诉人不可就委员会的裁决提出上诉，但裁决可被司法覆核。在R v Broadcasting Complaints Commission, ex parte BBC一案，法院裁定，不论有关材料其后是否包括在播放的节目内，广播投诉委员会有权聆讯侵害私隐的投诉。
 
3.45
只有受不当私隐侵害影响的人才有权投诉。如该人已去世，则可由其遗产代理人、亲属或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作出投诉。
 若投诉裁定成立，广播标准委员会可发出指示，要求广播机构“按该指示所规定的方式和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布该投诉的摘要及广播标准委员会的裁决。有关的广播机构可能须在报章和电台发布委员会的裁决，并有责任遵守委员会的指示，报告它在裁决发布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广播标准委员会会发表定期报告，就每项投诉载述投诉的摘要，并在适合的情况下，载述委员会的裁决摘要，委员会发出的指示，以及广播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摘要。

3.46
我们留意到报刊投诉委员会和广播标准委员会的运作看来令人满意。我们未察悉有任何意见指英国的报章和广播机构受政府或有关的规管组织所控制，亦未察悉新闻自由因此而有所减损。
美国
3.47
美国所有的主要新闻从业员组织均已订出道德规范。这些组织包括美国新闻编辑人员协会、美联社编辑人协会、电台电视新闻主管协会、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新闻摄影记者协会。除这些专业规范外，很多传媒机构都有一套关于雇员操守的指引。
3.48
美国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地区性的新闻评议会成立。这些地区性的发展促成了美国全国新闻评议会在1973年成立。这个组织的成员均由业内人士自行任命，财政方面则是由二十世纪基金和麦高基金拨款支持。美国全国新闻评议会接受和调查传媒所不受理的投诉。该评议会由18位有声望的公民组成，当中只有8位成员来自新闻界。在聆讯过程中，传媒和投诉人均可由律师代表。评议会的裁决包括属大多数的意见和持异议的意见。该评议会在成立十年后解散，原因是缺乏经费和多间主要新闻机构拒绝合作。不过，某些州，例如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夏威夷，都设有地区性的新闻评议会。
3.49
明尼苏达州新闻评议会在七十年代初成立。它接受和裁决投诉，并进行公开聆讯。这评议会有24名成员，一半来自公众，一半来自传媒。曾有四名该州的最高法院法官（全部是在任法官）先后担任主席。评议会的一位创办成员卜．邵维(Bob Shaw)认为由法官担任主席是很好的安排，因为他们不但具权威，又懂得如何主持聆讯，而且作出的裁决能够令人信服。

第4章
香港传媒业的自律情况
引言

4.1
我们会在本章探讨新闻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没有外界介入的情况下有效地制约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
4.2
新闻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根据1997年的《香港年报》，这些媒体包括50份日报、693份期刊、两间商营电视广播机构、一间收费电视广播机构、一间区域性的卫星电视广播机构、两间商营电台、及一间政府的电台暨电视广播机构。

4.3
虽然在香港出售的报章数目实际上比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成立的注册处所记录的数目为少，但香港的印刷媒体仍然充满活力和竞争激烈。目前可供读者选择的共有两份英文日报和超过十份中文日报。
4.4
广播媒体受广播事务管理局（下称“广管局”）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规管。广管局在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在第6章讨论。
专业团体
4.5
香港新闻业不同组别的利益，是由下列团体代表：
· 香港报业公会；
· 香港华文报业协会；

· 香港出版业协会；

·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
· 香港记者协会；
·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
·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
· 外国记者会
。
4.6
这些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组织，会员人数甚少。根据在1990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约5%的香港新闻工作者加入了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加入香港记者协会的则有13%。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成立了约两年。
4.7
现时没有适用于报刊业的道德规范。据我们所知，只有香港记者协会有一套关乎职业道德的《专业守则》作为会员的指引。该守则现载于附件1。与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作业守则》相比，该协会的守则对采访新闻方面所订下的道德标准十分简略。守则内没有任何条文提及采访病人、儿童、罪案受害人及无辜亲友的事宜。它只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正直手段”取得资料，以及不应介入他人的悲哀或不幸，除非有“公众利益凌驾一切的情况”。
 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作业守则》将“公众利益”界定为包括“(i)侦查或揭露罪行或严重的不端行为；(ii)保障公共卫生和安全；及(iii)避免公众被某人或某机构的一些声明或行动误导”，但香港记者协会则没有在其守则内就什么事情构成“公众利益”提供任何指引。我们因此认为该守则没有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提供足够的指引和保护。
4.8
香港记者协会设有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操守委员会，负责对违反《专业守则》的行为作出裁决。不过，该委员会的成员全为业内人士；所有成员均由该协会的执行委员担任。该委员会的调查和聆讯都是闭门进行的，其调查结果亦不会在报章刊登或报道。
 即使该委员会愿意在新闻自由与私隐权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但决定何者轻重的却仍是新闻界。操守委员会在考虑公众的投诉时，不一定会适当地顾及保障个人私隐所涉及的公众利益。事实是该协会代表的是新闻工作者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它既非不偏不倚，亦非独立。因此，就其扮演的规管角色而言，该协会得不到公众的信任。
4.9
此外，该协会对不是其会员的全港87%新闻工作者并没有约束力。这些新闻工作者可任意侵犯别人的私隐而不需作任何解释，只要他们这样做没有违法便可。新闻机构亦不受该协会约束，故此大可拒绝回应或拒绝提供资料给该协会作调查投诉之用。该协会的操守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由于缺少另一方面的解释，记协有时不容易就投诉个案达成结论。尽管当政府或大企业拒绝回应查询时传媒机构大肆批评，但本身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媒机构，却时常采取同样不予置评的态度。”

4.10
即使某新闻工作者或新闻机构被裁定有不道德的行为，应负上责任的机构没有义务公布对其不利的裁决。操守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对该协会处理投诉的机制有如下的评语：
“记协这个接受投诉并作出研判的机制可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目前香港仅有的渠道，接受公众就传媒道德提出的投诉个案。但是，倘若我们认为这个机制已有点成效，那就未免过于自夸了。事实上，我们的机制时常被指太过「被动」。简单的说，就是记协要等到有投诉才会作出行动。有些说法更指我们的研判结果「没有作用」，因为记协无权惩处那些违反专业操守的从业员或传媒机构。…… 在此，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强调，记协从来无意扮演「有牙的监护犬」。事实上，我们根本上就反对设立拥有实权的法定机构去惩处新闻工作者或传媒机构。”
（横线后加）
4.11
除了专业守则之外，该协会有时会就重要事宜发出指引。据该协会解释，这些指引被名为“建议”，是因为它想“〔避免〕造成记协要将其想法强加给会员的印象。”操守委员会的主席明确指出，记者协会将继续以非对抗方式处理操守问题，“更不是要把任何标准强加于新闻工作者”。
 该协会的意向似乎是这样的：即使在它认为有必要规管其会员行为的范畴之内，它也不想强迫其会员遵守它所订下的最低标准。
4.12
理论上，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如严重违反守则的条文，是可能导致他被逐出该协会的。不过，由于新闻工作者不一定要成为该会会员，这项制裁不会对被逐出协会的会员与其雇主的合约关系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在一次以记协会员为受访对象的传媒操守意见调查中，只有13%回应者支持以“终止操守有问题的会员的会籍”来加强传媒的道德操守。
 因此，香港记者协会在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方面扮演一个重要但毕竟有限的角色。英国的经验显示，由新闻界草拟、颁布和执行的守则，大多不会获得公众信任。
4.13
其他新闻专业团体在推广新闻操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很有限。香港出版业协会的其中一项宗旨是提高香港出版业的专业地位，但报章杂志的新闻采访活动及报道并不是它主要关注的事项。此外，只有少数本地报章是该协会的会员。
4.14
代表大多数中英文报章东主的香港报业公会每年主要有三项活动：召开会议讨论报章的售价、举行周年晚会以及举办全年最佳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比赛。
 维护新闻道德并不是该会的主要关注事项。即使该会着意维持新闻工作者的高水准表现，但由于三份主流报章（即《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和《太阳报》）均非该会会员，所以该会就新闻道德所作出的任何努力的效用都是很有限。

4.15
至于其他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方面，新成立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告诉我们，该会没有为其成员制定任何道德准则。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最关注的是维护新闻自由。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章程有两段条文是在“专业守则”的标题之下，但这些条文较为关注维护新闻自由，而非维持其会员的道德水平。
 这些条文未能为摄影记者提供指引，指示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解决新闻自由与个人私隐之间的矛盾。
4.16
在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于1999年4月26日举行的会议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代表陈述该会可以发信或发表公开声明批评某报章在违反专业操守的情况下刊登冒犯他人及令人反感的照片。可是，如该会发信或发表声明，被批评的报章是有可能向该会的干事采取法律行动。该代表说由于该会的会员不多，实在没有足够资源应付实力雄厚的报章的法律行动，因此在推广传媒道德操守方面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记协的主席亦同意一名新闻工作者对某报章作尖锐批评可能招致该报章对该新闻工作者采取法律行动。该名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代表以及记协主席的说话显示，即使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愿意在制止侵犯私隐的采访和报道手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它们也不会指称某报章须为这些手法负责，惟恐该报章会对有关组织的成员采取法律行动作为报复；只有在情节极为严重的情况，才会点名批评。
4.17
1998年10月，电视台和报章报道一名男子在妻子自杀后所作出的怪异行为。此事引起舆论哗然，并令公众对传媒的道德操守提出质疑。这名鳏夫的妻子涉嫌从一幢高楼的露台将两名儿子推下后跳楼自尽。在接受电视台娱乐节目摄制组的访问中，他表示对妻子惨死一事没有悔意，其后《苹果日报》更连续多日在头版报道他往深圳寻欢的消息，并刊登了他在床上搂抱两名女子的照片。结果广播事务管理局、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香港记者协会和多间有关的传媒机构均收到大量投诉。
4.18
这宗事件本身没有涉及在生人士的私隐被侵犯的情况，因为这名鳏夫承认他是同意接受传媒采访，并声称是自愿披露私生活资料以换取金钱的。社会人士所责难的，是传媒的整体道德水平，例如以金钱换取新闻的采访手法和品味庸俗等问题。一个宗教团体甚至呼吁公众罢买《苹果日报》，但从报贩处得知，这项呼吁对该报的销量毫无影响。《苹果日报》其后刊登道歉启事，承认他们报道这事件的手法并不恰当。个别的罢买报章行动所起的影响微不足道，因为报章的内容包罗万有，而可能冒犯读者的内容篇幅只占报章的一部分。

4.19
正当公众议论纷纷的时候，香港记者协会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传媒的道德操守。结果一如所料，除了告诫新闻界防范政府以传媒的操守为借口而企图作出干预之外，最终仍不能就如何提高传媒的道德水平和确保传媒恪守高尚的道德标准一事提出任何方案。然而，由于愈来愈多人对传媒的专业和道德操守表示不满，记协遂于1998年11月宣布它“〔准备〕成立一个‘传媒操守论坛’，……监察传媒操守，并会进行游说、教育及接受公众投诉”。

4.20
后来，亚洲电视有限公司和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分别被广播事务管理局罚款十万元及五万元，以惩罚它们藉报道该名鳏夫在深圳的活动而将该事件“妄加利用”。广管局指亚洲电视有限公司“引导〔该名鳏夫〕详谈其私生活、性需要，同时表示对妻子与两名儿子去世满不在乎”。广管局裁定有关报道“严重违反”了《商营电视业务守则之节目标准》中关于人伦关系的条文。
 虽然上述电视广播公司均因为它们的不当行为而被批评和罚款，但《苹果日报》并无受到任何监管机构的谴责或惩罚，因为香港根本没有任何监管报章杂志操守的机构，也没有任何适用于整个新闻行业的道德规范。

4.21
在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于1999年4月举行的会议上，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表示该会正在草拟一份香港新闻工作者专业操守守则。该会说他们会谘询各新闻机构的新闻行政人员，然后会修订这份守则的初稿。经修订的初稿会向外界发表，寻求业内人士、学术界以及公众人士的意见，然后再对该份守则作出修订。该会的代表在会议上承认，要新闻界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他指出由于市场因素比其他一切因素更重要，所以业界可能不愿意遵守这份“君子协定”中的规定。他表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该会可能考虑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来处理投诉。
新闻评议会
4.22
世界新闻评议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宣称独立的报业评议会能够维持并增强新闻界的自由和责任感。该联会的会章指出报业评议会提供“一个民主、有效率和费用并不昂贵的论坛以听取由新闻界作出的投诉和针对新闻界作出的投诉，并可维持及有助加强新闻界的自由、责任感和问责性。”
 由于香港报业公会和香港华文报业协会并不代表香港的所有报章，而这两个会在维护新闻道德操守方面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或者可以成立一个审议和执行一套适用于整个新闻界的关于私隐的作业守则的新闻评议会，以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
4.23
新闻评议会的其中一个主要功能是防止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新闻评议会提供一个机制，使新闻界可以严谨从事和尽忠职守而又毋损新闻自由。由新闻评议会调查和公开谴责差劣的新闻工作，有助提高新闻界的专业水平。市民如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对传媒机构采取法律行动，亦可透过向该评议会投诉而迫使有关的传媒机构作出交代。出版人和广播机构也可从而省回法律费用和堂费。假如新闻机构受一个独立的团体监察，公众便可能对新闻界有多一分尊重，公众人士也会更愿意协助新闻工作者采访新闻。此外，新闻界亦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毕业生投身这行业。

4.24
不过，这样自发成立的新闻评议会未必是评审和调查针对传媒的投诉的最有效途径。它可能缺乏足够经费设立投诉机制。要是新闻评议会内有公众的代表，有些传媒机构或者会不愿意参加和给予支持。此外，一个自发组织不会有权强迫任何机构协助调查，也不能强迫有关机构遵行其裁决和以适当显著的篇幅报道调查结果。
4.25
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的构思对香港来说并不新颖。事实上，香港记者协会在八十年代初期是支持这个构思的。在1985年，当时的香港报业公会主席罗宾．客逊(Robin Hutcheon)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落实这个构思。除了新闻工作者之外，他还邀请一些业外人士加入委员会。其后，他把主席一职交由当时是上诉法庭法官的李福善大法官担任。这安排招致新闻界不满，业内人士对于由一位毫无相关经验的人担任主席而其成员除了新闻工作者之外还有公众人士的委员会有很多疑虑。新闻界忖测政府在幕后策划此事。在新闻界的反对下，委员会只好自行解散。由一个新闻评议会维护新闻界的专业操守的构思自此搁置下来。
4.26
成立新闻评议会的尝试失败收场，正显示新闻界当中有部分成员不愿意把操守事宜交给一个有公众人士参与的组织负责。不过，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如果是由新闻界创立和主导的，并明言以新闻自由作为宗旨之一，是不能令人信赖它能平衡新闻界与个人私隐这两方面的利益。
4.27
虽然很多人会以为新闻工作者不希望有一个组织监察他们的工作表现，但有确实证据证明香港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为有急切需要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据香港中文大学三位学者在1990年进行的一项综合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交回问卷的522名新闻工作者中，有58%认为“急需”或“极之急需”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只有9%认为没有急切需要。
 虽然香港记者协会曾在八十年代末期表示不反对成立新闻评议会，但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记协对这个构思一直抱怀疑态度。无论如何，记协是反对成立一个有权力惩处新闻工作者和传媒机构的法定组织的：

“我们根本上就反对设立拥有实权的法定机构去惩处新闻工作者或传媒机构。设置这样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引入业外的干预，这只会危害这个必须维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的行业。”

“我们认为应采取非集中的模式，透过运用专业守则，以及就某些特定的与操守有关的问题((例如报道选举新闻((制订指引。”

4.28
自从关于该名鳏夫的新闻发生后，有不少人呼吁成立或至少研究是否需要成立新闻评议会。香港电台制作的“传媒春秋”亦一连四集讨论了成立新闻评议会的可行性。在1998年11月举行的立法会聆讯上，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表示，只要新闻评议会是由传媒业牵头成立而政府完全没有参与其中的，该会原则上不会反对成立新闻评议会。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在该次聆讯上亦表示，记协原则上并不反对成立新闻评议会的构思，但该会不能接受政府在这事情上采取主动或参与其中。
 虽然这些论调听来令人鼓舞，可惜业界至今仍未牵头采取任何行动成立新闻评议会。

4.29
一个新闻评议会如要成功运作，必须得到绝大多数新闻机构的支持和参与。如果一份大报不与该评议会合作或对该会的裁决不予报道或只是略为报道，便会破坏整个计划。已成立三十年的美国明尼苏达州新闻评议会的创会会员卜．邵维(Bob Shaw)说：

“假如你身处的地区的最大一份（或数份）日报的总编辑或出版人希望有一个评议会，…… 或假如你身处的州的报章协会的经理及其董事局的重要成员希望有一个评议会，该计划便能发挥作用。反过来说，假如是一位不属于报界的人想创办一个评议会，并且在筹办过程中没有谘询报界，我相信这个计划注定会失败。”
4.30
如果香港有机会成立一个自发组成的新闻评议会以提高新闻媒体的道德水平，我们固然欢迎，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成立新闻评议会的希望不大，因为《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及《太阳报》都不是香港报业公会的会员。无论如何，香港报业公会从来没有对成立新闻评议会一事表态，现时也没有迹象显示绝大部分新闻机构会全心全意支持成立新闻评议会。

由个别新闻机构自我约束
4.31
既然香港没有新闻评议会，单靠传媒自律最终只不过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凭良心去采访和报道新闻，或要求他们每当遇到难于处理的情况时，便参考香港记者协会所制定的《专业守则》作为指引。大部分报章在报道强奸、绑架案及其他严重刑事案件时都是很克制的。假如投诉是指报道内容失实，有关报章可能会刊登一则更正或道歉启事。至于不公平的报道，报章可能会以读者来函的方式把投诉公开。不过，正如香港记者协会操守委员会一名委员所说，“传媒处理读者来函版的机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时有些报纸仍没有固定的来函版，也有些知名的报刊拒登可能有争议性的信件。”

4.32
有报章报道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说，传媒自律和公众监察就侵犯私隐的报道而言会是更为有效的武器。
 其他人也曾说，报界在其工作表现方面主要是对读者负责，而非任何外间团体。维持业内的操守是新闻界本身的职责。如何在向出版人或广播机构履行的职责与保障个人私隐不受传媒侵犯的权益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应该由业界自行解决。我们认为这项任务即使有可能成功也绝非易事，除非新闻界有一套可接受、可强制执行而又对新闻工作者和传媒机构东主同样具约束力的作业守则，或所有东主均愿意把业界和公众都接受的作业守则的条文纳入雇佣合约之内，则作别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其中一种情况会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事实。
新闻申诉专员／读者代表
4.33
要加强新闻机构的问责性，其中一个方法是由新闻机构委任一名申诉专员。新闻申诉专员的工作是作为新闻机构与其受众之间的仲裁人和调停人，接受和调查由受众提出的关于新闻工作者操守的投诉。有些新闻申诉专员也处理关于新闻报道是否真确、公平、持平和关于品味的投诉。由报社设立的申诉专员的职责可包括下列各项：

 (dq) 接受、调查和回覆由读者提出的投诉；

 (dr) 督促筹备更正启事的工作；
 (ds) 监察新闻版和特写专栏；
 (dt) 以便笺评核记者和编辑的工作表现，供管理层参考；
 (du) 以内部通讯的形式反映读者意见；和
 (dv) 撰写评论文章在报章上刊登。
4.34
新闻申诉专员协助新闻媒体向公众解释采访新闻的过程，以及消除公众认为新闻媒体傲慢和漠视公众意见等成见，从而提升有关的新闻机构的公信力。在新闻机构内开设这个职位，也会促使记者和编辑在工作上更谨慎和更深思熟虑。国际性的新闻申诉专员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条陈报社或广播机构应设有申诉专员的原因：

 (dw) 可以改善新闻报道的质素；
 (dx) 报社或广播机构会变得更易于与公众沟通，并使它们更愿意向读者或听众交代；
 (dy) 报社或广播机构的新闻专业人员会更深入了解公众关注的事情；
 (dz) 把投诉集中由一位专职人员处理，可省却出版人和资深编辑，或广播机构负责人和新闻总监的时间；以及
 (ea) 有些可能会演变成费用高昂的法律诉讼的投诉，可能因为有专员介入而得到解决。
4.35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论坛报》的一位前编辑查理斯．比利(Charles Bailey)认为，与负有其他专业和行政职责的编辑相比，申诉专员更能体察民情，有助消除公众对报界的敌意，并使公众更了解报界的职能。申诉专员“有助报章持正行事，也有助说服公众相信它是公正的”。

4.36
由新闻申诉专员负责处理投诉和违反作业守则的行为的制度，获得英国的报章出版人协会(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支持。
 然而，这个计划受到加尔吉委员会的批评：
“不论这名读者代表的标准是如何高，也不论读者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去批评，他是不能或不可能被认同为完全独立于聘任他的报章。这点可能会削弱公众对他的信任，因而减弱他所能发挥的效用。他在阻止新闻工作者在没有充分理由下侵犯私隐的行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可能只限于在事后批评他们，但届时已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再者，他只能作出劝谕或告诫；报章应该刊登什么资料，作出最后决定的始终都是编辑。”

4.37
美国博德传媒学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的院长罗拔．海文(Robert Haiman)也有相同见解。他认为新闻工作者所需要的，是来自外界的更有系统和更独立的批评，而不是更多来自同业的批评。虽然报社会试图加强申诉专员的独立性，但他始终是报社的成员。
 香港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贝尔(Cliff Bale)认为，报社可能难以接受这种安排，因为这涉及财政开支。不过，他同意长远来说，这可能是证明传媒机构全面向公众负责的最有效方法。

4.38
据我们理解，《壹周刊》是香港首间亦是唯一一间曾委任新闻申诉专员的传媒机构。该杂志委任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副教授梁伟贤负责调查和评论针对该杂志的投诉。他的评论在壹集团的互联网网页上发表。
 他在邀请有关的新闻工作者就投诉作出回应之后，会回覆投诉人，并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当中有些是批评该杂志的意见。这项试验措施在1998年9月终止。杂志社的解释是“在过去一年以来，我们接获的投诉不足10宗。”

4.39
虽然上文提及要设立新闻申诉专员一职有不少固有的局限，但我们仍然支持新闻机构开设这个职位。不过，新闻申诉专员不能取代来自外界的监察，我们相信只有透过一个独立的组织才能促使新闻媒体向公众负责。

总结
4.40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课程策划顾问陈婉莹发现香港欠缺下列自由的新闻界所需具备的要素：

· 开明的传媒法律和监管制度；
· 业内人士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守则；
· 提供予新闻工作者的持续教育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 有效且不偏不倚的专业组织；
· 监察传媒的团体及刊物；
· 积极监察传媒的公民组织；及
· 政府和大型商业机构支持独立和非商营的新闻企业的决心。
4.41
在如此环境下，可以想像传媒自律难以产生有效的作用。新闻界如果没有任何自律组织对报章及新闻工作者的操守作出评价，自律很难有成效。与英国的报章出版人协会不同，香港报业公会与香港华文报业协会在维持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方面，不曾担当重要的角色。唯一愿意承担监察新闻道德操守的责任的专业团体是香港记者协会。然而，该会的会员只占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少数，即使它愿意在自律方面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也因缺乏足够的新闻工作者参与而难以成功。无论如何，该会的《专业守则》内容并不全面。公众既无参与该守则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参与裁决过程，而该会又毋须向公众交代其工作。该会在1998年10月向会员进行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两成回应者认为记协原来的专业守则应予“加强”。此外，有迹象显示该会不愿意强迫会员遵守他们所订定的道德标准。即使该会愿意采纳和实施最严格的标准，对不属该会会员的新闻工作者也全无影响力。尽管有约六成新闻工作者认为急需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但没有一个新闻机构或专业团体牵头把这个构思付诸实行。就1999年4月的情况而言，没有一个新闻机构设有新闻申诉专员处理公众的投诉。单靠市场的力量，不会对侵犯他人私隐的行为起阻吓作用。由于读者的利益与私隐被无理侵犯的个人权益是有冲突的，即使任何压力团体因某报章的操守达不到标准而呼吁罢买该报，也难以得到响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报章的销量因而减少，对于因为受传媒侵犯而感受精神痛苦的受害人而言也无补于事。我们的着眼点在于保障个人不受传媒侵扰及向这些受侵扰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受侵扰的受害人应该有权向冒犯他们的报章取得补救。
4.42
总括来说，报业并没有自律的机制。除非有更多报章加入香港报业公会，使香港所有的本地报章均成为它的会员，并愿意牵头订立一套自律方法，而该方法订有一些程序，使关于违反一套可接受、对整个行业具约束力的作业守则的投诉能够得到迅速和公正的处理，否则报业自律的成功机会很微。
4.43
在香港于1997年7月回归中国之前的过渡时期，新闻界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护1997年后的新闻自由，对如何提高新闻媒体的道德水平却不在意。这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根本没有责任可言”。
 《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保证了“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香港的宪法因此对新闻媒体提供特别的保护。政治及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于1998年6月发表的报告称，“香港的报业和广播业已经安然渡过主权回归中国的时刻，它们的处境远比一年前抱怀疑态度的人所预期的为佳。”
 我们认为目前正是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重点处理新闻道德的适当时机。
4.44
作为一门专业所具备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能够透过其成员进行内部检讨来维持负责任和专业的行为所应有的标准，但这些检讨只能透过一个有实力的专业团体进行，而这个团体须有权施行这些标准和迫使该行业内所有成员按照标准行事。大卫．费特文(David Feldman)说：
“专业与其他行业的其中一项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制订一些准则和程序作为取录成员之用，亦制订了执行纪律的程序和措施（包括撤销执业资格）。这些程序和措施旨在坚持其道德标准和责任感，并将之施加于成员身上，以保护那些与该专业有事务往来的人。除非新闻界采用这样的一个专业制度，否则他们声称不受符合公众利益的规管的见解，始终不能令人信服。”

4.45
有人认为来自其他报章的批评可以有效确保新闻业遵守新闻传媒的道德标准。这种说法看来与现实脱节。以《明报》为例，它的编辑部不时接获读者来信投诉其他报章的操守。但它的一贯立场是《明报》不会处理这些投诉。它的其中一名编辑更声明《明报》不是冤情大使，而且无意与其他报章为敌。
 他说：

“其实……读者〔向《明报》投诉其他报章〕，反映他们对传媒的表现确实有所不满，但又有冤无路诉，政府为了敏感的新闻自由，投鼠忌器，连报纸刊登召妓指南也不敢管，让它继续毒害青少年。立法会议员为了争取曝光率又不敢得罪传媒，将为民喉舌的责任推卸给不争气的传媒。”

4.46
我们会在下一章研究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设立的现有架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

第5章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作出规管
5.1
本章会探讨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所设立的现有架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处理传媒侵犯私隐的问题。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5.2
关于个人的新闻报道、记录个人外貌的照片、或记录个人活动的录影带，凡可从中辨认所涉个人的身分的，均构成《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下的个人资料。因此，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可能会违反载列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附表中的其中一项保障资料原则。任何人的资料如被新闻机构在违反保障资料原则的情况下收集或发表，该人便可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如裁定投诉成立，可发出执行通知，指示该新闻机构“采取该通知所指明的步骤，以纠正导致送达通知的违反或事宜（视属何情况而定）”。
 在严重或影响深远的个案里，如果由违法的新闻机构在其刊物中刊登道歉声明或更正启事是适当的补救措施，看来私隐专员可以要求该机构这样做。任何资料使用者违反执行通知，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被罚款及监禁两年。如资料当事人因上述违反而蒙受损害，可依据该条例第66条提起法律程序申索补偿。
5.3
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1)款规定，除非(a)有关的个人资料是为了与将会使用该等资料的资料使用者的职能或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合法目的而收集；(b)该次资料收集对该目的而言是必需的或直接与该目的有关；及(c)就该目的而言，有关的资料属足够但不超乎适度，否则不得收集该等个人资料。新闻机构及新闻工作者不获豁免遵守保障资料第1原则。然而，某次资料收集就新闻工作的目的而言是否“必需”或“直接与该目的有关”，以及某新闻工作者所收集的资料，就该目的而言是否“超乎适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5.4
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2)款规定，个人资料须以合法和在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下属公平的方法收集。这意味着传媒不得以不公平的方法收集个人资料，即使这样做并非不合法。若资料收集者在持有或使用有关资料的目的方面欺骗或误导资料当事人，而事件中又不涉公众利益，该次收集便很可能会被视为不公平地收集个人资料。
5.5
私隐专员指出，以当事人不察觉的方法收集个人资料（例如在公众地方以配上远摄镜头的摄影机或以隐蔽的摄影机拍摄），一般而言是不视为公平的收集方法。其他由私隐专员所列举的不公平收集方法包括未经当事人同意在私人地方外围拍摄身处私人地方的当事人的照片，以及在公众地方拍摄已清楚表明不欲拍照的当事人的照片。然而，若果收集有关个人资料是符合一项凌驾一切的公众利益，则这些方法也许会被视为公平。

5.6
除了保障资料第1原则的规定外，保障资料第3原则亦规定如无有关资料当事人的“订明同意”，个人资料不得用于“在收集该等资料时会将其使用于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因此，新闻机构有责任确保新闻工作者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只会用于新闻工作的目的，除非资料当事人同意将该等资料作其他用途。
5.7
该条例的保障资料原则只是原则性的概括陈述，为资料当事人和资料使用者提供一般指引。这些原则在收集旨在将之发表或广播的资料方面未能为新闻媒体提供足够的指引。应注意的是本文件所举的例子绝大部分都是在该条例生效之后发生的，可见资料保障原则所订出的一般条文仍然未能为那些受新闻媒体侵扰的人提供有效的保护。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订定的实务守则
5.8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可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发出实务守则，为如何遵守保障资料原则提供实用的指引。私隐专员因此有权发出实务指引，以规范为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行为。一套适用于所有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的实务守则，不单使保障资料原则在如何应用于新闻界这方面有实质的内容，还会为新闻界和公众人士提供实用的指引和保障。该守则在解释何种收集资料方法会根据保障资料第1原则被视为不公平方面尤其有用。该守则亦可澄清就新闻工作的目的而言，个人资料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视为超乎适度。新闻工作者或新闻机构被指违反了某项保障资料原则，是可以在根据该条例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援引该守则作为证据。

5.9
藉发出实务守则来加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提供的保障，是解决传媒侵犯私隐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法。在这个方案之下，实务守则将会由一个独立于新闻界和政府的组织核准，然后由私隐专员执行，并且有该条例所赋予的法定权力和制裁措施作为后盾。私隐专员公署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机制以裁决针对传媒的投诉。由于私隐专员现已在处理私隐问题方面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所以由他发出实务守则将会使对传媒有怨言的公众更加了解他们在该条例下所享有的权利。另一个好处是该守则除了适用于报社和持牌广播机构之外，还适用于个人。凡任何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个人资料，或收集个人资料以期在新闻媒介中（包括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些资料，则不论该人是否一间新闻机构或一名新闻工作者，均会受该守则约束。

5.10
据报私隐专员曾透露他很少收到知名人士或公众人物投诉他们的私隐受传媒侵犯。
 他说从来没有公众人物要求公署就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制订指引。我们认为公众人物就传媒侵犯私隐作出投诉的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一般市民的私隐被传媒侵犯的程度。受传媒侵扰的人除了公众人物之外，还有普通市民。这些市民既非富有亦无权势，又没有任何利益团体照顾他们的权益，尤其容易被传媒干扰他们的私生活。从本谘询文件提及的事例可见，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在香港并非罕见，而且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普通市民。投诉不多的原因，可能是市民以为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不受法律管制，以及有些侵犯私隐行为不为受害者察觉。
5.11
我们认为私隐专员应邀请新闻界制订一套实务守则供他核准。如果新闻界不合作或在草拟守则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私隐专员便应介入，承担拟备守则的责任。

建议1
我们建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发出一套关于为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的实务守则，给出版人、广播机构、新闻工作者、互联网使用者和其他公众人士提供实用的指引。

为了进一步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而制定其他措施的需要
5.12
假设私隐专员按照我们在上文提出的建议发出一套实务守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单凭这项措施可否为那些私隐被传媒侵犯的受害人提供足够和有效的保障？我们初步认为即使私隐专员同意为新闻界发出一套实务守则，其作用看来亦相当有限。
保障资料第1原则
5.13
根据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1)款的规定，新闻机构必须是为了直接与该机构的职能或活动有关的合法目的才可以收集个人资料，而新闻机构的收集行动对该目的而言“是必需的或直接与该目的有关的”。此外，就该目的而言，有关资料不得超乎适度。《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61(3)条将“新闻活动”界定为任何新闻工作活动。这包括为向公众发布的目的而进行的新闻搜集，以及向公众发布新闻的活动。由于任何新闻机构可随时辩称它的新闻工作者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有讨论价值或报道价值，并指出收集有关资料的目的是向公众发布这些资料，所以新闻工作者所收集的资料一般而言都是为了与某一项新闻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合法目的而收集。对于什么资料具有新闻价值这一点，私隐专员相当不可能会以自己的看法取代新闻机构的判断。基于同样道理，新闻机构大可辩称某次为了一宗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收集个人资料，是达致某项新闻工作目的所必需的或与该目的有直接关系的。
5.14
此外，要资料当事人指证某新闻机构所收集的资料就某项新闻工作目的而言是超乎适度的，实非易事。新闻工作者只有兴趣收集具“新闻价值”的资料，或有助他们收集值得报道的消息的资料。这些资料与新闻目的有直接关系，且就该等目的而言并不超乎适度。再者，私隐专员无权视察传媒机构的个人资料系统。他只能靠阅览新闻机构所报道的个人资料来评定后者有否遵守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1)款的条文。他因此无从真正评定某传媒机构所收集的任何资料，就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1)款而言是否超乎适度。人们大可总结，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1)款对新闻界是无关痛痒的。

5.15
虽然保障资料第1原则第(2)款规定收集资料的方法必须公平，但一套详述什么收集方法才是公平的方法的实务守则有多大效用，实属疑问。关于个人资料须以在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下属公平的方法收集的规定，是一项宽松的规定。新闻界会毫不犹疑地指出资料发布与新闻采访活动须分开处理。他们会辩说，虽然将有关的个人资料（包括照片）发布若构成不当的私隐侵犯，他们便不应发布这些资料，但是新闻工作者接触牵涉入一宗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人或拍摄该人的照片，一般来说是公平的，即使该人是不幸事件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和身体或精神状况不佳也是如此。若然资料当事人是公众有正当理由关注的对象，亦是身处公众可以前往或看见的地方，则私隐专员实难反驳上述论点。就采访新闻的活动而言，如果有关的资料当事人因他自己的言行或为环境所迫成为公众关注的事情的一部分，他同意与否并不是决定有关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否公平的唯一因素。

5.16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关乎新闻界在有违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公开其私隐的个案所涉及的个人资料，都是以合法和在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下属公平的方法收集。因此，即使私隐专员能够就公平的收集手法为新闻界提供详尽的指引，这些指引也不会对业界有很大的效用。规管新闻界的不公平收集方法，是不足以解决新闻界在有违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公开其私隐所引起的问题。

5.17
此外，由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将“个人资料”界定为与一名在生的个人有关的资料，所以该套实务守则不会涵盖将一名已逝世的人的私隐公开披露的行径。假如有人在违反保障资料原则的情况下收集和使用一名已去世的人的个人资料，死者尚在生的亲友是不能够引用该条例作出投诉的。

保障资料第3原则

5.18
保障资料第3原则规定如无有关的资料当事人的“订明同意”，个人资料不得用于“在收集该等资料时会将其使用于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这项原则对于那些个人资料因某宗罪案、意外或不幸事件而向外披露的人所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私隐专员指出若当事人不反对记者拍摄其照片，即被视作默许把这些照片发布。
 事实上，当事人是否同意有关发布是无关宏旨的。新闻工作者是为了新闻工作的目的而收集受害人及公众人物的个人资料。新闻工作者总可以辩称在报章上刊载这些资料与在收集该等资料时会将其使用于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并无抵触保障资料第3原则。
5.19
宣扬私隐所引起的问题，主要在于新闻媒介公开他人私隐的行为是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然而，资料当事人的同意并不是保障资料第3原则所关注的要点。根据该项原则，是否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只有在资料被用于“在收集该等资料时会将其用于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才会成为考虑的要点。如果资料使用者把有关资料用于原定目的，便毋须取得资料当事人的同意。因此，为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个人资料的报章在发布这些资料之前，是毋须取得资料当事人的同意。报章在违反资料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刊登它为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得来的个人资料，并没有违反保障资料第3原则，即使刊登这些资料构成不当私隐侵犯亦然。

5.20
虽然保障资料第1原则规定，新闻工作者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就新闻工作目的而言不得超乎适度，但是这项规定不能阻止新闻工作者取得牵涉入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中的资料当事人的个人资料。新闻工作者是可以为了正当目的而搜集这些资料，例如查证事件的准确性或可信性，或藉以跟进一宗新闻。不过，将这些资料公开是另一回事。虽然一般来说，取得牵涉入一宗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中的资料当事人的姓名、年龄和地址，是有正当理由支持的，但是在报章上刊登这些资料而又不能以公众利益作为支持理据，便可能构成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对于不欲其个人详细资料被新闻界披露的资料当事人而言，不论第1原则或第3原则均不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5.21
我们在上文建议由私隐专员发出的实务守则，实际上不会限制新闻媒体发表以下资料，只要这些资料是由新闻工作者在没有违反保障资料第1原则的情况下取得便可：

(i)下列人士（不论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的姓名、年龄、图片及私生活资料：

· 罪案或不幸事件的受害人及其亲友；
· 因轻微罪行而被控告或定罪的人及其亲友；
· 自杀不遂的人；
· 公众人物的家人；及
· 现已引退的过气公众人物；
(ii)未满16岁和没有牵涉入少年法庭的法律程序中的儿童的身分；
(iii)关于公众人物的、与其公职或公开活动无关的私生活资料；
(iv)刑事法律程序的证人在公开聆讯中所透露的关于其私生活的私隐资料；
(v)身上的内衣裤或个人物品在无意之间暴露于公众目光下或在其他情况下公众肉眼可以看见的部分。
5.22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目的在于在个人资料方面保障个人的私隐，而不是旨在保障个人私隐本身不受侵犯（或保障个人私生活不受干涉）。保障资料原则并不涵盖所有形式的传媒侵犯私隐行为。人们可以在不违反保障资料第3原则的情况下侵犯别人的私隐。第3原则只限制个人资料的使用目的或披露目的；它并非旨在保障个人的私生活不会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公开。该原则只述明有关资料不得用于在收集该等资料时会将其使用于的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它没有规定该等资料的使用不得构成非法或任意干涉资料当事人的私生活。
5.23
新闻工作者是为了新闻工作的目的而收集资料。在报章上刊登这些资料，即使有可能会在没有充分理据支持的情况下侵害了资料当事人的私隐权，但仍然符合新闻工作的目的。即使资料当事人反对新闻机构在其报章上宣扬他的个人资料，有关的新闻机构也不大可能被裁定因违反第3原则而须负上法律责任。只要该等资料是以合法和公平的方法为某项新闻工作的目的而收集，第3原则是不会禁止新闻机构公开这些资料。假如有关的个人资料是由一名新闻工作者收集，而收集手法是合法的和在当时的所有情况下是公平的，那么传媒为了报道某宗具新闻价值的事件而发表这些资料，使当事人的私隐权因此受到侵害，当事人是不可以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取得补救的。

5.24
故此，第3原则在保障个人资料不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被公开方面没有效用。尽管第1原则规定个人资料必须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收集，让私隐专员可以发出指引以规管传媒用不公平手法收集个人资料的行为，但是第3原则对于新闻媒体以公开一名新闻工作者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资料的方式来侵犯个人私隐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因此总结认为，私隐专员所发出的任何实务守则，在保障个人资料不在有违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新闻界公开这方面，是既不足够亦无效用。

新闻媒体根据第61(1)条所获得的豁免

5.25
为确保传媒在监察政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会受到限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多项豁免。根据第61(1)条，出版人及广播机构获得豁免，不受保障资料第6原则及第18(1)(b)及38(i)条的条文管限，除非及直至该等资料已发表或播放（不论在何处或藉何方法）。同一条文亦使出版人及广播机构获得豁免，不受第36及38(b)条的条文管限。第61(1)条的作用如下：
 (eb) 私隐专员不得为了确定资讯以协助他作出关于促使某新闻机构或新闻界遵守保障资料第1及第3原则的建议而对该新闻机构所使用的任何个人资料系统进行视察。

 (ec) 即使私隐专员有合理理由相信某新闻机构已经或正在作出或从事一项关乎个人资料和可能违反了保障资料第1或第3原则的作为或行为，私隐专员也不得为了确定该项作为或行为是否违反了第1或第3原则而调查该新闻机构。
 (ed) 即使私隐专员收到一项投诉，指某新闻机构已经或正在作出或从事一项属违反保障资料第1或第3原则的作为或行为，私隐专员也不得为确定该项作为或行为是否违反保障资料第1或第3原则而调查该新闻机构，除非及直至有关资料已发表或播放。在有关资料被发表或播放之前，资料当事人在该条例下的唯一补救，是依据该条例第66条向该新闻机构采取法律行动，在法院起诉该机构违反第1或第3原则（视属何情况而定）。
 (ee) 即使某新闻机构持有某人的个人资料，该人也不得凭借第18(1)(b)条要求该新闻机构向他提供有关资料的复本，除非及直至有关资料已发表或播放。
 (ef) 虽然有保障资料第6原则的规定，但个人无权：
(i) 确定一间新闻机构是否持有他作为资料当事人的个人资料；
(ii) 要求在合理时间内查阅个人资料；

(iii) 在第(ii)段所提述的要求被拒绝时获提供理由；

(iv) 反对第(iii)段所提述的拒绝；

(v) 要求改正个人资料；

(vi) 在第(v)段所提述的要求被拒绝时获提供理由；或

(vii) 反对第(vi)段所提述的拒绝，

除非及直至有关资料已发表或播放。

5.26
由于第61(1)条所定下的规限，私隐专员在确保新闻界遵守各项保障资料原则方面不能采取主动。私隐专员即使有理由相信某新闻机构违反了保障资料第1或第3原则，也不能主动进行调查。他只能被动地回应由公众人士作出的投诉。但是即使他接获一项投诉，只要有关资料尚未发表或播放，他依然不能调查有关的新闻机构。个人资料被一名新闻工作者在违反保障资料第1原则的情况下收集的当事人，无权要求查阅该名新闻工作者或有关的新闻机构所持有的关于他的个人资料，除非及直至该等资料已发表或播放。

5.27
至于会否为传媒发出一套实务守则，完全是私隐专员的决定。即使他赞同这样做，业界是否愿意与私隐专员合作制订该守则也成疑问。基于第61(1)条的规定，私隐专员不得为草拟一套传媒实务守则而视察各新闻机构所使用的个人资料系统。他需要倚赖业界的合作和他们提供的意见，以了解新闻媒体的功能和需要。

《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建议的侵权行为

5.28
我们在《缠扰行为》和《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两份谘询文件中建议将以下作为或行为订定为侵权行为：
 (eg) 一连串持续不断的行为，而这一连串的行为对另一人造成骚扰；

 (eh) 侵扰另一人的独处或与外界隔离的境况或侵扰另一人的私人事务或业务，惟有关侵扰必须会严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这人会提出反对；及
 (ei) 以公开披露另一人的私人事实的方式侵犯该另一人的私隐，惟有关的披露在程度和内容方面必须会严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这人会提出反对。
5.29
如果上述建议全部获得采纳，对解决传媒侵犯私隐的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然而因私隐被侵犯而提起的法律诉讼，不单会耗费大量时间及金钱，也会导致那些受害人不欲张扬的资料再次被公开。针对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所提供的保障，不应只限于法律措施。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传媒侵犯私隐的个案是我们的建议所不能顾及的，例如：
 (ej) 有关的“侵扰”或“公开披露”没有严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这人不会提出反对；

 (ek) 新闻界所报道的事件是在公众地方或公众可进入的私人处所发生的；
 (el) 虽然当事人身处公众不能进入的私人处所，但如他的活动是公众可以看见的，他便不会受到保护；
 (em) 报章上刊登或广播节目内播放的私人事实是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料，例如该等资料已在法院的法律程序中披露或可以从公共记录中取得；
 (en) 报章上刊登或广播节目内播放的私人事实是公众有正当理由关注的资料；
 (eo) 有关的侵犯私隐行为对于保护被告人或其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而言是合理所需的；
 (ep) 当事人不知道他被跟踪或观察；或
 (eq) 当事人已逝世。
5.30
虽然我们建议那些以公开披露私人事实的方式侵犯他人私隐的人应该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但这项建议对于大部分不幸地成为具新闻价值事件的主角的受害人来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根据我们的建议而衍生出来的私隐法，给予在公众地方进行的新闻采访活动很大的自由度。新闻工作者将一如以往可随意搜集公众可随意取得的个人资料。同样地，新闻界将可继续报道任何在公众地方发生或公众所能看见的事情。然而，有些人会辩称一个人即使身处公众地方也有其私隐空间。若一对在沙滩携手漫步的情侣其实是已婚但配偶却是另有其人，未经他们同意而刊登他们手牵手的照片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公共记录虽然是任何公众人士都可以查阅的，但宣扬记录中的私人事实也可能会引起私隐问题。这些事实除非经新闻界宣扬，否则大部分不为公众知晓。如果发表这些事实所造成的损害大于公众所得到的益处，便须对这些事实的发表有所克制。
5.31
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工作者可以在互联网上发掘人们过往的生活事迹。弗列德．文恩(Fred Mann)发现有些网页把汇编关于美国一般市民并可供公众查阅的资料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任何人（包括新闻工作者）只需付出适量的金钱，便可进入这些网页并建立关于任何人的资料档案。此外，至少有一个网页容许任何人阅览他指明的任何人在互联网上向各个网络用户小组发布的每一项资讯。我们向网上的讨论伙伴述说的任何不经意的评论或敏感的政治言论，都很容易被新闻界发现并加以报道。
 关于一个成为争论焦点的人的资料，亦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而轻易地把资讯传遍世界各地。这意味着私隐材料不论是否以侵扰私隐的方式取得，原则上都很容易被任何接通互联网的人传送至公共领域之内。

总结

5.32
本章的建议对保障个人私隐免受新闻采访活动侵扰这方面的需要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鉴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固有局限，以及我们在《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中建议的关于侵犯私隐的侵权行为所涵盖的范围狭窄，我们总结认为有需要订定其他措施，就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向个人提供更有效的保障。我们会在第6章研究可否利用《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下的现有架构为私隐受广播机构侵犯的人提供更佳的保障。至于报章杂志的出版人侵犯私隐的问题，则留待在第7章研究。
第6章
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


作出规管
6.1
广播媒体有可能侵犯个人私隐。有论者指收音机和电视机为家庭客厅里的“不速之客”。很多人把看电视和听收音机视为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部分。不论电视台或电台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他们也会在惯常时间收看或收听他们惯常收看或收听的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他们开电视机和收音机时没有特别理由或目的；有些人这样做只为消磨时间。受众无法控制某个电视台或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他们虽然可以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但却不能在有使人感到被冒犯的材料播出之前这样做。
6.2
报章和杂志的读者却不然。他们事先知道有关刊物的风格和内容，须主动在报摊付款购买刊物，所以是一群有特定喜好和品味的人；相比之下，广播节目的观众和听众可以是任何接触到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电视和电台节目的侵扰性较报章和杂志的大，因为住宅内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收看和收听到电视机和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广播媒体的普遍性和侵扰性使广播节目的内容须受到较报刊的内容更严格的管制。
6.3
广播媒体包括两间商营电视广播机构、一间以香港为基地的卫星电视公司、一间收费电视广播机构、两间商营电台，以及一间公营广播机构，即辅设电视部的香港电台。虽然任何人只要遵照《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的程序规定便可在报章上刊登任何一般法律容许的东西，但是广播机构则另外要受《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第391章）规管。这种做法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一样，即电台和电视台广播所受到的规管较报章所受到的规管严格。

6.4
香港所有电台和电视节目（香港电台制作的除外）均须经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才能播放。香港所有持牌电视台和电台广播机构，包括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均受广播事务管理局（下称“广管局”）规管。广管局是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设立的法定组织。法例规定，这些机构有责任遵守与节目标准、广告标准和技术标准有关的业务守则。香港电台于1995年同意遵守广管局有关的业务守则所定的节目标准和接受广管局的管辖。

6.5
广管局由三名公职人员和六至九名业外人士组成，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广管局的主要职能如下：
· 就申请和续发广播牌照事宜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
· 监察本港电视及电台广播，以确保持牌机构遵守有关的规例、业务守则和发牌条件；
· 处理有关广播机构违反业务守则所定标准的投诉，必要时惩处有关的广播机构；及
· 发表和修订关于节目标准和广告标准的业务守则，供电视和电台广播机构遵守。
6.6
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作为广管局的行政机关，在接获投诉后会展开调查，如有表面证据证明投诉所指的广播节目有违反任何规例、发牌条件或业务守则的条文，便会把有关投诉转交投诉委员会处理。投诉委员会由不少于五名委员组成，委员全由广管局委任。投诉委员会在研究各方的陈述后便会向广管局提交建议，最终决定是由广管局作出。
6.7
广管局如裁定某广播机构有犯错，可发出指令要求该机构采取该局认为有必要的行动。
 任何广播机构违反该局发出的业务守则、发牌条件或指令，该局也可处以罚款。事实上，在1990年3月至1997年8月期间，该局共对18宗个案处以罚款，占投诉委员会在该段期间内处理的投诉个案3%。
 广播机构如不满广管局发出的指令或业务守则的条文，可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上诉。广管局会在其每月的新闻公布和年报内刊登该局所作出的决定。
6.8
广管局会透过多种机制以确保持牌广播机构遵守已订定的标准。这些机制包括：
· 选择性监察电视和电台广播；
· 与广播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举行会议，讨论双方均感兴趣或关注的事宜；
· 进行定期意见调查和在对持牌机构的广播牌照进行中期检讨期间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及
· 透过“电视观众谘询计划”征询公众意见。根据该计划，当局成立了18个分区电视观众谘询小组和5个谘询委员会，成员超过500人。
6.9
此外，还有一个业务守则谘询委员会，其职能是负责检讨适用于电视和电台广播的关于节目、广告和技术标准的业务守则。关于节目标准的业务守则虽然十分全面，但却没有任何保障私隐的条文。它所关注的事项，主要是制作的节目是否符合雅俗标准和庄重得体，报道是否准确、公平和公正，以及节目是否有暴力和性的描述。业务守则的焦点，是萤光幕前看到的内容。萤光幕后的事宜，例如搜集资料的方法，则不在现有的规管范围内。《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没有定下任何程序，让个人可就广播机构使用令人反感的手段搜集个人资料作广播之用，或就广播机构播放当事人不想公开宣扬的个人资料，作出投诉。
6.10
由于广管局已获授予权力和职能，以确保持牌机构履行有关法例、牌照和业务守则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如要加强保障个人私隐以免受广播机构侵犯，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让广管局额外承担监察广播机构的采访活动和新闻报道的责任，看看有没有侵犯私隐的行为，并授权广管局处理和裁定关于广播机构在受业务守则规范的节目内或在搜集资料制作该等节目时作出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的投诉。这是一个务实的方案，因为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所设立的架构，是非常适合用来有效地处理传媒侵犯私隐的投诉。我们是注意到在1998年9月发表的《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载有关于私隐的条文。
6.11
要实施这个方案，就必须把禁止广播机构作出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的条文纳入现有的业务守则内，业务守则委员会便可随之而不断检讨这些条文。至于广播机构是否遵守有关条文，可由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负责监察。此外，“电视观众谘询计划”也可以发挥一定的监察作用。
6.12
采用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所设立的架构来处理广播机构的侵犯私隐行为是可取的做法，因为广管局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该局的主席并非由广播业人士委任，亦非从业内人士选出，所订的业务守则亦不是由广播业人士草拟和执行。该条例内的许多条文，包括那些授权广管局发出指令和判处罚款的条文，会确保任何纳入业务守则的保障私隐条文获广播机构遵守，并在必要时强制执行。供广播机构遵守的保障私隐条文的范例，可参考英国广播标准委员会采用的《关于公平和私隐的守则》、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和英国的独立电视委员会的《节目守则》。
 由于广播节目的内容多年来均在现有的架构下受到规管，遵从保障私隐的条文对于广播机构来说应该不会构成过重的负担。广播机构一直以来均有监察它们的新闻节目和新闻短片，以确保它们符合业务守则所订的节目标准，例如有良好品味、准确、公正、持平和不煽情。
 现有的广播机构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我们相信，它们在制作节目时顾及他人的私隐应该没有困难。
6.13
广管局采纳的保障私隐条文将会同时适用于新闻和娱乐节目。虽然新闻节目的监制较容易以公众利益为由辩称某次侵扰或某个节目并非不当，但其实所有节目监制，不论他们负责的节目性质为何，都可以公众利益作为辩护理由。

建议2
我们建议广播事务管理局在关于节目标准的业务守则内加入与下列事项有关的条文：(a)在香港播放的节目内出现的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和(b)与供该等节目播放的资料的搜集有关的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
6.14
我们知道有待纳入广管局业务守则的私隐条文中，其中一些可能与我们在第5章建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制订供新闻媒体采用的《实务守则》的条文重叠。然而，由于广管局的私隐条文所针对的对象是持牌广播机构，重点在于特别与广播业有关的私隐事宜，而这些条文并不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保障资料原则规限，所以，因广播机构的侵犯私隐行为而受屈的人很可能会引用《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而不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寻求补救。
6.15
我们参考过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所采用的道德规范，这些地区包括澳大利亚
、中国大陆
、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瑞典、台湾
、英国和美国。
 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传媒道德规范均可在互联网上找到。
 在制定任何规管新闻媒体收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作业守则时，均应适当地参考这些司法管辖区的有关规范。令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德国报业评议会
、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英国广播标准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等组织所采用的规范内有关私隐的条文。我们认为这些规范对于草拟一份规管传媒侵犯私隐行为的守则的工作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

6.16
我们希望补充一点，有关守则应同时兼顾某项作为的后果和性质，并在论及个别事件时尽量协调两者。虽然守则的条文应具弹性，但其程度不应宽松至“将守则变成只不过是供援引守则的人用来印证他们的个人偏好是合理的理据。”

建议3
我们建议广播事务管理局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在草拟有关的私隐条文时，应顾及德国报业评议会发出的《报业守则》、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核准的《作业守则》、英国广播标准委员会采用的《关于公平和私隐的守则》、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及其他司法管辖区采用的行为守则。
6.17
由于《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已足以处理广播机构的侵犯私隐行为，所以我们将于下一章探讨需要制定什么措施来有效解决报章和杂志出版人的侵犯私隐行为。
第7章
进一步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


的措施
7.1
我们已在上文第5章解释何以《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或许未能为那些私隐受传媒侵犯的受害人提供足够而有效的保障。如果我们在第6章所作的建议获得落实，单靠《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已足以处理广播机构的侵犯私隐行为。因此，本章将专注处理报章和杂志出版人的侵犯私隐行为。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章提述的 “报界”一词应该按其狭义理解，即仅指报章和杂志而已。

7.2
在研究如何为个人私隐免受报界干扰一事提供更佳保障之前，让我们先来衡量为新闻媒体制定道德规范的利弊。
新闻媒体的道德规范

7.3
道德规范常被人视为代表某行业及其从业员的良知。下文是路易．戴(Louis Day)解释道德规范对社会福祉是何等重要：

 (er) 它促使社会上的人建立互信和合作关系。如果传媒未能达到社会对它们在道德上的期望，社会对新闻界的信心便会受到磨蚀，而传媒将因而不能履行其社会责任。
 (es) 它把守着道德之门，使社会知悉某些道德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并识别出那些行为由于受社会齿冷而归类为不道德的行为。
 (et) 它扮演着道德的裁判官，对建基于个人利益而互相矛盾的诉求作出裁决。
 (eu) 它替社会阐明潜藏在新出现的道德两难局面中相持不下的价值观和原则。
7.4
《信报财经新闻》有一篇社评指出，没有道德规范的社会尽管有法治，但仍然难以健康发展：

“香港是一个非道德(amoral)社会，大众文化注意法律却排斥有关道德的讨论。我们的教会、学校、政治家、舆论界、社会工作组织等，在道德问题上都明显未敢公开积极取向。也许我们社会的道德钟摆还未像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那样，从非道德的极端退却。如此，法治必然持续单薄无力。”
7.5
道德规范介乎法律与个人价值之间。加柏(Kaplar)和明尼士(Maines)就道德与法律的歧异作如下诠释：

“道德是一个合乎义理的决定过程，是一个合乎义理的抉择过程。它敦促我们做正确的事，因为如此是有道德和本身是正当的（正如康德或者也会这样说）。道德追求的是完美。然而，法律则是由外界强加于个人身上，并非发自内心的。……就前者而言，选择依法行事的推动力源于恐惧，即希望不会受到惩罚；选择依道德行事的推动力则源于对真善美的追寻，即力求达致合乎完美的道德境界的愿望。换言之，当某人依法行事，他是选择不让自己的行为达不到最低标准。当某人依道德行事，他是选择按照最高的行为标准行事。”
关于私隐的报业守则
7.6 我们明白新闻道德应该由新闻工作者自行厘定。不过，由于报界的作为可能影响公众人士所享有的私隐权，所以就私隐事宜制定一套行为守则（或作业守则）以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不过，有人辩称一套正式的传媒行为守则没有什么用处。对这类守则有保留的原因有数项之多：

 (ev) 守则内容过于空泛：
 (ew) 订出守则主要是一种公共关系手段；
 (ex) 除非守则的规管范围同时包括出版人和广播机构，否则这套守则没有实际意义；
 (ey) 守则内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及
 (ez) 守则会助长虚假的清高形象。
7.7
不过，一套行为守则会“就良好的工作方法提供一般指引，而这份指引是传媒东主、编辑和记者应该会遵守的，而公众人士也会觉得该指引有价值，因为它显示公众人士可以对报业有什么期望。”
 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的守则委员会主席大卫．英格殊爵士(Sir David English)坚称，为报业订定一套明确可行的作业守则，对编辑、公众和投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非常重要，原因如下：

 (fa) 它为编辑提供一套建基于最佳作业模式和常理之上的明确基本规则，使他们和竞争对手均可按照这套规则工作；
 (fb) 公众可以知道他们可以预期报章和杂志应该达到什么标准，和知道他们投诉时所享有的权利；及
 (fc) 投诉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按照守则的条文就接获的投诉作出裁决。
7.8
如果新闻工作者自视为专业人士，那么报业没有一套适用于整个行业的行为守则便是异于常规。若然新闻工作不被视为一门专业，那么能够有一套适用于整个行业的行为守则，无疑会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至与专业人士看齐。加尔吉委员会指出：

“任何制度对个人所提供的保障或补救，如果是取决于个别新闻工作者或编辑的酌情决定权（编辑是不能确定竞争对手不会报道一则他同意不予报道的新闻），是会招来批评的。竞争的压力、报社的风格、编辑或新闻工作者的品格、当事人的身分，以及有关新闻的性质，均可能影响结果，并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后果。在缺乏一套由编辑部公开承诺会遵守的详尽作业守则的情况下，不能保证投诉人的申诉会成功。”
7.9
关于私隐事宜的报业守则是不会属于法律的一部分。守则所订的标准，是超乎新闻工作者和出版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这份守则不会订出最高的行为标准以求达致完美的道德典范，而是会包涵获所有或大部分新闻工作者认同和遵从的价值观。当新闻工作者取得的资料是源自公共领域并可让人随意索取的，但报道的题材是关于一名易受伤害的人，则该守则会促使有关的新闻工作者三思，看看是否即使采用那些资料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也应该这样做。因此，纵使某法庭案件已披露案中儿童或罪案受害人的资料，而报界是可以合法报道在法庭程序中披露的资料，新闻工作者仍然有义务再细想，是否真的有需要在新闻报道中披露该儿童或受害人的姓名，以及如此指名道姓会否令当事人更加易受伤害。换言之，行为守则的作用，是为易受伤害的人在法律保护之上再添保障。报界在决定是否发布私人资料时，将不会只顾其自身利益，而必须遵从守则的条文来考量有没有充分理据支持披露资料的决定。因此，一份新闻界的行为守则可以使传媒机构注意到他们有责任以公平和合法的手段去采访和报道新闻。
7.10
制定一份关于私隐事宜的报业守则是有利业界的，因为这可使所有报章和杂志在公平环境下竞争。这守则的另一好处，就是规定传媒业之内各阶层的人都必须遵守同一套守则，并采用同一套守则来评核所有从事采访和发布新闻的人的表现，包括报章的摄影记者、记者、新闻行政人员、总编辑和东主等的表现。这守则也可纳入为新闻工作者的雇佣合约的一部分，除了使报章东主和编辑可以对违反守则的新闻工作者施加纪律处分，更可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保障，使他们在遇到编辑和东主指派他们执行违反守则的任务时，不致因抗命而受到不公平对待。
7.11
尽管香港记者协会认为有需要为其记者会员制定一套名为《专业守则》的规范，但香港报业公会却没有为其会员制定任何作业守则。香港的报章东主和出版人没有采用任何适用于报界的作业守则。不过，作为对其报社运作有最终操控权的人，报章东主应该对其属下员工的任何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负上责任。曾经接受新闻学训练的编辑或者会声称他们应该有控制报章的内容和记者的活动的自主权。然而，不是所有报章东主都认同这项原则，让编辑全权主理报社的事务。报章东主可能干预编辑过程，并亲自主理其报章的日常运作。有作出干预的报章东主如果不遵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可能会对新闻工作者和编辑施加不适当的压力。
7.12
除了东主之外，编辑也可能影响新闻工作者采访或报道新闻的方式。编辑可能指示新闻工作者作出违反传媒道德的作为。由于前线新闻工作者通常都遵照编辑或东主的指示行事，他们一般都赞同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希望可以无需为应付其主管的过份要求或为了击败其他报章的同业而在履行其职责时不择手段。然而，有一些情况是新闻工作者在未经其编辑授意的情况下作出侵犯私隐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编辑会采用藉这些手段取得的资料。因此，报章东主、出版人、编辑和记者应该遵从同一套关于私隐事宜的报业守则所载的专业操守。
7.13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于1976年发表的关于私隐权的报告书所载的声明之中，其中一项指明：“各国须鼓励订立包括尊重个人私隐的规定的新闻工作者道德规范。”

由独立组织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
7.14
很多与公众有事务往来的行业均有法定责任透过纪律程序来规管其成员的专业操守。
 这些行业的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受一套经他们所属的专业团体核准和执行的行为守则约束。行业内的任何成员如被指有专业失当行为，该成员便须面对按照所属专业团体所采用的规则举行的纪律研讯。
7.15
根据一项在1990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约有五成新闻工作者没有接受新闻学的专业教育。
 如果新闻工作者自视为专业人员并行使《基本法》所保证的新闻自由，那么他们不受任何通常适用于各种专业的规管措施的约束，实在异于常规。《远东经济评论》进行的“亚洲行政人员普查”结果显示，在有作出回应的香港行政人员之中，65%肯定新闻自由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也正好有50%表明政府应该对传媒实施“有限度管制”。
 一名新闻申诉专员正确地观察到，“新闻界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有极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既然社会上其他有权势的组别，例如政府、军方、商界、艺术界、宗教界、财经界及其他界别等均受到监察，没有理由让新闻界不受同类的监察。”

7.16
很多行业都受到规管，这除了是为了规管成员之间的关系外，也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利益。有必要提出应否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公众人士有怨言，以及私隐遭新闻界侵犯的受害人对于新闻界的操守表示不满。新闻界的侵犯私隐行为侵害了公众人士的私隐权。就此而言，广大市民有权促使新闻界是在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基础原则的情况下运作。因此，尽管享有自由的新闻界有多种重要功能，规管新闻界的侵犯私隐行为仍然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因此，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组织，专责监督一份关于私隐的报业守则的执行，以界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行为，使凡是踰越合理界线的侵犯私隐行为都可以受到调查。
7.17
正如第4章所述，自从该宗涉及一名鳏夫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之后，有更多人支持成立新闻评议会。有愈来愈多人认为报界需要一个自律组织。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都声称他们不反对成立新闻评议会，但政府不得参与其中。在学术界方面，有多名学者都认为这个方案具吸引力。香港大学法律系的陈文敏早于1988年便察觉有需要成立新闻评议会，他说：
“尽管我个人会大力支持任何反抗政府控制新闻界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亦期望新闻界确保及维持最高标准的专业道德。我认为新闻界非常需要一份可以指引它履行其职务的本地道德守则。道德守则应该与评议会并行，后者负责确保守则获遵守、不时修订守则及给予实际的意见和指示。为确保其公正无私，评议会应该包括新闻业和公众成员。每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都必须有一些内部的途径确保其成员的水准和操守。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亦不例外。它不应被视为一种新闻或社论自由的控制或干预，反之，这是新闻自由的最终保障。”

7.18
有报道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苏钥机的意见，指他说当自律不能起作用的时候，一个由业内人士和其他界别的代表组成的而政府又没有参与的传媒评议会是有助维护道德和专业操守。
 香港理工大学高级讲师史文鸿亦提出成立新闻评议会是解决传媒滥权问题的多个方法之一。
 城市大学的冯应谦和陈心仪在剖析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经验后，简单勾划了在香港设立的新闻评议会的基本架构。
 较近期的亦有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副教授梁伟贤倡议成立一个类似消费者委员会和申诉专员公署的法定组织，专责处理针对传媒的投诉，并主动对不恰当的报道进行调查，和公布其调查结果。

7.19
既然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去保障个人私隐免受传媒的不当侵犯，报界的活动如果侵犯了个人的私隐，是必须受到规管的。若然各界人士接受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应该受到规管，有关的规管措施便必须有效力。但如果根本没有自律机制或现有的自律机制无效，便有需要立法成立一个有法定权力规管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的组织。我们不是提议新闻工作者应该注册或出版人应该受发牌制度管制，但既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有一个自发组成的、规管报业操守的机制成立（更遑论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并且成功运作），所以有需要立法设立一个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组织。
7.20
为了确保该个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的机制不受政府干预，该机制必须是而且必须获认同是独立于政府以外。因此，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以委出这个规管组织的成员。不过，尽管这个组织的成立以至运作都应该独立于政府以外，但却无必要将新闻界也摒诸门外。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可以有代表出任该组织的成员，以提供新闻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弥补来自公众的成员在这方面所可能有的不足之处，如此则可确保这个组织所作出的决定都是合乎情理，并会获得报界的尊重。这个组织除了受理和调查公众的投诉之外，也可获授权制定一套关于私隐的行为守则，亦可获授权着令违反守则的报章刊登道歉启事和更正声明。
7.21
该份关于私隐事宜的报业守则所涵盖的范围，会较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发出的实务守则的范围广泛。后者只可处理保障资料原则如何在新闻媒体应用的问题，但前者所涵盖的，会包括与为了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及使用私人事实有关的、有可能带出私隐问题的报界运作的各个方面，不论该等新闻活动有否涉及保障资料原则。
7.22
我们注意到，愈来愈多人关注到传媒在私隐范畴以外所出现的不正之风。然而，我们的研究范围是私隐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研究这些不属于私隐的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即使将来成立的组织只是规管新闻界的侵犯私隐行为，也是值得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报告，在1997年完成处理的投诉个案中，关于私隐和资料真确性的投诉分别占20%和53%。
 由于在报章上准确报道个人资料是属于个人私隐的其中一个范畴，所以这也应该属于该独立组织的规管范围之内，加上香港报界的侵犯私隐问题看来较英国的更为普遍，所以我们深信即使该独立组织的职权范围只限于私隐事宜，它仍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立法设立一个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机制的利弊
7.23
虽然我们认同有需要设立一个有法定权力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机制，但是我们仍须顾及那些对法定组织的成立和运作存有疑虑的人所关注的事项。他们的主要顾虑是，这类组织有可能被当权者滥用或操控，单凭它是透过立法设立并由立法会授予职权这两点并不能保证它不会被人滥用或操控。立法会可随时修订产生这个组织的法例，从而改变它的组成或赋予它超乎达致该组织的正当目标所合理必需的权力，以致损害该组织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当权者也可能委任偏袒某方或不尊重新闻自由的人为组织成员。受这些人支配的组织是相当可能会损害新闻自由和香港的长远利益。再者，为凸显其独立性，结果可能导致它有很低的问责性，使它更加有可能滥用权力。
7.24
虽然上述论点并非毫无根据，但大体上都是出于误解。无论如何，它们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基本法》已承诺所有立法会议员将会由普选产生。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会，是相当不可能在明知违反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修改有关机制。
7.25
其次，立法会必须遵照《基本法》行事，不得通过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例。
 由于《基本法》规定，对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所施加的限制，不得违反人权公约，所以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如果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允许的，便相当可能被法院裁定为抵触《基本法》而变得不具法律效力。
7.26
第三，既然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应该而且亦是互相制衡，而新闻界是被视为另一股制衡政府力量的第四权，那么让新闻界受到为保护他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而合理地需要设立的机制所制约，也是自然不过的。下文载录的《星期日电讯报》社论可供我们参考：
“许多为现行自律制度辩护的论据都是虚伪的矫饰之辞。这点似乎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明白不过，惟独是那些提出这些论据的新闻工作者是例外。那些猛烈抨击其他业界（如股票交易所、警队和医护界）不能藉自律来确保高尚操守的编辑，看来无法理解他们的抗辩言论（即可以信赖新闻工作者能够自我约束），在公众眼中是多么空洞无力。

假如报界不能有效地自律，则立法机关作为代表广大市民利益的组织，是非常适宜厘定规管报界的措施的具体内容。

7.27
最后，为了尽量减低当权者滥权的风险，可在有关法例中订出条文，以确保依法设立的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以外。正如上文所述，可邀请一名独立人士委出一个委任该独立组织的成员的“委任委员会”。如此组成的独立组织便可专责拟定一份关于私隐事宜的报业守则和裁决关于违反守则的投诉。
7.28
除了设立阻止政府干预该组织的运作的机制之外，还可以在透过法例建立的架构中加入其他的保障措施，以防止组织的成员滥用权力。举例来说，法例可就组织成员的资格和撤销资格事宜订立规则；亦可以规定该组织在拟定私隐守则时谘询业界和公众的意见；规定它公布裁决的理据；在定期报告中公布调查结果；以及发表年报。
7.29
立法规管传媒一事不是崭新意念。跟其他司法管辖区一样，香港的广播业是受一个法定的独立组织规管，该组织就是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设立的广播事务管理局。广管局独立于业界和政府以外，从来没有人质疑广播界的新闻自由因为受一个法定组织规管而受到损害，也没有人基于产生这个组织的法例是由政府引进和广播业是受法律规管而质疑政府干预新闻自由。广管局的成功例子，正好显示新闻自由与法律规管并非互不相容，只要法例设立的架构有足够的保障措施，便可以将政府滥权和不当干预的风险减至最低。
7.30
除了广管局外，还有其他独立于政府之外并获得公众尊重的法定组织，例如选区分界及选举事务委员会、申诉专员公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律师纪律审裁组、大律师纪律审裁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和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律师纪律审裁组和大律师纪律审裁组凭借《法律执业者条例》（第159章）所授予的法定权力，可分别调查律师和大律师的行为，但从来没有人因政府立法监管法律执业者的行为而质疑政府干预法律界的独立性。同样地，获授权推荐人选填补司法人员空缺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是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条例》（第92章）设立的。事实上，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也是透过立法成立的。从来没有人指出有关法例让政府有机可乘，干预司法工作。
7.31
有人指称设立法定机构监察报界会损害新闻自由和削弱编辑自主权。这个机制一旦确立之后，便可以随着有控制权的人的意愿而将规管范围伸延至其他范畴。然而，只要法例有条文确保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以外，设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让政府有机会干预新闻自由的；毕竟最终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组合、职能和权力的，是立法会而不是政府。因此，任何指称设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会招致更为严苛的规管和容许政府干预新闻自由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基于同一原因，由这个独立组织核准的关于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任何行为守则，也是不可能有政府参与其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理由成立如此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会导致报界受政府操控的局面出现。只要有关法例保障其自主权，那么即使这个独立组织的经费来自公帑，也不会妨碍它独立行事。
7.32
透过立法设立的组织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法例可以赋予该组识和其成员免因行使权力而被他人起诉。我们在上文第4章申述业界的忧虑，就是当有新闻组织批评某报章，该新闻组织的干事或会因此而被该报章起诉。如果业界确有这样的忧虑，解决方法便只有通过法例成立组织一途。只有立法成立的组织才可享有绝对豁免权，免因作出批评报章的裁决而须负上法律责任。自发组成的组织，不论以何种方式组成（例如香港记者协会提议的传媒操守论坛，或是香港华文报业协会提议的新闻团体联合会，以至一些学者提出的新闻或报业评议会等），如果作出的声明或裁决是批评一份不参与自律计划的报章，有关成员便有可能被控诽谤。由此看来，除非有一个获得所有报章东主支持的自律组织，否则只有一个藉立法成立的组织，才可以在无惧自行其是的报章报复履行其监察职能。
7.33
为新闻媒体制定行为守则的构想受人非议的理由，包括道德事宜不宜由业外组织裁断。不过，既然有不少司法管辖区的报界对受到一份由报业评议会执行的报业守则制约不觉得反感，没有理由制定一份适用于整个报业的关于私隐事宜的行为守则是不切实际或会损害报业的利益。事实上，香港所有广播机构均受广管局制定的关于节目标准的业务守则约束。这些守则包涵可对广播机构强制执行的道德和专业标准，充分照顾到广播机构和普罗市民的利益。有一点应该注意：尽管我们提及的独立组织是立法成立，但由它制定的行为守则却不具法定地位。对于守则的内容，政府和立法会都是无从置喙的。在草拟守则的过程中，报界不单会获得谘询，还可以直接参与其事。该独立组织虽然有公众人士参与，但本质上将会是一个自律组织。
7.34
各位或许还记得，亚洲电视有限公司和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处理一宗因妻子带同两名儿子自杀而成为鳏夫的新闻上，合共被罚15万元。广管局认为有关报道内容严重违反了《商营电视业务守则之节目标准》，包括规定凡涉及家庭成员关系或其他重要人伦关系，必须审慎处理，不应妄加利用或以不负责的态度处理；应该尊重婚姻的神圣和家庭的重要性；并必须审慎处理关于嫖妓、或社会或家庭冲突的题目。虽然有人或许认为有一份或以上的报章在报道此事件上所犯的错失不比这两间电视台轻，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报章因为以大篇幅报道上述鳏夫的新闻而受谴责，更遑论受规管组织惩处。原因是现时既没有监察报界操守的自发或法定组织，亦没有适用于整个报界的道德规范。主流报章的读者数量和对社会的影响力绝不逊于任何电视台或电台，但目前只有广播机构才受到规管组织依据一套业务守则监管，而报界是无需遵守人们可合理期望一间负责任的新闻机构在自由社会中理应遵从的专业守则。为报界制定行为守则，尽管只限于私隐事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个不平衡状况。
7.35
在报章上公开披露易受伤害的人的私人资料，可能会令该人感到尴尬、冒犯其尊严、摧毁其事业、破坏其家庭幸福、损害其身体或精神健康，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他死亡。公众可能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但在互相尊重对方合法权利的文明社会中，报界是无权只为满足读者知悉某人的私隐详情的兴趣而侵犯该人的私隐。
7.36
透过参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基本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
 新闻自由是受到对于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各种权利来说是必需的限制所制约。
 根据该《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香港居民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他们的私生活受到“任意”或非法的干涉。该条规定的“法律保护”所指的措施，是包括私法和行政法方面的措施，甚至刑法的禁制法则。
 《基本法》第三十九条进一步规定，该公约的条文是通过香港的法律予以实施。因此，政府和立法会都有义务保障香港居民免遭报界任意干涉其私生活。我们认为，不能以公众利益作辩解的报界侵犯私隐行为，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所指的“任意”干涉私生活的行为，这种干涉是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不可能是正当行使新闻自由的行为，所以保障个人免受这种任意干涉并没有侵害新闻自由。相反，这是允许的管治目标。立法设立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独立组织，只是为了达致这个合法合理的目标，不会因此而影响受《基本法》保障的言论，毕竟我们没有提议必须禁止如第2章所述例子所提及的特定行为。我们只是提议由一个独立组织制定和执行一套专业操守，以杜绝滥权行为。
7.37
既然报界任意干涉香港居民的私生活的行为是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障个人免受报界的不当私隐侵犯，不仅不会妨碍正当行使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反而有助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声誉。如果成立独立的机制，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平衡私隐权和新闻自由两者的权益，是能够遏止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而报界在进行采访活动和作出报道时能进而遵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尊重他人享有私生活的权利，则新闻自由定会更受人尊重，而报界也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7.38
我们明白应该由新闻界自行规管业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业界可自由聘任没有接受新闻学训练的人从事新闻工作者所担任的工作，亦可自由决定调查什么东西、怎样调查、和如何报道一宗新闻。然而，由于报界的职能的性质使然，其活动是会对普罗市民造成影响。所以，报界不仅是一门普通行业，它更履行“第四权力阶层”的职能，
 其活动是涉及社会大众的。我们认为，由一个独立组织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是合法合理的，只要有关措施只限于针对报界对个人私隐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而又无损报界作为一个权力阶层的完整性便可。
7.39
尽管新闻自由的权利是由报界行使，但是一般的意见认为报界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行使这项自由的。在美国，对广播机构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往往以听众和观众的利益作为支持的理据。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无线电台享有言论自由，是关乎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要求该媒介在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案的宗旨和目的的情况下运作，亦是他们的集体权利。观众和听众的权利，而非广播机构的权利，才是至为重要的。”

7.40
这论点也同时可以用来支持制定保障个人私隐免遭印刷媒体侵犯的措施的理据。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免受报界侵扰的自由与报界得享新闻自由同样重要。尽管所有出版人都是私人企业，但公众有权要求报业正当地运作。公众有权确保新闻自由不被滥用，以致妨害普通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维护公众利益的行政机关，以及代表选民利益的立法会，两者都负有确保报界不会滥用新闻自由的责任。透过设立一个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独立组织，政府是可以提供一个机制让公众监察报界。这个组织会独立运作，不可能会由政府管理或操控。政府的角色仅限于提供一个法律架构，以便在报界有份参与的情况下让公众可以监察报界。产生这个组织的法例通过之后，政府便不会在裁决过程和制定专业标准的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由于该法定组织会有公众代表参与，投诉人将会获得公平的聆讯。在该组识中代表报界的成员也可确保在拟定守则和审理投诉时充分顾及新闻自由。

7.41
香港记者协会倡议成立一个名为“传媒操守论坛”的压力团体，由传媒以外的人士（例如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担任成员，以倡导新闻道德操守，教育公众和处理公众的投诉。不过，在没有一套可适用于并可制约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标尺来考量新闻界的作为，而该论坛所作出的裁决也不能让人们理解其裁决的根据。在缺乏关于何谓不专业和不道德行为的指引和共识的情况下，该论坛所作的评论或“裁决”可能有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流于任意武断，使业内人士和公众人士无所适从。况且，如果未能取得所有报章的支持，又没有任何执行裁决的制裁机制，违规报章相当可能会拒绝合作，并漠视其“裁决”。有报道引述梁伟贤的意见，指成立传媒操守论坛的提议，对一个没有完善组织和足够财力的社区组织而言未免要求过高，更何况这类组织既没有时间亦没有专业知识来监察传媒。

7.42
香港华文报业协会提议，应该由香港现有的七个新闻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名为“新闻团体联合会”的组织。然而，除非所有报章东主都有代表参加这个联合会，而这个联合会所制定的守则对所有报章都有约束力，否则该联合会和它所制定的守则都无法有效保障个人私隐免受报界侵犯。
7.43
我们赞许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草拟一份经谘询业界之后才拟定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专业操守守则》。不过，正如立法会议员在1999年4月26日举行的民政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该协会没有提出日后如何处理违规事故。虽然这套新拟备的守则可能较香港记者协会制定的守则更为全面，并可能获得业界一部分人的支持，但事实仍然是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不代表报章东主的意愿，亦不是所有报章的新闻行政人员都有代表参加该协会。
 如果被发现违规的人不属该协会的成员时，该协会也是束手无策。对于不属该协会成员的报章东主和新闻工作者而言，该守则是没有效用的。大家或许会记得，香港记者协会已为它的成员制定《专业守则》，还设有操守委员会执行该守则的规定。不过，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指出，有一至两份报章拒绝应他们要求提供资料，并拒绝协助他们进行调查。由此看来，香港记者协会所自行设立的投诉机制是无法制约报界的过分行为。即使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展开第二阶段的工作，并且最终设立裁决关于违反守则的投诉的机制，它仍会遇到香港记者协会所面对的难题；除非所有报章东主都同意加入有关机制，则作别论。
7.44
一般而言，新闻组织信赖舆论批评、传媒教育、意见调查、签名运动，甚至罢买运动的效用。然而，这类活动却不能有效解决报界侵犯私隐所造成的问题。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私隐受报界侵犯的受害人所处的窘境，而不是报社的盈利和营业额。即使滥用新闻自由侵害他人私隐的报章的读者人数下降，这仍不能稍减受害人所受的伤害、痛苦、尴尬和不便。违规报章销量低只会影响侵犯行为的严重性。不论有关报章的盈利情况和销售数字如何，市民大众的私隐仍然应该受到保护，免受报章的不当侵犯。私隐受报章不当侵犯的受害人应该有权向违规报章寻求补救，尽管他们要求的济助可能只是要有关报章道歉或更正。
7.45
除非所有报章东主和编辑一致采用一套适用于整个行业的道德操守守则，并一致支持成立新闻或报业评议会，以便有效处理公众作出的关于违反守则的投诉，否则新闻媒体在规管传媒滥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对于私隐受报界侵犯的受害人而言效用有限。
7.46
总括来说，有效的报业自律在香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报业的特性令报业无法有效自律或成立一个组织去达致这个目标。因此，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寻求公众的协助，成立一个完全独立而且不受政府干预的机制，以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为达致这个目标，有必要与业界人士磋商，希望最终可以制定一套关于私隐事宜的行为守则，并成立一个有权处理违反守则事故的独立组织。
建议4
我们建议应该立法成立一个名为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独立组织（下称“评议会”），以处理由公众人士作出的涉及报界违反一套与私隐有关的报业守则（下称“《私隐守则》”）的投诉。
7.47
我们强调上述建议仅是为保障私隐而提出，并不适用于关于淫亵、低劣品味、答辩权和一般资料的真确性等事宜之上。
7.48
关于拟议的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架构、职能和权力，将会在下一章详细探讨。
第8章
立法成立规管报界侵犯私隐行为的独立组织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建议和先例

8.1
在我们深入探讨上一章所建议的“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下称“评议会”）之前，先来简介其他司法管辖区在规管报业方面的建议和先例，会对我们的讨论有帮助。与我们的研究课题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与报业申诉专员、报刊投诉审裁处和报业评议会有关的建议和先例。我们知道建议中的评议会的职权范围，将较报业申诉专员、报刊投诉审裁处和报业评议会的狭窄。不过，简略检视有关建议和先例有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建议中的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可以如何组成和运作。
8.2
针对整个报业的规管措施，可以采用下列三种形式之一：

 (fd) 报业申诉专员：与英国国会的国家产业委员会发表的《私隐权与传媒的侵犯私隐行为》报告书中所建议的报业申诉专员相若；

 (fe) 报刊投诉审裁处：这与御用大律师大卫．加尔吉爵士(Sir David Calcutt)在其《检讨报业自律报告书》中所建议的审裁处相若；及
 (ff) 报业评议会：类似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评议会。
报业申诉专员

8.3
英国下议院的国家产业委员会认为，任何人如果不满报业的调查结果，或其投诉未经调查便遭拒绝受理，都应该有权要求报业申诉专员查究。由于有效的规管视乎有关报章是否愿意合作和提供有关的文件和资料，而报业申诉专员会在报业不能自律的情况下才会介入，所以该委员会建议委出一名法定的报业申诉专员。该委员会的建议如下：
 (fg) 报业申诉专员应该由大不列颠的律政大臣(Lord Chancellor)协同苏格兰的首席政府律师(Lord Advocate)委任。有关的推选权应该开放给各界人士，包括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工会、编辑和东主等。

 (fh) 报业申诉专员的办事处应由政府的库务署拨款资助。
 (fi) 申诉专员应有下列职能：
i. 就已提交予自发组成的报业委员会处理但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令其中一方不满的个案进行调查；
ii. 处理报业委员会从开始就拒绝调查的投诉：及
iii. 在没有接获投诉的情况下主动进行调查。
 (fj) 申诉专员应有下列权力：
i. 要求有关机构刊登更正声明、撤回言论的声明、或道歉声明，并监督声明的措辞、版面位置和格式；
ii. 发布裁决并附带须对严重违反报业守则的行为负责的人的姓名；
iii. 裁定受违反报业守则的行为影响的人应该获得赔偿；
 (fk) 向明目张胆地或屡次违反报业守则的报章处以罚款。
 (fl) 应该规定报业申诉专员必须向国会提交周年报告。
 (fm) 当某报章不遵从申诉专员的指令，拒绝缴交罚款或作出赔偿，申诉专员便应该可以向高等法院取得要求该报章缴款或赔偿的命令。同样地，如果某报章对申诉专员的决定有异议，也应该有权向高等法院申请把命令撤销。
报刊投诉审裁处
8.4
据我们所知，现时没有司法管辖区设有报刊投诉审裁处。不过，御用大律师大卫．加尔吉爵士在其《检讨报业自律报告书》建议立法成立报刊投诉审裁处。

8.5
这个由加尔吉建议的审裁处会有权管辖所有以商业方式出版的报章和杂志（学术期刊除外）的出版人，但出版单行本或书籍的出版人不应受其管辖。此外，编辑、新闻工作者和所有参与搜集资料以供传媒发布的人，都需要纳入审裁处的管辖范围之内。
8.6
由于这个审裁处需要拥有司法地位，它的主席应该是一名由律政大臣委任的法官或资深律师。主席会联同两名从负责的部长委任的小组中选出的成员出席聆讯。每次聆讯最好最少有一位成员是资深的高层报社人员。审裁处的主席和成员的任期通常是三年，并可连任。由于审裁处肩负调解职能，所以它需要的行政人员较一般审裁处的为多。

8.7
该审裁处需要有下列职能和权力：

(i) 与报界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协商，订立和定期检讨一套作业守则：

(ii) 制止出版违反作业守则的材料；不过，如出版人可提出充分的辩护理据，便不应发出禁制令。
(iii) 受理指称违反作业守则的投诉（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诉）：
(iv) 调查这些投诉；
(v) 在没有接获投诉的情况下主动进行调查；
(vi) 着令有关人士答覆其查询；
(vii) 尝试调解；
(viii) 举行聆讯；
(ix) 就指称违反作业守则的投诉作出裁决；
(x) 提供指引；
(xi) 向违反作业守则的人发出警告；
(xii) 着令出版人刊登道歉启事，并决定刊载有关道歉启事的版次、版面位置和内容；
(xiii) 着令出版人刊登更正启事，并决定刊载有关更正启事的版次、版面位置和内容；
(xiv) 着令出版人刊登投诉人的回覆；

(xv) 强制执行着令发表其裁决的命令（在适当情况下，这包括着令刊登道歉启事和更正启事的命令）；
(xvi) 最少在涉及私隐和报道失实的个案里，判处审裁处认为适当的人作出赔偿；
(xvii) 处以罚款；
(xviii) 判处审裁处裁定败诉的出版人或有关人士支付堂费；
(xix) 如果投诉人的投诉属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或他们不合理地拒绝调解，可判处投诉人支付堂费；
(xx) 检讨其程序；
(xxi) 发表下列报告：
· 提交给国会的周年报告；
· 就受理的投诉和所采取的行动作出汇报的定期报告；及

· 审裁处认为需要的任何其他报告，包括关于主动进行调查的报告和向报界所提供的一般意见；及

(xxii) 着令报业每隔一段合理时间便刊登审裁处所指定的广告，向读者表明如何向审裁处作出投诉。

8.8
由于投诉人可在审裁处取得可以在法律上强制执行的补救，所以他们有可能取得性质相同的补救；一种是通过审裁处取得，另一种则通过法院取得。加尔吉因此建议，向审裁处作出投诉的人应该放弃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8.9
投诉人可以亲自出席审裁处的聆讯，但亦可由律师代表出席。审裁处可在聆讯期间录取经宣誓而提供的证据。它采取的程序会以研讯形式为主，而非法院所采取的传统对抗形式。由于审裁处需要裁决某报章是否有责任作出赔偿或缴付罚款，所以预计聆讯程序会在某程度上依循若干规则。在一般情况下，审裁处的程序会公开进行，但审裁处可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制止报章报道某宗个案的若干情节。

8.10
任何一方应该有权在取得批准之后，就任何法律观点，或针对禁止出版的命令、着令赔偿的命令、或处以罚款的命令，或针对产生上述任何命令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或上诉法庭提出上诉。

报业评议会

8.11
本文件第3章已列举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评议会或相若组织的例子。李瞻就16个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评议会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议可循下列方式实践报业自律：

 (fn) 自律性质的报业评议会应该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fo) 报业评议会应该由编辑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出版人协会选举的代表组成。这三个团体在评议会中应该享有同等权利。
 (fp) 社会大众的代表应该参加评议会。法律界、教育界、工商界、宗教团体、妇女组织、立法机关和教授新闻学的学术机构等界别，均应推选代表加入报业评议会。这类代表的人数不得少于评议会成员总数的一半。
 (fq) 评议会主席一职应该由资深法官担任。        
 (fr) 评议会应该有主动审查权。违反报业守则的新闻工作者和报章应该受到有效制裁。
 (fs) 主席、秘书和支援人员应该是全职人员。
 (ft) 评议会的经费应该由其成员组织分担。不过，如果成员组织无力承担所需的全部费用，便应该由库务部分担部分经费。
 (fu) 应该制定一份详述处理新闻、评论和广告的守则，用作评审投诉和报业的操守的标准。
 (fv) 政府应该协助报业成立一个公平、合理和有效率的报业评议会，并在有需要时在法例上和经济上施予援手。
 (fw) 政府应该制订新闻工作者法规，以维护新闻业的独立性和专业质素。
 (fx) 报业评议会应该定期出版刊物和报告，并加强关于报业自律和报业问题的研究。
8.12
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摘要记述建基于报业评议会或相若组织的自律机制的优点如下：

 (fy) 它的目的在于使双方能够在友好气氛下迅速解决纠纷。

 (fz) 个人无需付出任何费用便可以作出投诉。
 (ga) 这个机制由报业拨款资助，不会对纳税人带来负担。
 (gb) 所有人都可通过这个渠道作出投诉。
 (gc) 投诉人无需聘请律师代表他。
 (gd) 聆讯期间无需律师的参与。
 (ge) 程序简单和易于理解。
 (gf) 由于这个机制有弹性，所以可在不为程序拘囿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
 (gg) 由于有关的作业守则是由报章编辑为编辑们拟定，所以守则令人信服，使业内所有编辑着意遵从。
 (gh) 该自律组织可以根据一套作业守则来审理投诉。
 (gi) 公众可以清楚知道他们可合理地预期报业应达致的水准。
 (gj) 有关守则有助编辑和新闻工作者就整个系列的问题作出判断。
 (gk) 有关的投诉机制以闭门方式运作，毋须成为公众注视和谈论的焦点。
 (gl) 工作重点放在调解和解决纠纷。
 (gm) 大部分投诉无需交由评议会正式作出裁决，只消有关报章刊登更正或道歉启事、刊登一篇文章让投诉人有机会回应、或投诉人在报章作出解释后撤销投诉，便可把事情解决。
8.13
就上述三种方案而言，报业评议会是最具吸引力的方案。报业评议会在那些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的已发展国家是颇常见的。不过，我们未闻有任何司法管辖区有设立报业申诉专员或报刊投诉审裁处。虽然瑞典有报业申诉专员，但他的裁决可由报业意见委员会覆检。由于处理公众就报业操守所作出的投诉时，必须平衡报业与公众两者之间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诉最好由一个由报业代表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团体来审理，而非交由一个人来审理。
8.14
有报业和公众的代表加入投诉机制，是确保该机制得以成功运作的关键。这种安排可确保投诉人得到公正的聆讯，聆讯过程亦可以顾及新闻自由和私隐权益。由公众代表联同报业代表组成的组织可以在维护私隐权与保障新闻自由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影响公众的报业活动是应该受到公众监察。尽管委任一名具法律背景的人担任报业申诉专员或担任报刊投诉审裁处三位审裁员之一的安排有其优点，但是最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应该是一群能够广泛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市民。要是拟设立的机制所定下的程序是简单和不拘形式，而投诉人又通常没有律师代表，有市民代表参与的机制尤为适合。基于同一道理，即使可以委任一名有报业经验的人担任报刊投诉审裁处的成员，但是如果让报业内各界别的人士都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就更佳。这样的安排可确保评议会在作出决定之前会充分考虑东主、编辑、记者和学者的意见。有报业各界代表参加的报业评议会，将会关注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涉及的问题。因此，适当组成的报业评议会是最可能取得报业和公众的支持。

8.15
鉴于上述论据，我们决定借鉴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评议会来拟定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组成，但我们会顾及上一章所提及的要点，特别是确保该评议会完全独立于政府以外，以及评议会能够有效地为那些遭报界侵犯私隐的受害者提供济助这两项条件。我们会在下文探讨拟议的评议会的组成、职能和权力。

拟立法成立的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架构

主导原则
8.16
我们就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组成、职能和权力作出建议时会遵从下列原则：
 (gn) 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应该包括所有在香港发表的新闻刊物。

 (go) 评议会应该有自主权，并独立于政府以外和不受外界干预。
 (gp) 其成员应该由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委出。
 (gq) 评议会应该由来自公众和报业的代表组成。
 (gr) 报业成员应该来自报界。
 (gs) 公众成员应该是有名望的人，而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必须与报业无关。
 (gt) 高级公务员应该无资格被委任为评议会成员。
 (gu) 评议会应该有一名独立的主席。
 (gv) 取得补救的程序应该简单、不拘形式和费用相宜。
 (gw) 评议会应该制定、定期检讨及推行一套内容详尽的与私隐有关的行为守则。
 (gx) 评议会可以受理和裁决由公众作出的关于报业在搜集和刊登个人资料方面的投诉。
 (gy) 评议会可主动进行调查。
 (gz) 评议会应该制定调解程序，使投诉可以获得迅速处理。
评议会的管辖范围
8.17
首先要决定的是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除了对报章有管辖权之外，应否对杂志也同样有管辖权。鉴于如果杂志的侵犯私隐行为不受规管便无法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障，所以我们决定应将杂志和报章纳入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内。
8.18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在法例中界定“报章”和“杂志”。我们注意到《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条）对“报刊”一词有如下定义：

“指公众可得到的任何报章或其他刊物及其增刊，而该报章或其他刊物及其增刊─

 (ha) 是载有新闻、消息、事件，或载有任何与该等新闻、消息或事件有关或与公众所关注的任何其他事宜有关的按语、论述或评论的；及
 (hb) 是为销售或免费分发而印刷或制作，并以定期（不论是每半年、每季、每月、每两周、每周、每日出版一次或按其他刊期出版）或分辑或分期的方式每相隔不超过6个月出版一次的；及
 (hc) 内容并非仅限于附表所指明的任何一个或多个项目。”

8.19
该条例就“报刊”所作的定义涵盖那些为销售或免费分发而印制的报章和杂志，但学术期刊和商业报告则不包括在内。只有“在香港印刷或制作”的“本地报刊”才必须根据该条例注册。
 如果能够将所有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注册的报刊都纳入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内，会是一个简便的安排。我们因此决定，所有根据该条例注册的报刊都应该纳入评议会的职权范围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则在本章下文所述的“报刊”均应该作如是理解。
8.20
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报刊是毋须根据法例第268章注册。报刊在互联网上的版本与街头出售的印文本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出版人可以随时更新于互联网上发布的报刊的内容，让读者得知最新消息。任何接通互联网的人，不论他是普通市民还是报刊出版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或其他资讯。虽然英国报业同意该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管辖权可伸延至已同意遵守报业守则的出版人在互联网上所发布的资料，而香港也规定上载互联网的资料受《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第390章）的条文管制，
 但我们认为规管在互联网上发布侵犯私隐的资料，至少在目前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建议5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应该包括所有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注册的报章和杂志。
8.21
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报刊东主、报刊出版人、编辑及／或记者应否纳入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内。《本地报刊注册条例》只把“东主”的定义界定为包括承租人。不过，高等法院裁定“东主”、“出版人”和“承印人”分别具有下列涵义：

· 某报章的“东主”是“拥有一间业务是印制该报章的企业的人、商号或公司”。

· 某报章的“出版人”是“经营一间业务是印制该报章的企业的人、商号或公司”。
· 某报章的“承印人”是“受出版人所托承印该报章的人、商号或公司”。
8.22
据我们所知，没有人就香港报刊东主参与报刊的日常运作的情况作出研究。不过，据布鲁斯‧汉年(Bruce Hanlin)指出，采取不干预政策的东主在英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尽管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工会实力雄厚，部分英国报章甚至有独立的“监察”理事，但报刊东主干预编辑工作的例子仍是屡见不鲜；

(a)罗拔‧麦士维(Robert Maxwell)是报刊东主，持有《每日镜报》 (Daily Mirror)、《欧洲人》(European)和纽约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控制权。他抱着凡事过问的态度办报。他接受《卫报》(Guardian)访问时夸耀自己有能力干预编辑过程、代理编辑的工作，甚至设计头版。

(b)在二十世纪的初期，《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诺克利夫(Northcliffe)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都是在许多方面亲自主理其报章，包括决定有关报章的一般内容、某宗新闻的价值、版面设计，以至日常管理等。
(c)据报《每日快报》的东主维克托‧马修斯(Victor Matthews)曾说：“大体来说，编辑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只要他们认同我所订定的政策便可。”

(d)鲁珀特‧梅铎(Rupert Murdoch)在1981年收购《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据闻他曾向该报编辑发出指引，订明他如何筛选及平衡新闻内容和评论。

8.23
我们认为为了达致有效的规管，对报章或杂志内容和新闻工作者的活动有控制权的任何人，都应该为有关报章或杂志的侵犯私隐行为负上责任。
8.24
报刊东主对其报刊的活动拥有最终控制权。通过持有某报章或杂志的拥有权，他们可以任意干预编辑工作。他们负责聘任协助他们办报的编辑。作为东主的雇员，编辑是有义务遵从东主的指令。如果编辑拒绝遵从指令，东主大可将他辞退。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营办报刊所获得的利润，是归东主而不是归编辑和新闻工作者所有。我们因此决定，报刊东主和出版人应该对其报刊的侵犯私隐的采访活动和资料发布负责。

8.25
我们也曾探讨过编辑在报社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认为编辑也应该负上责任，因为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可能只是编辑授意作出的，与东主完全无关。尽管报社是由东主全权控制，但编辑也可以指派记者作出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决定报刊登载什么资料和图片的人正是编辑。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记者可以合法地取得牵涉入某宗具新闻价值事件的人的私人资料，而摄影记者也可以合法地拍摄这些人的照片，即使他们的样貌可以从照片中辨认亦然。不过，关于如何报道某宗新闻；如何在文中描述易受伤害的人；是否刊登他的照片；如果是的话，又应该采用哪一张照片和应该在多大程度把他的样貌弄模糊等问题，全都是编辑决定。

8.26
只要规定报刊东主、出版人和编辑须负上责任，便无需将其他新闻工作者纳入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管辖范围。违反《私隐守则》的新闻工作者会受到有关报刊纪律处分。因此，所有投诉可被视为针对报刊作出，而不是针对任何个别编辑或个别新闻工作者作出。不过，报刊东主、出版人及／或编辑将需要为其报刊所作的任何违规行为负责。为了保障本身的合法权益，报刊东主和出版人可以在聘请编辑和新闻工作者的雇佣合约上增添一项条款，订明编辑和新闻工作者同意遵守评议会制定的《私隐守则》和该会所作出的裁决，编辑或新闻工作者如有多次违规或作出严重违规行为，便可以因此而受到纪律处分。

建议6
我们建议报刊东主、出版人和编辑应该为他们的报刊或职员所作出的违反《私隐守则》行为负责。

委任评议会成员的“委任委员会”

8.27
为确保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独立性，和防止政府干预委任评议会成员的工作，有必要成立一个名为“委任委员会”的中介组织，以委出评议会的成员。
建议7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应该由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委出。

8.28
该委任委员会的成员可循下列其中一种方式委出：

甲方案

行政长官在谘询新闻界意见之后，邀请一名德高望重的独立人士委出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当该名独立人士决定了委员会的委员人选后，便由行政长官按其建议委出委任委员会的委员。

乙方案
行政长官直接委出委任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作出委任前有义务征询新闻界的意见。

8.29
我们认为甲方案较为可取。根据该方案，要经过两重步骤才可以委出委任委员会的成员。该名独立人士必须具有公信力、获得报界接受、独立于政府以外、和被认同为立场中立。举例来说，现任或已退休的法官或一间大学的校长，只要符合关于公信力的条件和获业界接受，都可能是适合的人选。
建议8
我们建议行政长官在谘询新闻界意见之后，邀请一名独立人士委出该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的委员。该名独立人士应该是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

建议9
我们建议：

(a) “委任委员会”应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为主席；

(b) 任何不符合出任评议会成员的资格的人，或与新闻工作或教授新闻学有关连的人，均应没有资格被委任为“委任委员会”的委员；

(c) “委任委员会”的委员的任期应为三年；

(d) 就《防止贿赂条例》（第201条）而言，“委任委员会”的委员应视作该条例第2条所指的公职人员；

(e) “委任委员会”应获准自行规管其作业程序；

(f) “委任委员会”在委出评议会成员前必须进行广泛谘询；及

(g) “委任委员会”可透过一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该名公职人员应处理一切为落实委员会的决定而需要处理的事务，并应获编配他需要的人手。

评议会的成员

8.30
连同主席在内，评议会的成员不应少于12人亦不应多于20人。由于评议会的成员应该认识香港的情况，所以获委任为评议会成员的人应该通常居于香港最少七年。

建议10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不应少于12名亦不应多于20名在获委任为成员时已通常居于香港最少七年的人。

委任方式

8.31
我们考虑过评议会的成员应该由“委任委员会”直接委任，还是由行政长官按照“委任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委任。这并非单纯是关乎形式的问题，当中更涉及公众如何理解评议会的独立性的问题。我们相信由“委任委员会”委出评议会的成员，可以证明评议会是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以外。
建议11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应该由“委任委员会”直接委任。

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的比例

8.32
我们认为报业和公众均应该有代表参与评议会的工作。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的比例最少有四个不同的方案：
甲．报业成员占三分之一，公众成员（包括主席）占三分之二；

乙．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包括主席）各占一半；

丙．主席由公众成员担任，其他成员由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
   各占一半；及

丁．报业成员占三分之二，公众成员（包括主席）占三分之一。
8.33
我们决定评议会应该包括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但稍为偏重公众成员在评议会的比重。我们因此采纳公众成员（主席除外）占半数的丙方案。为确保评议会不会受报业主导，评议会主席一职应由公众成员担任。

8.34
我们考虑过主席应否由“委任委员会”委出，还是由评议会全体成员选出，或只由公众成员选出。根据一般惯例，任何人如获授权委出某公共团体的成员，他是可以委任该团体的主席。
 我们跟随这种做法，决定评议会主席应由“委任委员会”委任，而不是由评议会成员选举产生。

8.35
由于评议会的作业程序必须遵从自然公正原则，所以评议会主席一职宜由具法律背景的人担任。

建议12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的成员（主席除外）有半数应来自公众人士（名为公众成员），其余半数则应来自报业（名为报业成员）；

(b) 评议会主席应由公众成员担任；

(c) 评议会主席应由“委任委员会”委任；及

(d) 应该委任一名已退休的法官或一名有最少七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资深律师担任评议会主席。

报业成员

8.36
报业成员应该具备从事新闻工作或教授新闻学的经验。由于教授新闻学的学者会培训学生成为新闻工作者，并为在职新闻工作者提供专业训练，所以适宜委任他们担任评议会的成员。报业成员可以循下列其中一种途径产生：
甲方案

下列各个新闻组织有权提名一至两名报业成员加入评议会：(a)香港报业公会；(b)香港华文报业协会；(c)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d)香港记者协会；(e)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及(f)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委任委员会”将会委任上述组织所提名的人为报业成员。

乙方案
由代表报业各界别（例如东主、出版人、编辑和新闻工作者）的利益的各个组织和有新闻学系的大专院校提名担任报业成员的人选。该等新闻组织可以提名不属其组织成员的人，而且提名人数不限。“委任委员会”只可委任由该等组织和大专院校所提名的人担任报业成员。

丙方案

“委任委员会”邀请各新闻组织和普罗市民提名。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不论是否与报业有关连，均有权提名担任评议会报业成员的人选。不过，由于报业成员必须符合若干资格，所以只有那些与报业有关连的人才可被提名担任报业成员。

8.37
由于甲方案所载列的组织不能代表香港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和报刊，所以采用这方式推选评议会成员会受到抨击。如果每个组织只可提名一至两名报业成员，它们相当不可能提名不是它们会员的人担任报业成员。再者，根据甲方案，没有参加任何新闻组织的新闻工作者和报刊是没有提名权的。

8.38
乙方案较甲方案略胜一筹，因为每个组织可提名的人数不限，非会员将有较大机会获提名为评议会成员。然而，乙方案仍然可能受到抨击，因为只有新闻组织和有关的院校才有权作出提名。根据这方案委出的报业成员可能会被指为不能代表整个报业。丙方案可在很大程度上消弭这方面的疑虑。根据这方案，所有人都有权提名，不论提名人是否新闻工作者、报刊出版人或新闻组织。我们赞同采纳这方案，因为提名报业成员的权利不应只限于新闻组织，而是应该让所有机构（包括所有报刊出版人和新闻组织）和所有公众人士（包括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享有提名权。

8.39
我们曾考虑只有东主和新闻工作者才有权提名，但是鉴于新闻工作者毋须注册或参加工会，亦毋须符合任何基本的入职条件，所以实在难以就提名一事订定可被视为新闻工作者的资格规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愈多人享有提名权愈好。只要获提名的人符合法例所订出的报业成员资格，提名人是业内人士还是公众人士，根本无关宏旨。所有新闻工作者和报刊出版人，不论他们是否属于某新闻组织的成员，都应该有提名权。同样地，没有参加任何新闻组织的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有权被提名为评议会的报业成员。

建议13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的报业成员应该有从事新闻工作或教授新闻学的经验；

(b) 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不论是否与报业有关连，均应该有权就报业成员的人选作出提名；及

(c) 报业成员应该以个人身分投票，而不是以提名他们的团体或组织的代表的身分投票。

公众成员

8.40
由于公众成员不应受报界影响，所以他们不应从事出版报章或杂志的业务或与该等业务有关连，也不应有任何可能会妨碍他们履行评议会公众成员的职能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利益。
建议14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公众成员在接受委任为评议会成员之前的三年内，不得从事出版报章或杂志的业务，或与该等业务有关连。

8.41
由于评议会所处理的投诉个案，有部分会涉及保障个人资料的事宜，所以适宜指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为评议会的当然成员，以建立评议会与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之间的联系。

建议15

我们建议指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为评议会的当然成员，并将他当作评议会的公众成员计算。

获委任为评议会成员的资格

8.42
我们认为有关法例应该载有关于丧失获委任为评议会成员的资格的条文。评议会不应受外界压力，以致影响它不能正当执行其职能。我们在下文列出可以在法例内订明为丧失资格的人的类别：
 (hd)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中获提名为候选人的人；

 (he) 下列组织的成员或议员：

(i) 行政会议；
(ii) 立法会；
(iii) 临时市政局或临时区域市政局；或
(iv) 临时区议会；

 (hf) 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国家级、地区级或市级国会、立法机关、议院或议会的成员；
 (hg) 公务员架构内的新闻主任、首长级人员或政务主任职系的人员：
 (hh) 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受薪政府人员；
 (hi) 精神不健全而又无能力照顾自己和处理其事务的人；及
 (hj) 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人。
建议16
我们建议有关法例应载有关于丧失获委任为评议会成员的资格的条文。

任期

建议17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的任期应该定为三年，并应该可以连任。

酬金

8.43
公共机构的成员通常可支取由行政长官决定的酬金和津贴。我们认为评议会的主席和成员应该跟其他公共机构成员一样享有同等待遇，所以预期当局会借鉴其他公共机构的模式，以决定评议会的主席和成员应否有权支取酬金和津贴，并在决定他们应该享有该等权利后，厘定酬金款额和津贴类别。
8.44
由于评议会主席会肩负确保这个规管机制有效运作的重任，而且预期该主席会花不少时间处理评议会事务，所以让主席支取优厚酬金，也是合情合理的。评议会的工作是平衡私隐和新闻自由这两方面的权益，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是我们有意招揽具法律背景且德高望重的人去带领这评议会，有丰厚酬金这条件尤为重要。

免职

建议18
我们建议一名评议会成员如没有或丧失获委任为评议会的公众成员或报业成员的资格，或不能履行公众成员或报业成员的职责，便应该将他免职。
临时委任
8.45
我们决定遇上有评议会成员在任期届满前辞职或有成员的职位悬空时，无需作出临时委任。
 我们认为较佳的安排是由委任委员会委出新人填埔空缺，这可以减轻评议会在成员的三年任期届满时重组所引起的影响，有利评议会的延续性。
会议
8.46
我们决定除了应该规定评议会会议必须由公众成员主持，以及规定评议会有义务确保投诉程序对各方当事人都公平外，应该容许评议会自行规管其作业程序。评议会在订定其程序规则时可以留意下列各点：
 (hk) 评议会任何会议的法定人数应不得少于其时在任成员人数的二分之一。如有成员被取消参与评议会对某事项的决定或商议的资格，则在评议会决定或商议该事项时，该成员不计算在法定人数之内。
 (hl) 需要在评议会会议上决定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以出席及就该事项投票的成员所投的多数票取决；如票数均等，主席或主持会议的其他成员，除了其原有一票之外，还有权投决定票。
 (hm) 就任何评议会会议而言，当主席缺席或不主持会议时，出席会议的成员可通过决议委任任何一位公众成员代行主席职务。
建议19
我们建议除了应该规定评议会会议必须由公众成员主持，以及规定评议会有义务确保投诉程序对各方当事人都公平外，应该容许评议会自行规管其作业程序。
申报利益
8.47
我们决定应该有条文规定评议会成员在指定情况下必须申报利益。以下是这类条文的范例：
“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成员如果在评议会的会议所讨论的任何事宜中：
 (hn) 有直接或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或
 (ho) 所享有的个人利益大于他作为公众一分子所享有的利益，
则
 (hp) 该成员须在会议上披露该利害关系的性质；
 (hq) 披露内容须记入会议记录；
 (hr) 如披露者是主持会议的成员，则在进行有关讨论时不得主持会议；
 (hs) 如其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提出要求，则该成员（包括根据第(iii)段不得主持会议者）须在进行有关讨论时避席，且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其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另作决定，否则该成员不得就有关事宜的任何决议投票，也不得在确定会议法定人数时将他计算在内。”
建议20
我们建议应该制定条文规定评议会成员在指定情况下必须申报利益。
与私隐有关的行为守则
8.48
根据《电视条例》和《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广播事务管理局可以为电视和电台广播机构制定与节目标准和广告标准有关的业务守则。
 广管局辖下的业务守则委员会专责检讨现有的守则，并为新服务订立新守则。新守则和就现有守则所作出的修订均须经广管局认可才可生效。
8.49
我们认为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应该拟定和发出一套与报刊搜集和刊登个人资料有关的行为守则，作为报业和社会大众的指引。评议会草拟守则时，应该征询社会大众、业内人士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包括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意见。
建议21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权拟定和检讨一套与私隐有关的行为守则（下称“《私隐守则》”）。

投诉程序

8.50
当有人向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投诉，指称某报章或杂志违反《私隐守则》，评议会便会着手调查，一旦查明表面证据成立，便会将投诉转介给投诉委员会进一步调查。然而，评议会在转介投诉前，可在当事人不反对的情况下尝试居间调停。评议会如认为有关投诉属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或因其他原因而认为投诉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决定拒绝展开或继续进行调查。
8.51
我们认为投诉委员会应该由五名评议会成员组成，
 其中三名委员（包括主席）应由公众成员担任。

8.52
我们决定评议会应该也可以接受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诉。假如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诉不曾由直接受影响的人作出，评议会便应先征询该名受影响的人是否反对评议会调查有关事宜。一般而言，如果受影响的人反对，评议会应该尊重他的意愿，但评议会仍可在不披露该人的身分的情况下就该事宜作一般评论。

8.53
若评议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项作为可能违反《私隐守则》，它应该有权主动展开调查，查证有关作为有没有违反守则。

建议22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下列权力：

(a) 受理（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指称有人违反《私隐守则》的投诉；

(b) 如评议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作为违反《私隐守则》，可主动进行调查；

(c) 将投诉转交投诉委员会调查前尝试进行调解；及

(d) 就指称有人违反《私隐守则》的投诉作出裁决。

建议23

我们建议：

(a) 投诉委员会应该由五人组成，包括主席在内；

(b) 应该有三名投诉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主席）由公众成员担任；

(c) 投诉委员会可以委任其他人为投诉委员会委员，就一般的或个别的事宜提供意见，但这些委员对委员会席前审议的事宜没有投票权；及
(d) 投诉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应该定为四人，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应该各占两人。
建议24
我们建议投诉委员会在接获投诉后应该：

(a) 给予各方合理的机会作出陈述；
(b) 考虑各方亲自作出的或由代表作出的陈述；
(c) 考虑其收取并认为与该投诉有关的证据，不论该证据是否代投诉人提出的；及
(d) 就有否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向评议会提供意见；如果认为有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便向评议会作出建议，由评议会就投诉作出裁决。
8.54
我们决定评议会和投诉委员会应该可以收取与投诉有关的证据，即使有关证据在法律上是不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亦然。《证据条例》（第8章）的条文和任何其他关于证据的可接纳性的法律规则，均不应适用于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席前所进行的程序。
8.55
评议会和投诉委员会应可向其认为适当的人索取资料、文件或任何物品，并进行它们认为适当的调查。然而，不应强制任何人或团体向评议会提供资料。投诉案中的各方可按其意愿协助评议会进行调查。
8.56
由于有关程序应该不拘形式，所以我们认为除非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不应由律师代表当事人出席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举行的任何聆讯。

8.57
只要各方当事人都有机会作出陈述，而且处理投诉的程序对各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评议会便没有需要举行聆讯，亦不用给任何人享有向评议会陈词的权利。由评议会举行的任何聆讯均毋须公开进行。
建议25
我们建议：
(a) 《证据条例》（第8章）的条文及任何其他关于证据的可接纳性的法律规则，均不应适用于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席前所进行的程序；
(b) 评议会和投诉委员会可向其认为适当的人索取资料、文件或任何物品，并进行它们认为适当的调查；及
(c) 除非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各方当事人不应由律师代表出席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所举行的聆讯。
建议26
我们建议评议会在下列情况可以决定不展开或不继续调查投诉：

(a) 投诉的行为微不足道；

(b) 投诉属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

(c) 有关投诉或一项在性质上大体与其相若的投诉已在先前引发一次调查，而评议会在进行该次先前的调查后认为没有违反《私隐守则》的情况；或

(d) 因为任何其他理由，调查或进一步调查是不恰当的。

建议27
我们建议任何人不得针对不展开或不继续进行调查的决定提出上诉。评议会如决定不展开或不继续进行调查，应将其决定及理由通知投诉人。
8.58
我们决定即使投诉人撤回投诉，只要调查该投诉有公众利益理由支持，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是应该可以酌情决定是否展开或继续进行调查。有需要授予评议会这项酌情权，是因为投诉人可能因受到违规报章或杂志施压或利诱而撤回投诉，但评议会却认为由于投诉个案涉及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宜，故此让评议会可以继续调查是妥当的安排。我们预期如果将投诉人的身分保密是符合他的利益，评议会是会作出保密安排。
建议28
我们建议尽管投诉人已撤回投诉，但评议会仍可展开或继续调查该投诉，惟该项调查必须能够以公众利益作为支持理据。
放弃法律权利
8.59
有人认为，由于有些投诉人可以循法院诉讼程序向有关报章或杂志索取补救，所以除非投诉人已签署同意放弃就招致投诉的事情采取法律行动的弃权书，否则评议会不应作出裁决。
8.60
英国的杨格委员会和报业评议会均赞同采取上述安排。他们指出，如果投诉人不签署弃权书：

· 报刊便可能在处理投诉的过程中拒绝合作，因为有关程序会披露他们在法律诉讼中所可能提出的抗辩理由；

· 投诉人可能利用报业评议会作为在提起法律诉讼前刺探对方虚实的工具；
· 投诉人胜诉的结果可能成为提起诉讼的佐证；
· 投诉过程会更加冗长、出现法律上的争拗、和费用高昂；及
· 报刊和编辑将需要就同一套事实作出两次抗辩，以致因同一作为而需要面对两次败诉的风险。
8.61
然而，加尔吉委员会指出这种观点已不合时宜，因为现代解决纠纷的方式，是趋向藉披露自己的理据以求尽早了结纠纷和节省费用。如果某报章有合理的辩护理据，投诉人便可能会撤回投诉。如果报章持有的理据不充分，它便会同意早日和解。

8.62
我们认为，规定私隐受报刊侵犯的受害人必须在向评议会投诉与向法院提起诉讼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是对受害人不公平的。除非评议会有权判给赔偿或发出禁制令，否则不应将签署弃权书定为评议会调查投诉的先决条件。

建议29

我们建议评议会不应要求投诉人先签署同意放弃就招致投诉的事情采取法律行动的弃权书才调查其投诉。

评议会的权力

	建议30
我们建议评议会就投诉作出裁决后可以：
(a) 宣布有关报章或杂志违反《私隐守则》；
(b) 谴责该报章或杂志；
(c) 要求该报章或杂志：
(i) 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道歉启事，并指定有关道歉启事的形式、内容和版位；
(ii) 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更正启事，并指定有关更正启事的形式、内容和版位；

(iii) 以评议会所指定的方式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下列事项：
(1) 投诉摘要；
(2) 评议会对有关投诉的裁决或其摘要；
(3) 评议会就有关投诉所作的决定；
(4) 评议会对有关投诉的任何评析或其摘要；
(d) 在香港流通的一份或以上报章或杂志上刊登上述(c)(iii)段所载述的事宜。


8.63
有需要授权评议会在香港的报刊刊登其调查结果，是因为违规的报刊可能拒绝遵从评议会的指令刊登有关资料。
赔偿

8.64
我们决定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不应有权给予赔偿，理由如下：
 (ht) 评议会的主要目的是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而不是赔偿私隐受报刊侵犯的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只有当有关报刊被裁定有侵权行为才可着令报刊赔偿受害人。若然评议会可给予赔偿，其效果将会是把《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提议的侵权行为的范围扩阔。

 (hu) 我们已建议不应要求投诉人签署同意放弃就同一事项提起民事诉讼的弃权书。如果投诉人可藉着向评议会投诉而索取赔偿，同时又可以就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有关的报章或杂志便会因同一事情而需要面对两次败诉的风险。

 (hv) 并非是律师的评议会成员在制定赔偿原则方面会有困难。尽管评议会成员可参照损害赔偿法来制定有关原则，但个中问题既复杂亦难于理解。

 (hw)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权藉着向评议会投诉而申索赔偿，评议会便不仅需要决定有没有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还需要决定有关的违规行为有没有伤害受害人；如确有造成伤害，又要研究如何评估赔偿金额。由于评议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很可能需要律师和专家证人协助，所以投诉程序可能会因此而趋向规范化，所需时间更长，费用亦更高昂。

建议31
我们建议评议会不应有权判投诉人获得赔偿。

罚款

8.65
为了确保有关机制能够有效地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应有权惩处违规的报刊。违规报刊所受到的制裁不应只限于受到谴责和刊登裁决结果、道歉启事和更正启事。
8.66
根据《电视条例》（第52章）第37条，如果商营电视台不遵从广管局所制定的任何业务守则，或不遵从广管局根据该条例所发出的指示，广管局便可以处以罚款。首次罚款不得超逾50,000元，第二次罚款不得超逾100,000元，而其后所判处的罚款不得超逾250,000元。
 上述罚则是于1988年订定的。由于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非常丰厚，所以这些罚款额在一宗备受非议的个案里曾被人批评为过低。

8.67
我们注意到《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第390章）的最高刑罚如下：

· 发布淫亵物品：可处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三年；

· 向青少年发布不雅物品：首次定罪，可处罚款400,000元及监禁12个月；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800,000元及监禁12个月；

· 不遵照该条例第24(1)条所列出的规定而发布不雅物品：首次定罪，可处罚款4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800,000元及监禁12个月；

· 发布经淫亵物品审裁处评定为第III类的物品：可处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三年。

8.68
与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相比，印刷媒介的刊物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持久。在报刊上刊载的新闻故事是属于永久的记录。报刊可以存档或摄制成缩微胶卷，供日后参考，而公众人士如对关于某人的新闻感兴趣，可以翻查当日的报刊，并随意复印。此外，一份主流报章的读者数目可能较电台或电视台受欢迎的节目的观众或听众为多。根据《1998年AC Nielsen香港媒介指标中期报告》，在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期间，《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每日读者人数平均为2,100,000人和1,900,000人。

8.69
我们决定评议会应该有权在严重侵犯私隐的个案惩处罚款，藉此清楚向违规报刊表明，社会是不会姑息这些行为的。这样亦可使市民相信花费精力投诉是值得的。为了能够有效惩处和阻吓违规报刊，最高罚款额应该定在较高水平。我们初步认为被裁定违规者最多可被处罚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后被裁定违规者最多可被处罚款1,000,000元，而第二次或其后施加的惩处是不受时间限制。我们欢迎各界人士就罚款额是否定得过高或过低提出意见。
 
8.70
我们知道这笔款额对于规模庞大的报刊而言是属于小数目，但对于规模小的报刊而言却是庞大的款额，然而，评议会只会在销量非常大的主流报章作出非常严重的违反《私隐守则》行为时才会处以最高罚款额。评议会将因应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定出实际判处的罚款额，期间会特别顾及有关侵犯私隐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冒犯程度或使受害人承受的风险，以及违规报刊作出这些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如果评议会决定惩处违规报章缴交罚款，而该报章是一份销量和影响力有限的小报，实际被罚的款额便会很少。
8.71
为确保各方当事人都获得公平对待，当评议会认为有需要考虑应否以罚款作为制裁时，可以考虑让各方当事人由律师代表。就罚款而言，我们认为评议会与法院一样，知道如何厘定某宗个案的罚款额。

建议32
我们建议评议会可向被裁定严重违反《私隐守则》的报章或杂志处以罚款。首次被裁定违反守则者最多可被处罚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后被裁定违反守则者，可被处罚款1,000,000元。
8.72
有人提议评议会就某宗投诉作出裁决前，应该可以发出临时强制令，着令某报章或杂志在评议会公布其调查结果前，不得作出任何侵犯私隐的作为或再次刊登某图片。我们同意，作风骄横而且实力雄厚的报章可能会针对投诉人策动持续多日的侵扰行动或滋扰行动。然而，投诉人如发现其私生活再次受到干扰，可以再次向评议会投诉。每次侵犯都会视作一次新的违规行为，可由评议会跟进调查。评议会是可以针对违规报章或杂志在一段期间内所犯的每一次违规行为处以罚款。如果报刊做出的行为情节较为严重，以致构成《缠扰行为谘询文件》和《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谘询文件》所提议的构成骚扰、侵犯私隐或公开披露他人私隐的侵权行为，投诉人便可以藉着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取得禁制令。
强制执行裁决
8.73
另一个问题是有没有需要让评议会有权强制执行其裁决。英国的报业评议会否决了藉合约或司法途径强制执行其裁决的提议，所持理由是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不拘形式的调查机制：

“〔英国报业评议会〕认为这种安排对于简单、便捷和公平的投诉程序而言，既没有需要亦不适宜。如果新闻工作者、编辑或东主有可能要遵守由法院发出的、着令遵从报业评议会的裁决的命令，他们便相当可能坚持要得到法律制度在程序上所提供的保障。调查投诉的机制可能会因此而趋向规范化，而程序亦可能变得更冗长，出现更多法律上的争拗，和费用更加昂贵，尤其是报业评议会将需要雇用职员执行强制程序。”
8.74
我们认为，除非有理由相信所有败诉的报刊将会愿意遵从评议会的规定，缴付罚款及／或刊登对其不利的裁决、道歉启事或更正启事，否则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均应该可以针对不遵从规定的报刊强制执行。如果没有任何强制执行的权力，自行其是的报刊可能会不遵守或蓄意违反《私隐守则》的规定，继而多次拒绝遵从评议会的裁决，使评议会失去威信。

8.75
我们因此决定：(a)若某报章或杂志因为严重违反《私隐守则》而被评议会惩处罚款，但却没有缴付罚款，有关罚款应可作为民事债项在法院追讨；(b)若某报章或杂志没有遵照评议会的决定刊登道歉启事、更正启事或其他事项，评议会便应有权向该报章或杂志惩处罚款。我们初步提议最高罚款额应该大约是500,000元。
建议33
我们建议：
(a) 不遵从评议会的规定刊登道歉启事、更正启事或其他事项的报刊可被处罚款；及
(b) 由评议会判处的罚款应可作为民事债项在法院追讨。
上诉权

8.76
根据一般法律原则，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决定可在特殊情况下予以司法覆核。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单有司法覆核的程序可否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公约第十四条就民事和刑事审讯程序提供多项保障，
 其中一项规定如下：“在判定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我们初步认为，评议会的程序会涉及“刑事指控”和“在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理由如下：
 (hx) 违反《私隐守则》的纠纷涉及法律权利与义务，因为(i)由评议会作出的、对报刊不利的裁决，可经法院针对违规报刊强制执行；(ii)纠纷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私隐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及(iii)评议会的决定可以影响报刊享有其财产的权利。
 (hy) 违反《私隐守则》或不遵从评议会的决定所受到的制裁具有阻吓和惩罚作用。违规报章可以被判处的最高罚款额甚钜，使我们建议的罚则拥有公约第十四条的意义下的刑事性质。这项罚则因此带有惩罚意味，在性质上和所达致的后果两方面都与刑事制裁相若。
8.77
虽然我们相信评议会可以符合“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的条件，但我们认为评议会举行的聆讯不能符合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的标准。一般而言，司法覆核的程序并不足够，因为法庭进行司法覆核时，不会审议有关裁决的是非对错，而只限于检讨有关当局的作为是否不合法、不合理或不公平。
8.78
有三种方法可确保我们的建议符合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
甲方案
评议会无权就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处以罚款。此外，由评议会作出的会影响被裁定违反《私隐守则》的报刊的所有决定不能依法强制执行。换言之，没有刊登评议会指定的道歉启事、更正启事或其他事项的报刊，不会被处罚款，而任何由评议会判处的罚款均不得作为民事债项追讨。

乙方案
评议会的决定受一个司法机构监督，而这个司法机构可提供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所有保障，并对有关个案的法理和事实拥有完全的司法管辖权，例如上诉法庭或行政上诉委员会便可以符合这些要求。只要有关程序的最后阶段符合第十四条的所有规定，评议会便无需进行公正和公开的聆讯。

丙方案
评议会的程序有第十四条所提供的所有保障。

8.79
鉴于没有制裁权力的规管组织是不能有效规管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而丙方案又会令有关程序变得复杂和受到很多规则限制，所以我们认为乙方案较为可取，并决定任何人如因评议会的决定而受到委屈，可以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将上诉法庭纳入投诉程序之内，可让资深的法官发挥监督功能，而上诉法庭所作出的裁决，也可能发展成为一套原则，为报业和社会大众提供指引。
建议34
我们建议任何人如因评议会的任何决定或因《私隐守则》所载的任何内容而受到委屈，可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
教育
8.80
报界和传媒学者一直强调，为报业从业员和广大市民推行传媒教育，有助提高新闻媒体的专业操守、提高公众探讨传媒操守的讨论质素，以及令公众更加认识到他们有免受传媒侵犯的权利。我们认为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应该有责任(a)使公众更加认识到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可以享有的权利，即他们的私生活是受到保护，不容他人任意干涉；及(b)使报界更加认识到他们有义务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基本法》下的新闻自由权利，尤其是新闻界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有尊重别人的私隐权的义务。此外，评议会应该积极促进社会对《私隐守则》和投诉程序的认识和理解。由于评议会有责任不时检讨《私隐守则》，所以评议会应该有权委托他人研究与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有关的课题。
建议35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下列的职能和权力：
(a) 促进对评议会的《私隐守则》和投诉程序的认识和理解；
(b) 使社会大众更加认识到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可以享有私生活免被他人任意干涉的权利；
(c) 使报界更加认识到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有义务尊重他人的私隐权；

(d) 就《私隐守则》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一般性的意见；及
(e) 委托他人研究与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有关的课题。
报告

8.81
虽然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应该独立于政府以外，但它仍然应该向公众交代其工作，尤其是如果评议会的经费是从公帑拨付，则更应该如此。
建议36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发表一份关于其工作情况的周年报告，并将之呈交立法会省览。除了周年报告之外，评议会可发表定期报告，就评议会在报告所覆盖的时间之内所处理的每宗个案，载列下列资料：
(a) 投诉的内容摘要和评议会所采取的行动；
(b) 假如评议会已就投诉作出裁决，摘要记述其调查结果和裁决内容；
(c) 假如评议会要求某报章或杂志执行评议会所作出的决定，摘要记述该报章或杂志所采取的行动；及
(d) 由评议会提出的其认为适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弥偿
8.82
我们决定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及其辖下委员会在行使其权力时应该可以免被起诉。就关于诽谤的法律而言，制定关于弥偿的条文可使评议会和它所发表的任何陈述、报告和刊物享有特权。
建议37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
(b) 评议会的任何成员；
(c) 评议会的任何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及
(d) 评议会的任何雇员，
在行使有关法例所授予的权力或履行有关法例所委予的职能时真诚地作出的任何事情，均不会因该等作为而招致法律责任。
经费来源
8.83
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获得保证可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是有关计划能否成功推行的关键。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经费悉数由报业透过“报业标准财务委员会”(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拨付。该财务委员会负责向出版人按其营业额征收款项。报刊投诉委员会的经费是由报业内的不同界别共同分担的。这些界别指在全国发行的报章、在某区域或某地方发行的报章、免费报章、主要的苏格兰报章，以及杂志。加尔吉这样描述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与该财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它的财政预算一直不曾受人质疑，其基础在于报刊投诉委员会在所需开支上可以完全独立自主，但必须令委员会信服其收入是用于征收款项的目的。”

8.84
如果香港报界担心由政府拨付评议会的经费会损害评议会的自主性，可由报业筹集评议会的经费。报业可以成立类似上述财务委员会的基金或信托基金，以确保评议会有充足的财务资源使它得以成功运作。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报业评议会，大部分都是由报刊出版人协会及其他有参与自律机制的并与报业有关连的协会拨款资助。然而，由于香港有三份最畅销的报章都不是香港报业公会的会员，所以要求报业公会承担评议会的所有经费并不公允。

8.85
另一个方案是透过立法向报刊征收款项作为经费。这个方案是有先例可援，例如电讯管理局的经费便是来自服务供应商的牌照费。各个服务供应商实际要缴付的款额，视乎其服务客户的数目而定。就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而言，一个简便的方法是在《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条）增加一项注册条件，规定所有报刊必须支付适当款额的费用，以资助评议会的全数或部分开支，才可获得注册。各报刊所需要缴付的费用，可以利用根据该条例注册的报章和杂志的总销量为基数，按个别报章或杂志所摊占的份额来厘定。由于公司的帐目可以被人巧妙地处理，所以适宜采用由外间的核数师查证的销量数字作为厘定收费的基准，而不是采用公司帐目所示的年结利润为基准。至于新注册的报刊，可以规定它们开展业务时缴付一笔定额费用。
8.86
我们认为评议会的经费应该由报业拨款资助，而不是由普罗市民承担，因为如果不是报刊作出这类活动，根本无需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所征收的费用应该不会对报刊造成沉重的负担，因为报业可以提高报刊的售价来收回有关费用。
8.87
假如有任何理由使向报刊征收费用的方案不能付诸实行，成立和营运评议会的经费可由政府从立法会拨作此用途的拨款中支付。

建议38
我们建议应该立法向所有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注册的报章和杂志征收款项来资助评议会的经费。个别报章和杂志所需要缴付的款额，应该以根据该条例注册的报章和杂志的总销量为基数，按有关报章或杂志所摊占的份额来厘定。
行政支援
建议39
我们建议应该拨款予评议会以委任或聘任一名行政主管和其他为有效率地执行职务所需的人手。此外，评议会应该可以聘请技术或专业顾问，以协助评议会履行其职责。只要拨款组织核准，评议会可以自行决定聘请或雇用任何人的酬金和雇用条件。
8.88
作为临时措施，可从政府或立法会秘书处借调人手担任评议会的首任秘书，任期为六个月。其主要职责是为评议会主席和其他成员提供行政服务，尤其是筹设办事处和招聘支援人员的工作。
结语
8.89
我们重申，新闻自由不会单因为出版人不得在没有充分理由下侵犯他人私隐而受到损害。相反，我们的建议将会：
· 使人更加尊重新闻自由；
· 使新闻工作者更加有责任感；
· 鼓励传媒反省其道德观念；
· 鼓励新闻工作者更加专业化；
· 促使新闻工作者与公众就何谓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进行对话；及
· 保护编辑和新闻工作者免受违反专业操守的指令困扰。

这些建议落实后，可使公众更加了解传媒是关注和重视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而新闻工作者将会更加谨慎处理涉及传媒道德的潜在问题，社会人士也会更加尊重这个行业。
8.90
我们深信我们的建议：
· 不会损害发表意见自由的价值和功用；
· 不会不合理地妨碍言论自由；
· 不会使人行使言论自由时有所忌惮；
· 不会限制新闻界在代表公众监察政府这方面所享有的自由；
· 不会损害新闻工作者调查公众关注的事项的自主权；
· 不会阻止新闻工作者参与讨论时事；
· 不会使编辑将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扣发不予报道；
· 不会让政府行使任何权力达致不正当的目的；
· 不会给政府提供一种可以干预新闻界内部运作的工具；
· 不会引致新闻审查；
· 不会破坏或逐渐损害报业的运作；及
· 不会削弱新闻界履行它们在《基本法》下的职责的能力。
第9章
各项建议总览
建议1

我们建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发出一套关于为新闻工作目的而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的实务守则，给出版人、广播机构、新闻工作者、互联网使用者和其他公众人士提供实用的指引。（第5章）
建议2
我们建议广播事务管理局在关于节目标准的业务守则内加入与下列事项有关的条文：(a)在香港播放的节目内出现的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和(b)与供该等节目播放的资料的搜集有关的不当的侵犯私隐行为。（第6章）
建议3
我们建议广播事务管理局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在草拟有关的私隐条文时，应顾及德国报业评议会发出的《报业守则》、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核准的《作业守则》、英国广播标准委员会采用的《关于公平和私隐的守则》、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及其他司法管辖区采用的行为守则。（第6章）

建议4
我们建议应该立法成立一个名为“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的独立组织（下称“评议会”），以处理由公众人士作出的涉及报界违反一套与私隐有关的报业守则（下称“《私隐守则》”）的投诉。（第7章）

建议5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管辖范围应该包括所有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注册的报章和杂志。（第8章）
建议6
我们建议报刊东主、出版人和编辑应该为他们的报刊或职员所作出的违反《私隐守则》行为负责。（第8章）
建议7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应该由一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委出。（第8章）
建议8
我们建议行政长官在谘询新闻界意见之后，邀请一名独立人士委出该个独立的“委任委员会”的委员。该名独立人士应该是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第8章）
建议9
我们建议：

(a) “委任委员会”应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为主席；

(b) 任何不符合出任评议会成员的资格的人，或与新闻工作或教授新闻学有关连的人，均应没有资格被委任为“委任委员会”的委员；

(c) “委任委员会”的委员的任期应为三年；

(d) 就《防止贿赂条例》（第201条）而言，“委任委员会”的委员应视作该条例第2条所指的公职人员；

(e) “委任委员会”应获准自行规管其作业程序；

(f) “委任委员会”在委出评议会成员前必须进行广泛谘询；及

(g) “委任委员会”可透过一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该名公职人员应处理一切为落实委员会的决定而需要处理的事务，并应获编配他需要的人手。（第8章）
建议10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不应少于12名亦不应多于20名在获委任为成员时已通常居于香港最少七年的人。（第8章）
建议11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应该由“委任委员会”直接委任。（第8章）

建议12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的成员（主席除外）有半数应来自公众人士（名为公众成员），其余半数则应来自报业（名为报业成员）；

(b) 评议会主席应由公众成员担任；

(c) 评议会主席应由“委任委员会”委任；及

(d) 应该委任一名已退休的法官或一名有最少七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资深律师担任评议会主席。（第8章）
建议13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的报业成员应该有从事新闻工作或教授新闻学的经验；

(b) 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不论是否与报业有关连，均应该有权就报业成员的人选作出提名；及

(c) 报业成员应该以个人身分投票，而不是以提名他们的团体或组织的代表的身分投票。（第8章）
建议14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公众成员在接受委任为评议会成员之前的三年内，不得从事出版报章或杂志的业务，或与该等业务有关连。（第8章）
建议15
我们建议指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为评议会的当然成员，并将他当作评议会的公众成员计算。（第8章）
建议16
我们建议有关法例应载有关于丧失获委任为评议会成员的资格的条文。（第8章）
建议17
我们建议评议会的成员的任期应该定为三年，并应该可以连任。（第8章）
建议18
我们建议一名评议会成员如没有或丧失获委任为评议会的公众成员或报业成员的资格，或不能履行公众成员或报业成员的职责，便应该将他免职。（第8章）
建议19
我们建议除了应该规定评议会会议必须由公众成员主持，以及规定评议会有义务确保投诉程序对各方当事人都公平外，应该容许评议会自行规管其作业程序。（第8章）
建议20
我们建议应该制定条文规定评议会成员在指定情况下必须申报利益。（第8章）
建议21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权拟定和检讨一套与私隐有关的行为守则（下称“《私隐守则》”）。（第8章）
建议22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下列权力：

(a) 受理（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指称有人违反《私隐守则》的投诉；

(b) 如评议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作为违反《私隐守则》，可主动进行调查；

(c) 将投诉转交投诉委员会调查前尝试进行调解；及

(d) 就指称有人违反《私隐守则》的投诉作出裁决。（第8章）
建议23
我们建议：

(a) 投诉委员会应该由五人组成，包括主席在内；

(b) 应该有三名投诉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主席）由公众成员担任；

(c) 投诉委员会可以委任其他人为投诉委员会委员，就一般的或个别的事宜提供意见，但这些委员对委员会席前审议的事宜没有投票权；及

(d) 投诉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应该定为四人，报业成员和公众成员应该各占两人。（第8章）
建议24
我们建议投诉委员会在接获投诉后应该：

(a) 给予各方合理的机会作出陈述；

(b) 考虑各方亲自作出的或由代表作出的陈述；

(c) 考虑其收取并认为与该投诉有关的证据，不论该证据是否代投诉人提出的；及

(d) 就有否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向评议会提供意见；如果认为有违反《私隐守则》的行为，便向评议会作出建议，由评议会就投诉作出裁决。（第8章）
建议25
我们建议：

(a) 《证据条例》（第8章）的条文及任何其他关于证据的可接纳性的法律规则，均不应适用于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席前所进行的程序；

(b) 评议会和投诉委员会可向其认为适当的人索取资料、文件或任何物品，并进行它们认为适当的调查；及
(c) 除非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各方当事人不应由律师代表出席评议会或投诉委员会所举行的聆讯。（第8章）
建议26
我们建议评议会在下列情况可以决定不展开或不继续调查投诉：

(a) 投诉的行为微不足道；

(b) 投诉属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

(c) 有关投诉或一项在性质上大体与其相若的投诉已在先前引发一次调查，而评议会在进行该次先前的调查后认为没有违反《私隐守则》的情况；或

(d) 因为任何其他理由，调查或进一步调查是不恰当的。（第8章）
建议27
我们建议任何人不得针对不展开或不继续进行调查的决定提出上诉。评议会如决定不展开或不继续进行调查，应将其决定及理由通知投诉人。（第8章）
建议28
我们建议尽管投诉人已撤回投诉，但评议会仍可展开或继续调查该投诉，惟该项调查必须能够以公众利益作为支持理据。（第8章）
建议29
我们建议评议会不应要求投诉人先签署同意放弃就招致投诉的事情采取法律行动的弃权书才调查其投诉。（第8章）
建议30
我们建议评议会就投诉作出裁决后可以：

(a) 宣布有关报章或杂志违反《私隐守则》；

(b) 谴责该报章或杂志；

(c) 要求该报章或杂志：

(i) 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道歉启事，并指定有关道歉启事的形式、内容和版位；

(ii) 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更正启事，并指定有关更正启事的形式、内容和版位；

(iii) 以评议会所指定的方式刊登一次或超过一次下列事项：

(1) 投诉摘要；

(2) 评议会对有关投诉的裁决或其摘要；

(3) 评议会就有关投诉所作的决定；

(4) 评议会对有关投诉的任何评析或其摘要；

(d) 在香港流通的一份或以上报章或杂志上刊登上述(c)(iii)段所载述的事宜。（第8章）
建议31
我们建议评议会不应有权判投诉人获得赔偿。（第8章）
建议32
我们建议评议会可向被裁定严重违反《私隐守则》的报章或杂志处以罚款。首次被裁定违反守则者最多可被处罚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后被裁定违反守则者，可被处罚款1,000,000元。（第8章）
建议33
我们建议：

(a) 不遵从评议会的规定刊登道歉启事、更正启事或其他事项的报刊可被处罚款；及

(b) 由评议会判处的罚款应可作为民事债项在法院追讨。（第8章）
建议34
我们建议任何人如因评议会的任何决定或因《私隐守则》所载的任何内容而受到委屈，可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第8章）
建议35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有下列的职能和权力：

(a) 促进对评议会的《私隐守则》和投诉程序的认识和理解；

(b) 使社会大众更加认识到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可以享有私生活免被他人任意干涉的权利；

(c) 使报界更加认识到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有义务尊重他人的私隐权；

(d) 就《私隐守则》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一般性的意见；及

(e) 委托他人研究与报界的侵犯私隐行为有关的课题。（第8章）
建议36
我们建议评议会应该发表一份关于其工作情况的周年报告，并将之呈交立法会省览。除了周年报告之外，评议会可发表定期报告，就评议会在报告所覆盖的时间之内所处理的每宗个案，载列下列资料：

(a) 投诉的内容摘要和评议会所采取的行动；

(b) 假如评议会已就投诉作出裁决，摘要记述其调查结果和裁决内容；

(c) 假如评议会要求某报章或杂志执行评议会所作出的决定，摘要记述该报章或杂志所采取的行动；及

(d) 由评议会提出的其认为适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第8章）
建议37
我们建议：

(a) 评议会；

(b) 评议会的任何成员；

(c) 评议会的任何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及

(d) 评议会的任何雇员，

在行使有关法例所授予的权力或履行有关法例所委予的职能时真诚地作出的任何事情，均不会因该等作为而招致法律责任。（第8章）
建议38
我们建议应该立法向所有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第268章）注册的报章和杂志征收款项来资助评议会的经费。个别报章和杂志所需要缴付的款额，应该以根据该条例注册的报章和杂志的总销量为基数，按有关报章或杂志所摊占的份额来厘定。（第8章）
建议39
我们建议应该拨款予评议会以委任或聘任一名行政主管和其他为有效率地执行职务所需的人手。此外，评议会应该可以聘请技术或专业顾问，以协助评议会履行其职责。只要拨款组织核准，评议会可以自行决定聘请或雇用任何人的酬金和雇用条件。（第8章）
附件1
香港记者协会的《专业守则》

1.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维持最高的专业及操守标准。
2. 新闻工作者无论何时均应维护媒介自由采集消息、发表评论和批评的原则，并应致力消除扭曲、压制及审查的情况。
3. 新闻工作者应致力确保所传播的消息做到公平和准确，并应避免把评论和猜测当作事实，以及避免因扭曲、偏选或错误引述而造成虚假。
4. 新闻工作者应尽速纠正任何构成损害的不确报导，并确保更正和道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事件有一定的重要性时，应让受批评者有回应的权利。
5. 新闻工作者应以正直的手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图。只有在公众利益凌驾一切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其他手段，而新闻工作者有权基于个人良知反对使用该等手段。
6. 新闻工作者即使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亦不应侵扰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7. 新闻工作者应保护秘密的消息来源。
8. 新闻工作者不应接受贿赂或利诱，以致影响其履行专业职责。
9. 新闻工作者不应因为广告或其他考虑而扭曲或压制真相。
10. 新闻工作者不应成为鼓励种族、肤色、信仰或性别歧视之类材料的始作俑者。
11. 新闻工作者不应利用从履行职责中获得的消息而在消息公布前谋取私利。
附件2
台湾的《报业道德规范》（1992年）

1. 通则
1) 本规范根据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之基本原则订定之。

2) 报业从业人员应认清新闻专业特性，以公众利益为前提，不为追求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自私目的牺牲公众权益。

3) 报纸刊登之内容应不违反善良风俗，危害社会秩序，或损害私人权益。

4) 新闻采访应谨守公正立场，不介入新闻事件。新闻报导应力求确实、客观与平衡。

5) 报业应尊重司法，避免影响法官之独立审判。

6) 报纸刊登内容如有错误，应即主动更正，并作明确之说明。……
2. 新闻采访

1) 新闻采访应以正当手段为之，不得以恐吓、诱骗或收买方式搜集。

2) 拒绝接受新闻来源之馈赠、贿赂或不当招待。

3) 采访医院或灾祸新闻，应尊重院方规定或获得当事人同意，不得妨碍治疗或救难措施，尤不得强迫摄影。

4) 采访庆典、婚丧、会议、集会等新闻，应守秩序。

3. 新闻报导

1)
……
3) 除与公众利益有关者外，不得报导个人私生活。

4) 检举、揭发或谴责私人或团体之新闻，应先查证属实，并与公众利益有关者始得报导；且应遵守平衡、明确之报导原则。……
4. 犯罪新闻

1)
……
3) 报导犯罪、色情及自杀新闻，不得详述方法及细节。

4) 对未成年嫌犯或已定罪之未成年人，不得刊登其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认其身分之相关资料。

5) 一般强暴案件，不得报导；对严重影响社会安全或与重大刑案有关之强暴案，不得泄露被害人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认其身分之相关资料。

6) 处理绑架劫持新闻应以被害人生命安全为首要考虑，在被害人脱险前，不得报导。

5. 新闻评论

1) 新闻评论应与新闻报导严格划分，以免意见与事实混淆。

2) 新闻评论不得根据未证实之传闻发表意见，臧否人物。

3) 新闻评论应力求公正，避免偏见与武断。

4) 与公众利益无关之个人私生活不得评论。……
7. 图片

1) 不得以剪裁或其他方式伪造或窜改新闻照片。

2) 新闻照片之说明不得作无事实根据之暗示或影射。

3) 不得刊登恐布、色情或猥亵之图片。

4) 与公共利益无关之个人私生活照片，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刊登。

5) 未成年嫌犯、已定罪之未成年人、强暴等案件之受害人及秘密证人照片，不得刊登。……
附件3

	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核准的《作业守则》

	

	导言

	报界所有成员均有责任维持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准。本守则订定量度这些标准的尺度。它既保障个人的权利，也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报界已义无反顾地承诺会自律，而本守则正为自律制度奠下基础。编辑和出版人除了必须确保其雇员严格遵守本守则之外，还必须确保任何给报刊撰稿的人同样严格遵守本守则。

除了实践共同信守的守则的字面意义之外，还应该切实贯彻它的精神，这点对守则的施行至为重要。不应偏狭地从字面解释本守则，使尊重个人权利的承诺不能实现，亦不应过分宽松地解释，以免妨碍符合公众利益的资料发布。

编辑与报刊投诉委员会合作处理投诉时，有责任尽量迅速行事。

任何遭报刊投诉委员会根据下列任何条文作出批评的刊物，必须以适当显著的篇幅把投诉委员会的裁决全文刊登。

	
	

	1.
	准确

	
	(i)
	报纸及期刊应注意不要刊登不准确、有误导成分或失实的材料，包括照片。

	
	(ii)
	每当报刊认识到曾就某重要事项刊登不准确的资料、有误导成分的声明或失实的报道，便应尽快以适当显著的篇幅作出更正。

	
	(iii)
	适当时必须刊登道歉启事。

	
	(iv)
	报纸虽然有自由偏袒某一方，但必须清楚区别评论、臆测和事实。

	
	(v)
	报纸或期刊必须公正和准确地报道它是诉讼一方的诽谤案的结果。

	
	

	2.
	回应的机会

	
	若然有合理的需要，报刊必须给予个人或机构一个公平的机会，就不准确的报道作出回应。

	
	

	3.
	私隐

	
	(i)
	每个人的私生活或家庭生活、家居、健康和书信都有获得尊重的权利。如未取得当事人同意而侵扰他的私生活，有关刊物应提出充分理由支持它的做法。

	
	(ii)
	未取得当事人同意而使用远摄镜头摄影机拍摄他们在私人地方的照片是不可以接受的。注释 - 私人地方是指人们可享有合理的私隐期望的公共或私人物业。

	
	

	4.
	骚扰

	
	(i)
	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不得藉恐吓、骚扰或不断追缠的方式搜集或试图搜集资料或照片。

	
	(ii)
	他们不得在未获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身在私人物业内（物业的定义见第3条的注释）的人的照片。若他们被要求停止致电、询问、追缠或给当事人拍照，便不得坚持这样做。若他们被要求离开当事人的物业，便不得继续在该处逗留，更不得尾随当事人。

	
	(iii)
	编辑必须确保为他们工作的人遵守这些规定，并不得刊登由其他人提供但不符合这些规定的材料。

	
	

	5.
	在当事人悲恸或震惊时侵扰他

	
	如拟报道的事件有人悲恸或感到震惊，采访和接触当事人时应有同情心和言行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作出报道，必须体恤当事人的境况，但此举不应被理解为限制报道法庭案件的权利。

	
	

	6.
	儿童

	
	(i)
	青少年应可无拘无束地在免受不必要的侵扰的情况下完成学业。

	
	(ii)
	新闻工作者不得为了采访关于未满16岁的儿童或任何其他儿童的福利的新闻而访问该儿童或给他拍照，除非有父母或负责教养他的其他成年人在场，或征得父母或负责教养他的其他成年人同意，则作别论。

	
	(iii)
	新闻工作者在未征得校方许可之前，不得接触身处学校的学生或给他们拍照。

	
	(iv)
	不得付款给未成年人以换取关于儿童福利的材料，也不得付款给父母或监护人以换取关于他们的子女或受监护的人的材料，除非这样做是明显地符合有关儿童的利益，则作别论。

	
	(v)
	报刊必须有充分理由才可报道儿童的私生活，但有关理由不得与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名声、不名誉或地位有关。

	
	

	7.
	牵涉入性罪行案件的儿童

	
	(a)
	即使法律没有禁止，报刊也不得披露牵涉入性罪行案件的未满16岁儿童的身分，不论他们是受害人还是证人。

	
	(b)
	报刊报道一宗儿童是受害者的性罪行案件时 －

	
	
	(i)
	不得披露有关儿童的身分。

	
	
	(ii)
	可以披露有关成年人的身分。

	
	
	(iii)
	如乱伦案中受害儿童的身分可能被辨认出，便不得使用“乱伦”一词。

	
	
	(iv)
	必须注意报道内容不得就被告人与有关儿童的关系作出任何暗示。

	
	

	8.
	监听仪器

	
	新闻工作者不得使用隐蔽监听仪器或以截听私人电话谈话的方式搜集材料，或将藉上述手段搜集得来的材料刊登。

	
	

	9.
	医院

	
	(i)
	在医院或同类机构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或摄影师，应向负责的行政人员表明身分，并在进入非公共地方前取得许可。

	
	(ii)
	限制侵扰私生活的条文，尤其适用于采访身在医院或同类机构的人。

	
	

	10.
	无辜的亲友

	
	报刊在征得被定罪或被控犯某罪行的人的亲友同意之前，必须避免透露这些亲友的身分。

	
	

	11.
	虚假陈述

	
	(i)
	新闻工作者一般不得透过虚假陈述或诡计来搜集或试图搜集资料或图片。

	
	(ii)
	文件或照片只应在获得物主的同意下才可拿走。

	
	(iii)
	除非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有关材料不能以其他方法获得，否则没有充分理由使用诡计搜集材料。

	
	

	12.
	性侵犯案中的受害者

	
	报刊不得披露性侵犯案中受害者的身分，或刊登相当可能使他们的身分被辨认出来的资料，除非报刊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以及在法律上有自由这样做，则作别论。

	
	

	13.
	歧视

	
	(i)
	报刊在提述某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性倾向，或提述任何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病症或残障时，必须避免采用带有偏见或贬意的用语。

	
	(ii)
	报刊必须避免报道某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倾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病症或残障的详情，除非它们与有关报道有直接关系，则作别论。

	
	

	14.
	财经新闻

	
	……

	
	

	15.
	机密的消息来源

	
	新闻工作者有道义责任把机密的消息来源保密。

	
	

	16.
	以金钱获得资料撰写文章

	
	(i)
	除非有关材料基于公众利益是应该刊登的，并有凌驾一切的需要付款或承诺付款使有关材料得以刊登，否则，不得直接或经代理人向进行中的刑事法律程序的证人或准证人支付款项或提议支付款项以换取新闻故事或资料。新闻工作者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步骤确保没有任何金钱交易会影响这些证人所提供的证据。
（编辑在授权付款时必须准备提供证据，证明事件涉及一项正当的公众利益，而公众是有权知道有关新闻的。……）


	
	(ii)
	除非有关材料基于公众利益是应该刊登的，并有需要付款使有关材料得以刊登，否则，不得直接或经代理人向被定罪的罪犯、已认罪的罪犯或与他们有关连的人士（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支付款项或提议支付款项以换取新闻故事、照片或资料。

	
	

	公众利益

	只要证明是符合公众利益，第3、4、6、8、9、10、11及16条可以有例外情况。

	
	

	
	1.
	公众利益包括：(i)侦查或揭露罪行或严重的不端行为；(ii)保障公共卫生和安全；及(iii)避免公众被某人或某机构的一些声明或行动误导。

	
	2.
	如报刊以符合公众利益作为理由，报刊投诉委员会将要求有关编辑提供详尽的解释，证明有关做法如何符合公众利益。

	
	3.
	遇上涉及儿童的个案，编辑必须证明有一项非常特殊的公众利益，其重要性尤甚于本应属于首要考虑因素的儿童利益。


� 	该委员会委出的一个小组在1947年发表了一份名为 《自由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书。报告书分析了社会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界，并确立了传媒的五项责任∶(a) 把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以真实、全面和使人易于理解的方式把其意义表达出来；(b) 提供一条发表意见和批评的途径；(c) 反映社会上不同组别人士的意见；(d) 承担“表述和厘清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责任；及(e) 让人可以全面获得“每一天的资讯”。


� 	At <http://www.presscouncil.org.au/pcsite/wapc/const.html>(18.1.99).该协会在1998年有17名会员。


�	J M Chan, P S N Lee & C C Lee,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6年），第5章。


� 	《民意快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9年4月19日号外版）。


� 	J M Chan, Y K So & C C Lee, “Surve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ong Kong Media after the Handover”, Jan 1999.


� 	《信报财经新闻》（1999年3月18日），第10页；引述由A C Nielsen编订的1998年传媒指标。


� 	Louis A Day, Ethic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 – Cases and Controveries (Wadsworth Publishing, 2nd edn, 1997), p 36, quoting J Pulitzer, “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8, May 1904, p 658.


� 	《英文虎报》（1997年9月2日）。


� 	Reproduced in Louis A Day, above, Appendix 2.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Many Voices One World (Chairman: Sean MacBride SC) (UNESCO, 1980), paras 38 - 43.


� 	行政长官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的演辞，1998年11月23日。随着报章报道灵粮堂幼稚园两间分校和税务局局长的关系，有319名家长于1999年6月在报章发表了一份联署声明，呼吁传媒重视新闻专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声明内容如下∶“1)部分传媒近年来为了追求销量，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加以渲染，用「嫌疑」、「怀疑」等字眼随便作出结论和人身攻击，并且随意牵连无辜。这种「舆论伤人」的不正之风，不单对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声誉造成伤害，也侵犯了人权的尊严，损害了社会的道德文化。2)有些传媒更经常渲染色情暴力、哗众取宠、制造新闻、丑化当事人……。凡此种种，都对我们的下一代产生无可估计的坏影响，愈来愈多家长都有强烈的不满。我们呼吁传媒界自律，要求它们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要重视新闻专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否则失去了公信力，最终亦会失去了读者。”见“一群家长对有关灵粮堂幼稚园的报导的声明及对香港传媒界的呼吁”，《明报》（1999年6月30日），第B12页。


� 	第7条第3段。扼要而言，该条规定在1991年6月8日以后通过的法例对各项权利和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均不应违反该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条文。


� 	《联合声明》附件一，§十三，第1段。


�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 HCMP 407/1998, at 59.


� 	SR 457 para 24.


� 	Dominic McGoldrick,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461.


� 	M J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eparatoires" of the ICCP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 386.


� 	总体意见10/19（1983年7月27日），第2段。


� 	K J Partsch,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Freedoms", in L Henkin (ed),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 The ICCPR (1981), p 210.


� 	M Nowak, UN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CCPR Commentary (Strasbourg: N P Engel, 1993), 349.


� 	鲁瓦克上述著作第345页。


� 	一名成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说：“审查言论的制度，与提醒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时所负有的义务和责任及可能受到的限制，实在有天渊之别。”见M J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eparatoires" of the ICCP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第398-399页。


� 	鲁瓦克上述著作第3651-2页。


� 	Hertzberg v Finland, Doc A/37/40, p 161, para 10.4.


� 	鲁瓦克上述著作第354页。P van Dijk及G J H van Hoof均认为如遇上有需要保障个人私隐，则条约中的“保护其他人的名誉或权利”这项限制便会用得着：P van Dijk暨G J 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eventer-Boston: Kluwer Law & Taxation Publishers, 2nd edn, 1990)，第423页。


� 	Dudgenon v UK (1981) 4 EHRR 149, para 47.


� 	X v Sweden, CD, vol 7, p 18.


� 	Lingens v Austria (1986) 8 EHRR 407, 418.


� 	Prager and Obershlick v Austria (1995) 21 EHRR 1, 21.


� 	D J Harris, M O'Boyle & C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Butterworths, 1995), at 414.


� 	Prager and Obershlick v Austria (1995) 21 EHRR 1, at 21.


� 	出处同上，第19-20页。虽然欧洲人权法庭裁定新闻界有责任传送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宜的消息与思想，但新闻界所负的“特殊责任”亦曾在Handyside v UK (1976) 1 EHRR 737一案中被用作有理由禁止发表某消息的额外论据。


� 	R v Central Television Plc [1994] Fam 192, at 203.


� 	《欧洲人权公约》第8(2)及10(2)条。


� 	J Craig & N Nolte, "Privacy and Free Speech in Germany and Canada: Lessons for an English Privacy Tort", [1998] EHRLR Issue 2, p 162, at 163-165.


� 	Barthold v Germany (1985) 7 EHRR 383, para 55.


� 	Barfod v Denmark (1989) 13 EHRR 493 at 499.


� 	Markt Intern and Beermann v Germany (1987) 11 EHRR 212 at 234 （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裁决）。


� 	Markt Intern and Beermann v Germany (1989) 12 EHRR 161 at 175 （欧洲人权法庭的裁决）。


�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375 (1927).


� 	New York Times Co v US , 403 US 713 at 717 (1971).


� 	16A Am Jur 2d, Constitutional Law, § 491（略去附注）。


� 	16A Am Jur 2d, Constitutional Law, § 491.


� 	L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2nd edn, 1988), § 12-2.


� 	Associated Press v NLRB, 301 US 103, 132-133, 81 L Ed 953 (1937).


� 	Chronicle & Gazette Publishing Co Inc, 168 ALR 879, 884.


� 	58 Am Jur 2d, Newspapers, § 19 & § 20.


� 	58 Am Jur 2d, Newspapers, § 26. 美国最高法院并不接纳发布真实消息的人永远不能在符合第一修订案的情况下被惩罚这一说法：The Florida Star v BJF 491 US 524, 105 L Ed 2d 443 (1989)。


� 	R Wacks, Privacy and Press Freedom (London: Blackstone Press, 1995), pp 21-22.


� 	T I Emerson , "The Right of Privacy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1979) 14 Harvard Civil Rights - Civil Libs Law Rev 329, 331.


� 	R Wacks, “Privacy in Cyberspace: Personal Information, Free Speech, and the Internet” in P Birks (ed), Privacy and Loyalt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


� 	关于何谓言论自由的概括说明，见F Schauer，Free Speech: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E Barendt,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第11及190页（其结论是“以言论自由的原则来应付私隐诉讼，其支持理由十分薄弱，即使有关的披露是真确的亦然。”）。


� 	E Barendt, above, 189. See M B Nimmer, "The Right to Speak from Times to Time: First Amendment Theory Applied to Libel and Misapplied to Privacy" (1968) 56 Cal LR 935.


� 	F Schauer,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Truth" (1991) 41 Case Western Reserve LR 699, 707-711.


� 	E Paton-Simpson, "Human Interests: Privacy and Free Speech in the Balance" (1995) 16 New Zealand Universities L R 225, 237.


� 	A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7) 34. 亦见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第448 及449-450页。


� 	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455.


� 	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456.


� 	R Gavison, "Too Early for a Requiemm: Warren and Brandeis Were Right on Privacy vs. Free Speech" (1992) 43 S Carolina L Rev 437 at 469.


� 	E Paton-Simpson , above, 234.


� 	T I Emerson, 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6-7.


� 	Z Chafee Jr, Gover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1947) at 34-35; 在David Lange的"The Speech and Press Clauses" (1975) 23 UCLA Law Rev 77 附注4中载述。


� 	E Barendt, "Inaugural Lecture - Press and Broadcasting Freedom: Does Anyone have any Rights to Free Speech?" [1991] Current Legal Problems 63, at 79.


� 	P Stewart, "Or of the Press", (1975) 26 Hastings LJ 631.


� 	E Baker, Human Liber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 11.


� 	Castells v Spain (1992) 14 EHRR 445 at 476.


� 	V Blasi, "The Checking Value i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runal (1977), No 3, p 521.


� 	Mills v Alabama, 384 US 214, 219 (1966).


� 	Barthold v Germany (1985) 7 EHRR 383.


� 	终审法院在吴嘉玲诉入境事务处处长〔终院民事上诉1998年第14号〕一案的判词第40页中同意法院会采用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来解释《基本法》。至于对《基本法》第三章中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文，则会采纳宽松的解释：上述吴嘉玲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第41页；陈锦雅诉入境事务处处长 [1998] 2 HKC 16 (CA)。


� 	吴嘉玲诉入境事务处处长〔终院民事上诉1998年第14号〕，第40-41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文教及居民专责小组，《新闻自由最后报告》；(CCBL - SG/CES/RDI - 01 - PR01 - 870311(E))；由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在1987年3月14日通过。


� 	上述报告第3段。


� 	上述报告第5.2.1段。


� 	上述报告第8.1.1段。


� 	上述报告第9段。


� 	研究报刊业的皇家委员会的Final Report (London, Cmnd 6810, 1977)，第2.2段。


� 	《私隐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rivacy)（委员会主席：the Rt Hon Kenneth Younger）(London: HMSO, Cmnd 5012, 1972)，第157段。


� 	上述报告书第184段。在Lea v Justice of the Peace Ltd, The Times, 15 March 1974一案中，法庭裁定“新闻界无权进入私人物业或私人地方，并侵扰平民百姓和私人权利；人们要求新闻界在操守方面所达到的标准，与文明社会里每一个公民被要求达到的标准一样的高。”亦见Francome v Mirror Group Newspapers Ltd [1984] 1 WLR 892。


� 	T I Emerson, above, 396.


� 	Cohen v Cowles Media Co, (1991) 115 L Ed 2d 586, 595-6. SeeAm Jur 2d, Newspapers, §20.


� 	Dietemann v Time, 449 f2d 244 at 249 (9th Cir, 1971). See also Galella v Onassis, 487 F2d 986 (2d Cir 1973)；Houchins v KQED (1978) 438 US 1; 69 ALR4th 1059, 1078.


� 	Time, Inc v Hill, 385 US 374 (1967) at 420.


� 	M Nowak, above, 343.


� 	[1974] AC 273, 315.


� 	Estes v Texas, 381 US 532, 539 (1965).


� 	Branxburg v Hayes, 408 US 665, 681 (1971).


� 	See E Barendt,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Chapter III.5.


� 	第10条。


� 	Z v Austria, 56 DR 13 (1988); 16A Am Jur 2d, Constitutional Law, §47. See P van Dijk & G J 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90), at 417-418.


� 	T I Emerson前述著作第394页，引述Galella v Onassis, 487 F 2d 986 (2d Cir 1973)作为案例。


� 	E Barendt, above, 112.


� 	公众是否有权知道政府的活动是另一回事。本章所关注的主要是公众是否有权知道关于个别人士的私人资料。


� 	《天天日报》（1997年9月1日）。


� 	Sunday Telegraph, 14 September 1997.


� 	叶保强：“戴妃之死与传媒伦理”，《信报财经新闻》（1997年9月9日）。


� 	香港记者协会与第十九条组织：《基准已变—一九九九年年报》英文版第21-22页。


� 	香港记者协会与第十九条组织：《疑惑重重的开始─一九九八年年报》第34及37页。


� 	香港记者协会操守委员会，“传媒操守：记协的投诉处理机制”（1998年11月22日）第4页。


� 	明光社：“中文报章污染指数调查报告”（1999年4月）。《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的不当报道手法指数（以10分为最差）分别是6.5分、6.1分及5.7分。而它们的失实指数则分别是6.1分、5.6分及5.5分。


� 	见载于杨格报告书的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rivacy(London: HMSO, Cmnd 5012, 1972)第166段的英国报业评议会的意见。


� 	台湾的报业道德规范第柒（四）段。


� 	J Black, B Steele & R Barney, Doing Ethics in Journalism - A Handbook with Case Studi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nd edn, 1995), 156.


� 	J Black, B Steele and R Barney, above, 159.


� 	于1995年获Swedish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he News Media 采纳；载于以下网址：<http://www.uta.fi/ethicnet /sweden.html>。


� 	德国报业评议会所草拟的《报业守则》（1994年2月），指引8.1。


� 	《星岛日报》（1998年6月17日）；《新报》（1998年6月17日）。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56及157条，发布相当可能会致使公众识别与某“指明性罪行”（包括强奸及非礼）有关的申诉人身分的事项属刑事罪行。


� 	出处同上。


� 	J Hurst & S A White, Ethics and the Australian News Media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1994), p 116 (footnotes omitted); referring to P Grabosky and P Wilson, Journalism and Justice: How Crime is Reported (Sydney: Pluto Press, 1989). 


� 	L Hodges, “The Journalist and Privacy”, in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Special Issue - Privacy II (New Jersey,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209.


� 	为了保障这名新闻工作者的利益，我们选择不引述这段文字的出处。


� 	The National Victim Center (US), “Crime Victims’ Privacy Rights in the Media”, at <http://www.nvc.org/ddir/INFO35.HTM> (28.4.98). 德国的《报业守则》指引11.2订明：“报道意外和灾难事件时，要是受害者的伤痛和他们家人的感受不再获得尊重，便超越了公众对这类报道所可以接受的界线。不得因传媒不乖巧的报道而令遭遇不幸的人再次成为受害人。”


� 	Quoted in J Black, B Steele & R Barney, above, 196.


� 	第8.0段。J Hurst 和 S A White前述著作的附录7转载了该守则。


� 	Kaye v Robertson [1991] FSR 62一案的原告人便是一例。


� 	《医院管理局附例》（第113章）第7(1)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医院(“(f) 未经医院内病人同意，拍摄照片、影片或录像影片，把其容貌勾划出来；或(g) 未经院方职员同意，拍摄照片、影片或录像影片，把医院病房勾划出来，而除非拍摄工作对病人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烦扰或打扰，或对病人的治疗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否则院方职员不得拒绝让该等拍摄工作进行。”


� 	See 86 ALR3d 374 at 378。


� 	香港法改会私隐问题小组委员会：《私隐权：规管监察和截取通讯的活动谘询文件》（1996年），第1章。


� 	Raymond R Wong, "Credibility Crisis: What's Wrong with Journalism and How to Fix it", at <http://www.hku.hk/mstudies/english/Sph_rrw1.htm>(2.3.99), p.1. 这是一篇于1999年1月26日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自由论坛亚洲中心合办的会议上发表的演词。


� 	R v Broadcasting Complaints Commission, ex parte Granada Television Ltd.[1995] 3 EMLR 63; [1995] COD 207.


� 	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员守则》(Producers' Guidelines)订明：“只要是合理地切实可行，将会在节目中出现的在生的受害人或死者近亲应获告知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安排。如未能将节目安排告诉他们，可被视为侵害私隐权，即使有关事件或将被使用的材料曾经属公共领域内的事情亦然。”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员守则》（1996年11月）第4章第5.6条，第46页。


�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所采纳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7年），第八条。


� 	B Steele, “Doing Ethics: Ask Good Questions to Make Good Ethical Decisions - A Poynter Institute Handout” (1995), at <http://www.poynter.org/research/me/me_doetho.htm>.


� 	另一个虚构的事例，是揭露一名因感染爱滋病死亡的普通市民的身分。揭露这些资料很可能对死者家人的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 	九龙明爱社区中心，《家长对中文报章新闻图片处理手法意见调查报告》（1999年6月），第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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